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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是赴美一年之進修報告，研究方法除靜態閱讀外，亦包括動態的觀察、討論、比較、及實地的參訪考察。報告主題在法學教育制度、法院運作特色、及政府律師制度三者。首先，考察美國法學院人文風氣、教學理念、組織系統、課程規劃、學生發展，學術界、實務界與產業界之緊密交流，及培養法律人才之策略，作為我國法律人才養成制度之參考。其次，考察美國法院運作，陪審團形成背景、法庭秩序維持機制、法院運用禁制令提早介入社會紛爭、有效預防犯罪、如何保持與社會互動，提升裁判品質，憲法如何經由法院，影響政府決策與人民行為，作為我國司法改革之參考。第三，受邀至聯邦司法部演講過程，與政府律師及實習律師座談結果，參訪聯邦機構，實地考察美國政府律師之招募、養成及業務性質，鼓勵我國檢察官在傳統刑事訴訟業務以外，亦能擴展職能專業，貢獻於犯罪預防、社區保護、國際事務，及整體國家法制建設工程。


	大綱

美國法學教育、司法制度及政府律師之研究
第一章  前言……………………………………………………………………..5
第二章  美國法學教育…………………………………………………………..7
一、法學院的社群氣氛……………………………………………………..7
二、教學組織………………………………………………………………..9
三、實習課程………………………………………………………………12
四、生涯規劃………………………………………………………………15
第三章  英美司法制度………………………………………………………....18
    一、陪審團的起源…………………………………………………………18
二、鼓勵說真話的文化……………………………………………………19
三、強大的司法工具—禁制令（injunction）……………………………20
    四、當事人適格與訴訟標的之開放性……………………………………22
    五、司法介入之時機………………………………………………………23
    六、法院之友（amicus curiae brief）..….………………………………...27
    七、嚴格的事實審…………………………………………………………27
    八、憲法的日常化、基本化………………………………………………29
第四章  參訪交流－考察政府律師制度………………………………………32
一、邀約緣起………………………………………………………………32
二、行抵華府………………………………………………………………35
三、司法部…………………………………………………………………36
四、簡報座談………………………………………………………………42
    五、國會山莊………………………………………………………………48
    六、最高法院………………………………………………………………52
七、小結……………………………………………………………………56
第五章  檢討與建議……………………………………………………………58
    一、教育訓練………………………………………………………………58
    二、檢察制度……………………………………………………………….59
    三、政府法制……………………………………………………………….61
附錄
    1. 致北檢書信七封………………………………………………………....64
         大學城市之興起……………………………………………………...64
         法學院之歷史與發展………………………………………………...67
         校園生活與學術環境………………………………………………...70
         上訴巡迴法院考察…………………………………………………...75
         與聯邦觀護人與法官有約…………………………………………...78
         中國話題……………………………………………………………...81
         舊金山檢察長………………………………………………………...84
2. 赴美半年報告…………………………………………………………....87
    3. 參考文件
      A.法學院學生協助卡催娜風災成果年度報告………………………….97
      B.法理學工作圈活動公告……………………………………………….99
      C.模擬法庭公告………………………………………………………...100
      D.康州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及耶魯法學院法律實習課程計畫………...102
      E.美國聯邦機關至耶魯大學校園招生博覽資料………………………104
      F.耶魯法學院法律服務社致聯邦最高法院之法院之友書狀…………105
G.法學院教師致參議院之類似法院之友書狀………………………....107
      H.司法部圖書館簡介…………………………………………………...108
      I.司法部演講現場照片………………………………………………….109
J司法部致作者感謝狀………………………………………………….110



美國法學教育、司法制度及政府律師之研究
第一章  前言

2005年筆者出國時的國內法律界，正在熱烈討論法學教育的改革，為適應全球化、社會多元、及人才國際化之趨勢，司法改革的焦點漸漸從訴訟程序的移植改制，轉而開始正視以人力素質—法律人才—之提升為改革重點，此從不論是國內由呂副總統等各界所推動之法律考試制度變革、或是鄰國如日本、韓國早已大刀闊斧實施之法學院改制等創新，我們明顯感覺得到，法律人才之教育、訓練、交流及國際化的需求越來越多，法律人對內的服務品質及對外的競爭力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出國這段期間，國內正熱烈迎接檢察制度之百年歷史回顧與展望，各界撰文、研討、祝賀及舉辦文物展之同時，使我們更有機會省思在未來的社會與變遷的環境中，檢察官工作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近年來，論者有謂檢察官面臨雙重失落的危機，即一方面司法獨立地位不若法官，訴訟制度的變革使檢方處於吃力不討好的境地，另方面司法警察界亦挾其龐大的預算人力與日漸專業之優勢，不斷質疑、抗拒及力爭檢察官之偵查主體地位。在此政治勢力的推移角力中，檢察系統掌握之預算、人數或具備的公關能力均較少，因此往往處於劣勢。
這一年，見識到美國培養法律人才之系列體制及法律工作者的圖像，從校園、實務界、至美國官方、及與各國法律人的接觸、學習與考察中，筆者確信台灣長期以來一直欠缺培養法律人才的良好機制，形式化作風盛行，無論是學校教出的法律觀念、立法製造出的法律條文、或法律人理解運作出來的法律實務，匠氣十足，難以有效監督政府、改善制度及回應社會的需求。其中，我們不難發現，法律人或法律工作的形象，多講究書面作業與文書品質，很少是講究對外溝通、擔任領導、結合資源、實地訪查、及保護預防等面向。
舉例而言，筆者在與美國司法部民事廳的政府律師聯繫過程中，不時會聽到她必須出差到夏威夷、或其他州的法院機構或利益團體，處理如環境污染或自然生態等涉及聯邦政府施政權力或公共利益事件，美國法律人的足跡遍布各種紛爭問題之根源處，法律人的思維不限於法庭與訴訟，而延伸至法庭以外之犯罪預防、司法保護、社會福利、國際合作等政策興革領域。反觀國內，檢察官只管刑事訴訟業務，好像只能在法官與警察間之夾縫中求生，一方面努力爭取法官般之司法保障，一方面害怕失去犯罪偵查的資源權力，且又僵化地以前者為目標，以後者為績效手段。在績效方面，檢察官好像只能跟警察搶辦案權限、爭諉個案的成敗功過、開發案源、加強辦案（這裡的辦案是指以犯罪之認定為目的之偵查行為）表現等，檢察官好像除了個案偵查之外，就沒有別的舞台來發揮專業、服務社會、貢獻國家。這是政府法律制度的宿命，還是政府法律人思維的侷限？
法律制度的形成及運作的風貌，源自於法律群體固有的觀念與認知，法律族群固有的觀念與認知，又源自於所受的法學教育、訓練、養成及工作環境。因此，比較法的分析或外國制度的介紹，應該多從成因、背景、及觀念差異等根本面著手，才能窺知全貌，幫助省思。提供了足夠資訊後，剩下的就是選擇的問題，也是政治的問題，應留待公眾監督評判。

本篇出國報告，擬介紹美國法律人才的養成機制，並就筆者觀察所及部分，與台灣作比較。第二章談論美國法學教育的作風、組織、教學、課程及與各系統之連結關係，幫助我們理解美國法律界的搖籃，如何培養出一群思想靈活、歷練豐富、視野廣闊之法律人，及對比我國這方面一些根本差異。第三章介紹美國司法制度的特色，重點在於瞭解美國法院如何介入國家發展、社會變革及促進公民政治參與，及法院為發揮上述功能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各界如何參與、使用司法機制，以快速、有效地反映問題、解決問題。第四章為這一年最壓軸之參訪經歷，乃筆者全家受邀至美國聯邦司法部演講之紀錄，行程包括聯邦司法部、國會山莊、及聯邦最高法院之參訪與座談過程，除許多組織管理面的心得以外，本章重點亦在介紹美國政府律師之養成制度與工作圖像，瞭解他山之石，提供國內政府法律工作圈（包括檢察官）一個發揮專業、服務公眾、滿足工作熱忱的另類思考方向。第五章檢討與建議。最後是附錄，收集彙整筆者在國外進修期間，每月固定寄給台北地檢署全體同仁之進修心得報告，包括校園學習、研討座談、交流經驗、歷史典故、聯邦法院及地檢署等機構參訪之心得等，俾讀者身歷其境，分享體會一個初至美國在當地學習、生活、適應、觀察與各項交流之總體驗。
第二章  美國法學教育

一、法學院的社群氣氛

法學院院長在開學對新生致詞時不斷強調，他的治校理念，是將法學院營造成為一個彼此奉獻的社群（a community of commitment）。法學院不僅是你生命中某一段求學機構而已，而是希望你能從中找到今後人生致力的方向。學校強調合作、冒險、及探索的精神，希望同學間具有信任、互助關係，並成為終生的良師益友（如參加你的葬禮）。相較於其他名校，耶魯法學院特殊之處，是沒有畢業成績的排名，也不希望同學彼此競爭，而是強調發揮每人潛力，做到最佳表現。
有一則笑話是，在考試時，鄰座同學的筆不小心掉在地上，隔壁同學見狀會幫忙拾起，這一定是在耶魯的考場；若同樣掉筆的情形，旁人均莫不關心、視若無睹，埋首自己的考卷，這應該是在哈佛的考場；再同樣的情形，隔壁同學見狀，反而將筆踢得更遠，那麼你已經來到了哥倫比亞校園。這個故事是一位哈佛的學生所轉述，並非在耶魯校園聽聞，更可佐證耶魯強調的合作代替競爭的精神，並非自誇。
許多方面可以看出學校努力營造出社區之和樂融融及討論溝通的氣氛，例如：

（一）每週五下午五點到六點，學校餐廳免費供應餐飲(happy hour)，鼓勵師生同學共進晚餐，繼續討論課業及一週下來的學習成果，有時也會藉此場合舉辦學生組織活動及各項團體活動。
（二）每學期會舉辦2至3次的「院長有約時間」（drop in hour），在有沙發、名畫、地毯的高雅交誼廳內，擺設點心水果及飲料，讓同學隨意就座，向院長提問。副院長及各科室主管（尤其是教務組與生輔組）也會儘量到場，與院長一起聽取同學意見，回答各種問題。無論是學習、課業、生活、生涯規劃等，院長都會以其廣博的閱歷提供寶貴的意見。
（三）如同美國總統固定會發表國情諮文、國情報告（State of Union）一般，為讓學生瞭解目前法學院整體的營運狀況、面臨的挑戰、與未來的計畫，法學院院長每年開學後不久，亦會舉辦一場介紹學校營運概況的演說（State of the school）, 由院長親自報告學校現況，接受同學提問，並回應解說。目的亦是讓學生有參與感，藉由瞭解機構目前之處境、施政計畫、未來展望等，經由這項活動，亦表示學校尊重學生，在意同學，歡迎學生監督，且學校時時刻刻記得學生是學習主體，一切教育活動應直接對學生負責。建議司法官訓練所或其他教育機關不妨掌握參考、掌握其精神，。說不定會讓新世代的司法人員耳目一新，學到自重、參與及設身處地之成熟思維。
（四）院長隨時會以電子郵件向全體師生同仁發佈值得大家關注的新聞事件、學術活動（院長邀請外賓的系列演講）、學校立場、因應作為（如風災的捐款、救難、組成法律志工服務團）或社區的動態（如某教授得獎、獲聘、增添寶寶或甚至是追掉儀式）等，這些由院長發佈的訊息，多是精神激勵性質，促使全體師生同仁彼此關懷、展現關注、培養革命情感、並自覺自己身為法學院社區一份子之榮譽與休戚與共之感情，至於校務細節如教務、課程等事項，無須由院長信箱發佈，因為各科室處理即可。其實，整體大學的校長也是如此。
（五）院長信箱並非專供單向發佈消息之用，也是同學隨時可聯絡院長的最佳管道，當然，這需要特強的幕僚能力。例如，筆者去信院長詢問事項或邀約聽筆者的報告，院長秘書即直接回信，並告知院長目前的行程及可能的時間，無論結果如何，去信並不會石沈大海。同樣的情形，李昌鈺博士之研究機構秘書也是如此（李昌鈺博士有二個辦公室，一是州警政署之辦公室，二是紐海芬大學附設之研究機構及實驗室，二處之秘書都能迅速回應）。幕僚能力代表首長的形象，代表首長是否重視對外界的溝通與瞭解。
（六）再者是法學院充滿濃厚的對話氣氛，並具有一種「沒有陌生人」的感覺。這在各種場合都是如此。筆者某次參與國際法研討，與會者來自各個不同法學院，同樣是研究國際法的學生或學者，筆者鄰座之「陌生人」在與旁邊友人談話完畢後，竟很自然地換個方向，直接問筆者某個具體問題，及我的看法，彷彿先前已經熟識一般。一天下來數度交談，最後仍不知道彼此姓名，但隱含的意思好像是：反正日後會再見面，問題本身比較重要。凡此彰顯出學術社群，急於蒐集各種觀點或意見，至於社交話語或禮貌介紹這道程序，則直接省去。這就是充滿人文對話氣氛之名校具有的特質。

（七）最後要強調的是法學院具有高度人道氣氛與救世的熱忱。進修這一年間，美國中南部發生歷史記錄上頗為慘烈的Katrina風災，造成紐澳爾良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大規模的損害。法學院、法律服務社團及相關實習課程的學生，立即籌組法律服務小組，及捐款專線，並召集學生義工，於寒暑假期等適當之時間，前往現場與相關部門合作，提供與災難善後與重建有關之法律服務。院長及校長不時也會寄送電子郵件予全體師生，報告捐款進度、援助任務、工作進度及目前達成之績效，使全體師生同仁隨時知悉、關注相關情形，無形中產生高度之參與感，間接鼓勵更多人提供資源或服務，擴大整體的參與面。（參照附錄文件A法學院學生協助卡催娜風災成果年度報告）
另一個例子，蘇丹（Sudan）國在Darfur地區發生殘暴之種族屠殺罪行，引起國際共憤，法學院學生組織、國際法社團、相關學術工作小組、及教授的課堂中，即會安排時間及場合，由專家或熟悉事件始末之學者與同學，進行專題報告，並分享報告人參與相關救援計畫之經驗，及解說目前美國政府、民間組織、他國政府及其他國際組織已採行與將採取的因應作為，及檢討還能如何改善、遏止暴行，及懲罰相關負責人。這些討論說明，包括如何進行制裁、反制，如何鼓勵政府與民間企業撤資、中斷與蘇丹之貿易、如何封鎖銀行帳戶、凍結邪惡犯罪者之資金，如何譴責、阻止政府或大企業繼續投資蘇丹，及在實際步驟上，如何到地方議會或聯邦國會相關程序中進行遊說，喚起更多重視、及爭取國會議員之實質行動。
二、教學組織
一般台灣學生在美國校園課堂上，首先感受到最大的差異，往往是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關於課程設計、教學方式、及教育理念等，尤其是西方國家與我們東方民族的根本差異，相信在教育學界有太多的書籍、專家、及有留學經驗的人，對此分享著墨甚多，相關資訊應是汗牛充棟。以下僅想說明，從法學院的角度，這樣的差異更是明顯。
法律課程上，問題永遠比答案重要。提問，分析、解決問題的過程，不僅是英美普通法系統中，其法理原則據以呈現與發展的基礎，也是培養法律人成熟、獨立思考能力不可或缺的過程。

由於美國法的一大特色，在於沒有標準答案。也因為法學院教學的一大目標，在於培養法律人看待事情的成熟度、以寬廣的角度、不設限的思考範圍，透過公認有效討論的程序，求得精準、漸佳的判斷力。因此，法學院教授不會整理法律條文或既有原則給同學，只會提出問題、培養同學形成問題的能力，先提出重要、值得優先注意、有意義的問題之後，再要求集體討論、比較、分析（既有原則與新的現象）、及嘗試解答、提出解決方案。這樣的過程，必須仰賴高度的語言能力，以及一些背景知識與人生經驗（也可部分說明為何美國法學院入學條件必須是大學畢業以上），才能實質參與，這就是讓英文非母語的國際學生，在入學前階段最感震撼與頭痛的地方。

此外，比較值得注意，也較少人論述的是關於法學院的教學組織系統。
從人員組成的角度來看，構成法學院之學術社群的種類多樣多元，可謂琳瑯滿目。除了我們熟知的教授及學生二個對向的族群以外，這中間尚包括諸如：
（一）訪問教授Visiting Professor、訪問講師Visiting Lecturer：他國或他校前來本校學術交流，並長期或短期任教某些課程的教師
（二）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他國、他校或其他機構之法律專家前來本校交流，從事研究，參與課程，法務部指派的訪問學者即屬這類身份
（三）專門講座研究員 Fellow：取得該講座提供之獎學金而依該講座指定領域從事特定題目之研究人員
（四）博士後研究員Post Doc Research：博士畢業後，取得正式教職前之專業研究人員，多用在法律以外之研究領域 
（五）助教Tutor in Law：博士班學生在學校行政系統下之職稱，兼有教學行政之工作
（六）法律實習課程訪問教師Clinical Visiting Lecturer：多半主導或協助法律實習課程之教學研究工作，如當地的聯邦檢察官在學校兼任檢察實習課之老師，即屬此類
（七）院長邀請客座研究員Dean’s Fellow及其他細微差異之研究人員等等
以上人員，係劃歸屬於系上之教師族群（Affiliated Members of the Faculty），並非法學院之學生
或行政同仁區塊，這些人視其學術計畫或交流契約之內容，有不同程度之權利（待遇、可用資源等）與義務（授課時數、研究進度等）。當然，這些系族群都是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彼此間只是任務比重不同，實質上非能截然劃分，有時也端視各人能力或積極度，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與參與。例如，以訪問學者而言，原則上只要相關負責人同意，可自由參與任何課程、任何工作小組、任何研究計畫、任何實習課程、及擔任某程度之講師（只要你有這個價值）。彈性靈活度相當高。依此，如果訪問學者自我狹隘地定位為「純學生」，只負責上課及唸書，其餘活動均不參與，亦無不可，只是稍微偏離、矮化了訪問學者定位在教師族群圈之用意。有此認知以後，筆者即在某些熟悉的領域如檢察實習課程，主動坐在老師旁邊，充作老師與學生的中介，隨時提供台灣經驗，補充執法意見，扮演比純學生（主要是JD）更進一步的角色與功能。事後並師法訪問學者前輩，積極爭取對外演講交流、擴大參與之機會。（參照第四章）
以上多樣的系上族群，究竟是在何種場合或組織下，從事其教學、研究之工作呢？這涉及所謂「課」或「課程」的概念，應該如何理解的問題。

在台灣，傳統上「課」的圖像，就是一群學生排排坐在教室內，望著前方老師，對台下學生傳道、授業、解惑也。然而，耶魯校園「課」的概念內涵，無法用上述圖像予以解釋。法學院的所有活動，如研討會、工作圈（workshop）（參照附錄文件B法理學工作圈活動公告）、實習課程（又分不同模式，參下述）、模擬法庭（參照附錄文件C模擬法庭公告）、雜誌編輯、社團公益活動、與社區法律服務等，無論場所是在校內或校外，只要滿足規定的參與或貢獻條件下，經由老師認可，即算入學分，完成修習該「課」程。因此，重點是老師有權制訂取得學分的條件，剩下來則是，任何能增加法律人某方面之學習、體驗與成長之學術或實務活動，都可以是課程的一部分。更且，隨著必修課程比重的降低，選修課程數量的提高，及畢業條件的合理設定，每個學生直到畢業時，回顧其總計選修的課程、作過的實習、受過的訓練、及專攻的強項，彼此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因而形成多元化的法律社會新鮮人。
綜合而言，法學院擁有上述多樣化的系教師群，分別在上述多元化課程活動中，依其熱忱與計畫，扮演教學、指導、研究之工作，磨練學生各項技能、培養學生各項專業。再加上老師在各個課程中注入實用的教材、邀請各領域的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到校演講座談或共同授課、提供學生寬廣的視野，及不定期舉辦校友回饋母校、生涯規劃系列演講、律師工作專題研討、院長系列講座、寒暑假在國內外的海外志工營、法律研習營、事務所實習、及政府機關實習等，如此形成一個綿密交織的教學網絡與學術組織系統。在這樣的龐大資源與教學組織下，自然造就出實力堅強的法律人才。
走筆至此，回想起筆者當時在美國目睹這一切，心中不斷湧起一股熱忱及願望，待回台灣後，筆者最想推動的計畫，就是設計如同耶魯法學院提供之檢察實習課（或稱為刑事程序實習課、政府法律事務實習課，皆無妨），讓檢察官至國內各法學院參與教學，並擔任課程導師，讓台灣法律學生提早認識、瞭解檢察官或其他司法人員的工作內涵，深刻體會刑事訴訟程序或其他司法程序之實務面向，有助於學生及早立定志向，作好法律人之生涯規劃。其實，日本在2004年推動、成立法科大學院，模仿美國法學院制度，其中師資部分，即規定應具有相當比例的教師，必須是由實務界的法官或檢察官擔任，此種規劃與上述構想不謀而合。
三、實習課程

慚愧的是，回國後筆者仍埋首於辦案工作，以下僅列出幾項重點，或可作為未來類似政策之參考：

（一）定位課程性質：
首先定位課程，是採取實習課、或是講授課的模式，或兼有二種模式。實習課，意味著學生必須到檢察署實習工作一定時數，例如耶魯法學院的檢察實習課（Prosecution Externship），1學期實習112小時者給予2學分，1學期168小時者給予3學分，提供同學任選，平均下來每週只要至地檢署實習數個小時。再結合每週固定2小時在學校裡討論，由導師檢察官主持，邀請實務界工作者與同學座談。
另外一種實習方式是駐地實習（internship），似乎是由服務機關直接以時薪聘僱或類似僱用之方式，讓學生直接在該機關上班，完整融入該機關之運作與文化。因為相當於上班，學生需付出較多時間，一般多在寒暑假期間，才有可能。也多提供予剛從學校畢業、正在求職之畢業生，作為職場轉換過渡期間的歷練。

（二）授課內涵：
若採授課模式，或兼有授課之時數，則要決定檢察官在學期課程中扮演的角色，以我參與的檢察實習課為例，該課程名義上是由法學院某位資深刑事法教授開設，實際授課並與學生互動者，係一名當地的聯邦檢察官，性質上介於教師與班級導師之間，在職稱上則冠以Clinical Visiting Lecturer。授課內容大部分由該名聯邦檢察官決定，多半是邀請各領域的實務工作者，有法官、檢察官、法務主管、辯護律師、聯邦觀護人、甚至執法同仁，警界主管等到場演講，介紹工作內容，並與同學座談，接受同學提問，關心同學在檢察署實習的心得，討論實務工作的具體問題。（參照附錄文件D康州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及耶魯法學院法律實習課程計畫）
    類似的課程，據筆者所知，世新大學法學院於2006新學年起，首度引進此種法律實務簡介課程。該選修課程雖非由檢察官或實務界人士任教，但該課程之授課教授，亦採取類似模式，每週安排各領域之實務工作者與同學演講座談，介紹說明法律實務工作之內容與挑戰，讓同學對未來職場環境有整體的瞭解，提早關注並投入有興趣的領域。
（三）瞭解需求面：

任何計畫必須有需求面之基礎，否則無人捧場、只是空談。類似的計畫要推動，亦必須先調查國內哪些法學院有此課程需求，或法學院認同之程度及希望採取的模式。畢竟國內大學法律系學生要應付許多實體課程與國家考試，因而可能認為法律職場環境的認識，距離學生尚遠，並非迫切之事（反正要先考上再說）。且國家考試內容仍以學說理論為主，出題老師多是未做過實務工作之學者教授，學生自然會優先專攻、背誦出題老師熟悉的理論與關心的議題。在此考試領導的環境下，實務界的運作機制與實務工作者之知識經驗，自然不是重點。國內此種情形，自然與英美法國家法律理論主要是從實務界發展出來，不可相提並論。
不過，隨著法學院科際整合的風潮及在職碩士班學程的推出，法學院學生族群也漸多元，關心的領域也漸趨細分，加上法曹一元化、三合一考試是既定政策，司法職位如法官助理、檢察事務官、司法事務官等也漸增，實務工作的分化與專門化日益明顯，因此，實務實習課程的重要性，應不難想像。潛在的課程需求應會慢慢浮現。
（四）現行體制的深化
司法官訓練所應該是現行體制下，唯一提供上述實習課程之專責機構，然而司法官訓練所或司法人員研習所，與各地方法院及檢察署一樣，僅提供實習機會予通過考試、預備分發之受訓學員，並未對外界法學院學生提供授課或實習之機會。司法官訓練所曾經研議要與相關法學院簽約，引入大學的資源，讓受訓學員能去特約大學上課研習，或接受特定教授的指導，某程度算入受訓的課程。這是以受訓學員為對象而設計的培訓計畫。受限於司法官訓練所之場地、預算、人力及機關的本質，司法官訓練所或許無法針對尚未通過考試之法學院學生，提供任何教學研習之課程，並酌收費用（是否會受質疑與民爭利？）。但本文所述美國法學院實習課程之規劃，倒是可以提供司法官訓練所或其他訓練機構，從事課程設計或教學活動時之參考。例如：司法官訓練所的導師，應在某些場合如外賓演講或實務座談之課程中，擔任座談主持人的角色，引導議題，鼓勵對話。蓋知識的火花或寶貴的靈感，通常是一同討論、交流而激盪出來的，非一定必須由上而下、單向傳遞。
四、生涯規劃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法學院普遍重視學生之性格塑造，並積極協助學生從事生涯規劃。
法學院的諸多行政科室中，職業生涯規劃室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CDO）是很重要的部門，辦公室空間相當廣，藏書資訊也很豐富，像個小圖書館。CDO負責安排一切與生涯規劃有關之活動，凡是法院、政府機關、律師事務所、民間企業產業界、國際組織、非營利組織等，對法學院招募人才，或提供工作實習機會，都是透過CDO安排系列活動。（參照附錄文件E美國聯邦機關至耶魯大學校園招生博覽資料）
院長身為法學院領導人，學術、執業與行政歷練豐富，更重視培養學生的格局與視野，因此院長（辦公室）每學期會為學生安排有關法律職業生涯的系列演講活動（Dean’s program on the profession），以院長豐沛的人脈與資源，對外邀請或接受外賓到校演講，講者多係來自國內外各行各業之律師或校友，包括學術界、教育界、政府界、企業界、娛樂界、創投公司、非營利組織、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請這些人現身說法，目的是讓學生瞭解法律人可以在各行各業作出貢獻，擔任主管，創造價值，及獻身公益，鼓勵學生放大視野，不必自我設限，狹隘地認為畢業後僅能從事訴訟律師或司法官之類的工作。
重視法律人的生涯規劃，分享法律前輩的學思歷程、討論如何自我磨練，追求一個精彩、有意義的律師（廣義的律師概念）人生…等等，這些活動的背後，在在顯示出法學院具有一個關於教育理念的基本訴求，就是：學校不僅是知識傳遞之場所，更是性格塑造的搖籃。由於法律人在職場上經常握有權力，直接影響社會發展與個人福祉甚鉅，因此，健全的人格與高度的人文素養，乃法律人才之養成不可或缺的重點。

然而，除了上述一些軟性的美德（如正直、誠信、謙虛、及許多耳熟能詳的待人處事道理）以外，耶魯法學院及其他一流的學府，更強調培養學生積極的性格與價值，這也是台灣法學教育與法律訓練過程中較忽視的一塊，一言以蔽之，就是領導能力之栽培。為何強調這一點？因為生涯規劃的系列活動與啟發，目的是擴大法律人心胸視野，鼓勵學生畢業後開創新天地，在各行各業或其他創新的領域裡，都能發揮所長、貢獻人群。這樣的人格與壯志，需仰賴絕佳的領導能力、承擔風險之意願能力、及不怕失敗之創業進取心等等。在此系列活動中，院長或主辦單位特別會邀請一些有過特殊歷練（如創業、失敗、煎熬、奮鬥、合作、救援、克服恐懼、征服大自然、及其他挑戰自我的事蹟等）、或在某領域有卓越貢獻（政策、外交、國際、公益組織、改革、人權、環保、危機、科技、弱勢保護等事務）的前輩，前來與同學分享經驗，鼓勵同學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浪費自身優勢，不要一昧循著前人足跡、一成不變、只走安全的道路等等。唯有崇尚這些價值，法律人才能開疆闢土、披荊斬棘，實際發揮影響力，從事社會改造，謀求人類福祉。
除了價值崇尚以外，生涯規劃之重視及相關系列活動，亦有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典範（role model）之作用。邀請各行各業、具備特殊經歷、擁有卓越貢獻、且風格不甚相同之法律前輩們到校演講，與同學們分享經驗，暢談如何度過精彩的法律人生，這些系列活動，漸漸地，必然會吸引、啟發某些學生聽眾，產生許多志趣契合之效應、及一種「有為者，當亦若是」之效果。例如：人權律師到校啟發了未來更多人權律師之種子；公益律師激勵了未來更多社會服務及關懷弱勢之律師團隊；企業律師可提供不少商業現實、競爭殘酷之教材，優渥年薪條件下應注意之身心健康與家庭生活方面之犧牲；女權律師鼓舞女性、發揮更強大的領導能力；國際法律師勉勵學生放眼世界、奉獻國家、或致力於全球公益…等等。

因為縱使每位學生的背景、興趣、專長、性格、或關心的領域不一定相同，但追求理想的職位，從事有興趣的工作，找到能發揮所長的位置，或幫助迫切需要的的族群等，這些渴望對所有學生之生涯規劃來說，並無二致。因此，年輕學子不僅學習知識、更需要典範，以作為日後求學、工作及生活之動力。
反過來說，如果法學教育不斷傳遞僵化的職場訊息（如：一定要考上司法官，否則如何如何…等），或不斷提供年輕學子或社會新鮮人狹窄的視野（如：公務員最有保障…等）與典範的單一化（以檢察官的典範人物為例，即：主任檢察官(高檢署檢察官(檢察長(總長、部長、院長…等），萬年不變，而缺少其他領域法律人的成功模範，或是漠視許多地區、機構或族群也很需要優秀法律人的關心與投入，如此長期下來，容易在單一典範系統內形成一種排他的體制（例如：每年全體畢業生擠破頭想考進少數的職位，排隊重考者眾，考上的人則開始專心走固定的升遷之路，與外界日漸隔閡）。此外，就社會整體人力資源而言，更可惜的是，許多考試能力較差，或志趣熱忱不在傳統典範圈內，而在其他寬廣領域的法律人，因缺乏各該領域的生涯規劃資訊與典範案例，結果猶如無頭蒼蠅不知去處，或自行探路，跌跌撞撞，不知如何有效地奉獻自己的一生，而許多需求領域亦得不到長期、穩定的法律人才，這是多大的社會損失。
最後，與生涯規劃課程有關者，尚有所謂禮儀、舉止、品味及求職技巧的課程，法學院事先訓練學生這方面的素養，目的在提升其專業形象，有助於日後求職、對外談判及獲取他人信任，這方面課程之細緻與講究程度，也令筆者頗為驚訝。許多講師都是成功的律師、外交家、作家或人力資源部門之主管，研討課題五花八門，從履歷表之撰寫、職場社交禮儀、用餐禮儀、接待禮儀、應對進退、到衣著場合之搭配、領帶怎麼打等細節，都讓學生聽得津津有味，認真記筆記。
在台灣，就個人經驗而言，除了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班會提供一、二節社交禮儀課程以外，大學或法學院裡不曾聽過有此課程，想必也不太重視，對照起來，我總會想起一句中國人頗自豪的話：「中國為禮儀之邦」。事實上是否果真如此？
第三章  英美司法制度
自19世紀以來，英、美二國先後主宰全世界，現今美國仍是唯一之世界強權，在法律制度上，除了各殖民地國「被迫」採行母國法律制度以外，對於其他新興國家，尤其是許多亞洲民主國家而言，英美法一直是各國好奇、重視、無法排拒、必須瞭解、並競相學習的法律系統。其中，英美法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強大而獨立的司法系統。英美法下之司法機關，對國家運作與社會發展的介入程度之深，司法制度的功能、威信、靈活度、及對國家發展所扮角色之重要性，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比擬。以下僅就筆者觀察到美國司法制度之幾項重點內涵，分別介紹，提供未來司法改革制度面之參考。
一、陪審團的起源
比較法上，首先令人好奇的是陪審團制度。許多人想問：為何英美法系國家會發展出陪審團之制度，而大陸法系國家並無這樣的傳統？有一個說法是
，從執法者（法官）能否抗拒威脅或賄賂之角度加以觀察，中世紀自12、13世紀時，在歐洲大陸的封建制度下，國王與各地諸侯之地位接近平行，諸侯擁有自家軍隊，國王名義上存在，實質權力不大，無法絕對掌控各地諸侯，此時，若執法權力再委諸於各地自行運作、自行推派法官，地方法官勢必因諸侯的脅迫，無法公正有效執法，因此國王提議統一派遣職業法官到各領地執法審判，這一提議，恰好因各地諸侯長年來彼此不斷相互攻佔、奪取領地，諸侯之間畏懼同儕的威脅，更甚於國王的力量，同時各地諸侯也期望國王權力某程度提升，俾主持正義、維持諸侯之間權力平衡，所以同意讓渡執法之權力與國王，因此漸漸形成由國家培養、派遣職業法官到各地審判之大陸法系司法傳統。
而在英國，國王大權在握、地位崇高，軍權集中，各地貴族之勢力不大，對國王不具威脅性，國王不怕各地自行執法、解決糾紛，故不需花費預算、培養、任命一群職業法官。且，各地貴族不怕彼此同儕的勢力，只怕國王一人，因此願意付錢、納稅予國王，換取在領地內自行執法、解決紛爭之權力。而國王權力夠大，足以保護、貫徹各地法官公正執法、不受貴族賄賂與威脅。最後，對國王而言，由各地自行推派法官、形成陪審團，自行解決社區紛爭，又不威脅其國王權力，看來最省事，最具經濟效益。因此長久以來，漸漸地形成由當地自行形成陪審團之平民審判之英美法系司法傳統。
2、 鼓勵說真話的文化

陪審團作為法官，是一種平民審判，且是由當地社區自行組成之平民法官，行使執法權力，行使權力過程中所為之思考、決定、討論、及解釋法律等，無形中會促使法律解釋平民化，及法律文化民主化。因此，英美法國家的司法裁判，自然不需要像台灣司法改革運動中一再強調「判決應貼近國民的法感情」之類的口號。
此外，陪審團制度還有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鼓勵民眾說真話、促進國民誠實、坦率、誠實面對自己、面對問題的文化。此話怎講？由於陪審團作為法官，法律的執行與結果，是一種平民決定，不是高權決定。既然是法官是平民，被告自然可以坦率陳述，多講平民大眾都聽得懂的話，無須顧慮法律怎麼寫或政府會怎麼想，無須猜測、矯飾、與編造答辯，有時一句真話即可打動人心，獲得同理與原諒，得到合理的裁決。裁判結果亦不受法典化的限制，因此，平民法官作決定時，自然會考量所屬社區的需求（如該農村的地形、水文、天候、人文等特徵，判斷私權界線），及社區民眾的普遍感情（如何謂可惡、何謂可憐、善惡觀念等），此過程與結果，自動會內化一些苛政與惡法，修正不合時宜的法律。

相反地，說謊話或在法庭上為不適當之舉動，直接得罪、觸怒的亦是平民法官，人同此心，判決的結果勢必呈現平民大眾之觀感。漸漸地，這就是英美法傳統上講究偽證罪、妨礙司法罪
、藐視法庭罪
，此等大陸法系法官所羨慕，且其刑責效果異常嚴峻之背景基礎，也同時是鼓勵民眾講真話、不講假話之誘因機制。

3、 強大的司法工具—禁制令

英美法系法官還有一項強大的權限，就是禁制令。伴隨著對於訴訟標的之開放性（詳下述）特色，幾乎任何紛爭當事人，對於危害之防止，爭議之緩衝、行動之遏阻、或法律效果之延緩，都可以聲請法院核發不拘形式之禁制令，法官可以任何適當之方式，提早介入紛爭，暫時規制當事人過度之舉止，保護一方重要的利益。禁制令事件不分實體法領域，概念上沒有民法、刑法、行政法之分，各類案件都可以聲請，範圍小從家庭暴力、財產糾紛、履約爭議、大到政府之施政、軍隊之派遣、難民之收容與否等，都可以是禁制令核發之對象。
禁制令是英國衡平法院下的產物，本質上就是法院（法官）的命令，禁制令依當事人聲請之禁制內容與時間長短，有不同的調查程序。短的如10天、 15天之禁制令，例如restraining order，其調查程序比較簡便，核發也較迅速。較長期的禁制令如長達數月或一年以上，則要舉行較嚴謹的證據調查。原則上，本案終結前之事前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即類似於我國之假處分，而判決後之禁制令，即附隨於本案判決之配套命令，相當於一種從刑或附隨判決，則是屬於永久型的禁制令（permanent injunction）。
    為何說禁制令是英美法制度特有的、強大的司法規制工具？有幾項原因：
首先，禁制令適用之事件範圍，不受成文法之拘束，只要聲請人提出足夠之證據，表明核發禁制令之必要性，無論是影響面多大的施政措施、法規命令之頒佈、或企業之污染排放、總統、最高行政機關之行為，只要說服法官，就可以核發禁制令，適時介入議題紛爭。舉個例子，現任耶魯法學院院長Koh所津津樂道的，是其承辦之1992年間發生的國際人權事件，當時古巴及海地數百名難民受到母國迫害，乘船漂流到美國海岸邊，登陸時經海岸巡防隊逮捕、暫時安頓於海軍基地，政府高層決定不予收留，拒絕該批難民（老弱婦孺居多）入境，並準備強制遣返，然而這些難民一經遣返，必死無疑，且許多人也罹患疾病，包括愛滋病絕症，亟需安頓醫療，因此，公益人權組織反對政府遣返之決定，聯合當時耶魯法學院之法律服務社團，由當時之Koh教授擔任主持律師，打人權訴訟，即先向管轄之聯邦地方法院聲請禁制令，制止政府遣送該批難民回國。聯邦地方法院一位黑人法官受理後，准予核發，禁止美國政府在本案訴訟終結前遣返難民回國，因而暫時解救難民之困境。該案經柯林頓政府一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最後仍維持禁制令裁定，本案最終亦判決美國政府敗訴，許多難民因而取得一定之居留權。當時參與整件訴訟過程之耶魯法學院學生，事後彙整出書，書名即是：「震撼法院—一群耶魯法律學生如何對總統提告，並贏得訴訟（Storming the Court: How Yale Law Students Sue the President and Win）。」
關於禁制令適用範圍部分，再舉一例，說明英美法制度之靈活與其功能之強大。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上的民事保護令制度，就是仿效自英美法之禁制令制度。然而，受限於傳統實定法框架之侷限，法官並未認知禁制令本質上是憲法上之固有司法權，因此，法官不會以更高之角度，更廣之範圍，及憲法上之比例原則與價值權衡方法，看待保護令事件、假處分案件、或其他本質上就是禁制令之事件。具體言之，例如，我國保護令事件之適用範圍限於「家庭成員」，且法條對何謂家庭成員有一公式化的定義，當事人間先要符合家庭成員之要件，才能聲請，法官也才能核發保護令。問題是，社會上需要保護、需要法官適時介入之人，為何僅限於家庭成員？保護令事件為何只能適用於「家庭」之領域？試問：難道「鄰居」之騷擾與侵害就不嚴重，不能構成保護令事件之範疇？現任或前任「男女朋友」或「職場工作圈內」之騷擾與侵害就不需要予以類似之保護？困擾當事人之醫病關係（如病人揚言恐嚇醫生）、師生關係（如不當追求、跟蹤、騷擾）及其他具備一定生活相處關係之騷擾與侵害，為何在根本上就要將之排除在保護令事件之外？

英美法之禁制令，本質上是授權法官依個案權衡之原則，判斷、處理核發事宜，初無領域、範圍之限制。以保護令事件之本質來說，重點在於受害人有無受不法侵害之可能性與持續性，有無保護之必要，適當的保護手段為何，證據需求應到哪種程度等等，這些才是法官必須綜合判斷之根本因素。

然而，本質上是禁制令事件之保護令制度引進台灣後，就很偏狹地安排在某一特別法（如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某一章節內，造成只有符合該法文字定義範圍內之當事人，才有機會請求法院運用禁制令手段保護聲請人，其他社會事件一概不包括。因此，我們不斷見到法官花精力在比對案件當事人是否構成家庭成員關係，計算加害人與當事人間是否符合一定之親等，諸如此類之細節，而在遇到實質上同等重要、被害人值得保護，但形式上卻不構成家庭成員之事件（如前述之鄰居、工作、生活圈內人），法官即產生掙扎，不知要依法逕行駁回，還是要依良知貫徹社會保護。

況且，許多本質上亦需要運用禁制令制度之社會事件，諸如：被繼承人死亡前之遺產爭奪戰、違法所得資金之提領、轉付、動支（洗錢防制法已有新規定，具有類似禁制令之效果，但仍需符合重罪之要件），多次懷孕產下非婚生子女而棄置在醫院內不為養育（實務見解不構成遺棄罪），以及其他種種不構成犯罪或尚未構成犯罪之前階段行為異常事件，根本排除在禁制令使用範圍以外，人民之需求無法獲得法院即時回應，這也是台灣司法功能不彰很大一部分之原因。
其次，禁制令事件本身可以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即憲法法院），這也是美國禁制令功能之所以強大的原因。我國的假處分制度，僅係一種審判系統內的裁定，與判決一樣，最多只能抗告（或上訴）至最高法院，由法官依訴訟法之規定審酌，無法提至憲法法院，由大法官依憲法之原理原則及價值權衡予以審查。事實上，廣義之禁制令事件本質上就含有高度之公益、私益權衡及人權價值之色彩在內，我國假處分制度不以憲法角度處理，或不讓大法官有任何機會介入，制度上就是排除許多含有憲法重要性之議題獲得司法審查之可能性。也是一種漠視人權、消極憲政主義之表現。
四、當事人適格與訴訟標的之開放性
英美司法制度另一個特色，就是寬認當事人適格之範圍，以及對訴訟標的採開放之態度，擴大紛爭解決之功能。只要法官准許，沒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訴請法院處理，也沒有什麼事本質上就不具可司法性。美國法官在潛在心態上，也願意聽取任何種類之事件，研究能否作出千古之判決。19世紀一名法國學者在美國遊歷居住1年以後，提出這一句有名的觀察：「在美國，所有未解決之政治問題，遲早會成為法律的問題」。事實上，許多歷史上著名之最高法院判例，都是如此。50年前一個劃時代之憲法平等權案件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涉及學校招生採取種族隔離作法之合憲性，最後經聯邦最高法院判決違憲，正式宣告種族隔離入學方法壽終正寢。然事實上，該案爭議先前在各地法院早已陸續提出，長達8年一直以來，都沒有法官願意受理或正面處理。直到一位法官願意聽取該案，積極審理，事後才一路上達到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劃時代之貢獻。這裡要指出，在早期種族隔離風氣司空見慣之社會，餐廳不招待黑人，小孩在外必須忍尿，回到家才能上廁所之時代，沒有統治者認為種族隔離不妥，訴訟也毫無希望，但遇上一位不受傳統價值拘束之法官，願意開展心胸，聽取此種毫無希望之訴訟聲明，才可能為社會底層弱勢者伸張正義。此案例說明，法官不受傳統價值或既有實定法之絕對拘束，司法才能劃時代，作出貢獻。
關於訴訟標的之開放性，還有更具體之例，也足以說明為何美國法院時常介入政府施政流程，及重大之社會議題。例如：美國法承認對於抽象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也可以提起訴訟，或聲請禁制令要求主管機關暫緩實施。依台灣的行政法理論及向來的行政法教育，必須等到行政機關對外作出一個有「具體」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才能提起行政訴訟。而行政命令僅是抽象之法規，尚未對個人發生具體之效果，因此不在司法審查之列。然而，許多行政命令，如污染排放標準，保險費率標準，監控規則或罰則等，一經頒佈，就會影響民間企業之經營決策、商業之環境、與公益團體之年度計畫目標等，直接影響許多個人或公司未來生活之規劃與法律之計畫，怎能謂不具法律效果？若必須等待政府依照有爭議之行政命令，做出具體之行政處分，個人或企業始得提起行政爭訟，或無法對有爭議之行政命令聲請禁制令，要求政府暫緩實施，或由法院適時介入政府之決策流程，確保有爭議之施政與法令施行，符合正當之程序，則許多情形根本緩不濟急，事後發生危害，也只能徒呼奈何，毫無效率。
5、 司法介入的時機

禁制令（假處分）事件本質上也是司法提早介入社會紛爭、規制法律秩序之重要機制，再舉一些例子，如集會遊行法案件，我們發現，許多的集會遊行、抗爭活動與流血衝突，其實是可以事先透過假處分制度而有效避免。例如：政府決定將A國營公司改名，強力動員官股股東召開董事會決議更名，但公司員工與勞方代表均不同意如此草率與唐突之舉，要求公司提出更多說明，並揚言抗議，在董事會召開時，集結勞方代表到會場抗議，無力暫緩決議後，於公司正式掛牌更名之當日，勞方代表即串連全國各地之工會，派數百名員工到場現場靜坐抗議，因屬集會遊行，警局亦需增派人力，維護秩序，或進行蒐證，前後耗費龐大的社會資源。結果，本件代表勞方立場之律師，其法律措施，僅僅是在事後代表勞方提起撤銷董事會決議之訴，以如下理由：1. 公司名稱乃法律規定，需以修法方式處理，不能由公司經營團隊逕自決定，2. 公司更名對公司營運收益及員工權益產生重大影響，不應欠缺周延評估，草率進行等等，主張決議過程之瑕疵違法，希望回復原狀。集會遊行經三次舉牌後，警局即函送地檢署，律師事後也成為幾名勞方代表被告違反集會遊行法案件之辯護人。本文要說明的是，其實，用英美法思考，類似事件本可利用假處分制度，請求法院制止公司董事會通過特定違法之決議，或制止行政機關（經濟部）准予特定之變更登記，或命令要求董事會提出完整之會議紀錄與決策說明，或其他適當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命令等。而其中，除了針對不同被告而需選擇不同訴訟程序以外（如列公司為被告，則屬民事假處分事件，如列經濟部為被告，則屬行政訴訟假處分事件），實質上原告主張之實體理由，其實均大同小異。重點是，提早一步將事件爭議帶入法院，藉由訴訟繫屬，法院提早開庭，舉行兩造辯論，調查必要證據，其實可以取得某種緩衝，避免事後社會上不樂見之暴力衝突。

同樣地，中正紀念堂之更名事件，也可為同樣之思考，且本案對立的兩造，至少還都是政府機關（教育部與臺北市政府），更可以期待兩造提出一定品質之法律主張，充分辯論，就端看法院是否願意受理，耐心聽取兩造陳述。坦白說，法院作為一個理性辯論之平台，提前適當之介入，絕對有助於避免事後之抗議與流血衝突。
此外，選舉訴訟也是適當的例子。端看法院能否運用假處分，定暫時之狀態，或命一造為適當之作為與不作為，且法院提早介入，自然有助於本案訴訟之加快進行，一舉將社會之關注與旺盛之活力，正確導向到法庭內充分辯論。雖然選舉訴訟多半是燙手山芋，難以期待法官樂於承辦。惟本文要強調的是，整體而言，司法應眼光放遠，若紛爭能一次密集性地解決，讓兩造該說的話事前都有機會充分陳述，事後敗訴的一方才會服氣。相反地，若司法永遠是事前退縮，事後再盱衡局勢、慢慢審理。凡是已事過境遷，到了最後一刻，才一舉公布全案之判決結果，事實上也是充分做過結果考量之寫照。亦即，我們不善加運用禁制令，總是先讓政治部門或強勢一方造成既然之事實，再看到反對勢力事後訴請法院翻案，如此一定效果不彰，敗訴一方永遠不會服氣。因為，須知任何人，要推翻既成之事實，本來就具有更多困難與壓力，倒不如順勢結案，心理會輕鬆許多。這方面，只要想想歷來之選舉訴訟，事後徒增政黨對立或意識型態之鬥爭，即不難理解。
總之，英美法系之法院，因禁制令制度之充分運用，及許多面向之訴訟制度，使得任何案件，法院介入之時機提早，無論是民事程序與行政程序之禁制令，或是刑事程序之人犯提審、通緝逮捕、審前程序、事證開示、令狀審查、與證據排除（motion to supress）等，都有法院提早介入、規制案件流程之實務運作精神。法院提早介入，仍係依聲請，並非主動介入，並不會影響超然中立，反而能迅速回應，展現效率。

除了法院以外，英美法系在其他各方面之法律制度設計，也呈現許多事前介入規制之精神。例如在公司治理方面，有獨立董事制度、以及在公共法律事務方面，有政府律師制度（此部分詳第三章美國聯邦機構考察心得）。台灣過去以來，公司之監察人與董事（會）是兩個截然分離之機關，監察人行使監察權，僅能「事後」要求董事會提出報告，事後審查公司之決策，並查核已經製作完成之報表。簡言之，監察人只能靜待董事會完成一切所作所為後，才能行使監察權。然而，英美法系之獨立董事制度，即非如此。獨立董事對董事會之運作行使監督權，相當於我國監察人之角色，然而與台灣監察人制度不同的是，獨立董事屬於董事會之一員，直接隸屬在董事會機關內，獨立董事不僅與其他董事會成員一起開會，其行使監察權也是隨時為之，隨時參與，獨立董事在公司決策過程中，適時提供意見，表達不同立場，並依法必須將獨立董事之不同意見詳載於會議記錄中，給予領導人一定壓力，形成決策機制之周延與謹慎性。這是一種事前規制之法律文化，是一種預防重於治療之哲學，也是一種英美法上正當程序實質內涵之核心。

近幾年，台灣公司治理政策，關於監察人部分，正參考引進獨立董事制度。檢察系統也從早期既有之「調任司法警察政風主管」，到晚近逐漸出現如「駐金管會辦事檢察官」、「駐經貿辦公室檢察官」等在其他政府部門內派駐檢察官之需求，希望藉由派駐檢察官與其他部門合作，一起辦公，讓檢察官之法律意見「提早介入」政府部門，形成更精緻之政府施政與犯罪調查。凡此種種制度演變，其背後之法律思潮，是否表示我國在許多法律組織設計上，也漸漸地「英美法化，事前規制化」，值得加以觀察。
台灣若要引進禁制令制度，也就是立法授權、要求法院提早介入社會紛爭，規制事件的發展方向，相信本已非常忙碌的台灣法官，一定會產生抗拒與排斥，並以人力因素及案件量負荷過重等理由，反對類似之提案，不難理解。但是筆者從事司法工作多年，對於無論司法人員如何忙碌，案件仍越來越多、紛爭永不止息的現象感受至深。其實，有許多案件是同一個糾紛來源，不斷演變生成的。所謂的案件數量，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不停地在審、檢機關、民、刑事系統及上下審級之間過站停留、纏繞糾結、重複爭執、上訴發回、或以不同面貌再提起訴訟，甚至許多案件是司法人員相互製造出來的。主要原因，就是社會紛爭並未獲得有效、即時、實質的解決，社會紛爭進入司法程序，不但沒有變小，反而猶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增加不少新的問題成分。說穿了，也就是無論法官多忙，民眾仍不信任司法。如果許多社會紛爭，司法能提早介入，以禁制令或各種暫時命令的型態，規制當事人之行為、調整案件的發展方向，司法取得主控權，掌握紛爭之上游原因，不讓案件失控。整體司法資源往這個方向投入，是否可以減少許多案件無謂的變形，有效地減少訴訟，解決紛爭？這個重要議題，值得司法院主事者研究、思考。

退一步言，若法院對禁制令沒有興趣，筆者建議檢察署可以積極推動，爭取這方面的權限。現行的緩起訴制度，雖可命被告履行各種條件，看似與禁制令制度相當，但是英美法院禁制令有藐視法庭罪、妨礙司法罪作為後盾，一旦違反禁制令直接會連結到觸犯上開罪責，而緩起訴處分命令之違反，頂多是撤銷緩起訴，讓案件進入公訴，對被告並無直接、有效的嚇阻手段。因此，檢察署若要提早介入社會紛爭（其實以筆者的實務經驗，這是許多案件及當事人的需求，當另撰文介紹），取得類似英美禁制令方面的權限，就必須以立法方式，明確授權。若是礙於法官保留原則，認為違反檢察署之禁制命令構成犯罪（如英美之妨礙司法罪）的話，有違憲之虞，則可採折衷作法，規定違反檢察署禁制令之效果，處以行政罰鍰，或其他比撤銷緩起訴更有威嚇作用之處罰，以達有效之嚇阻。

6、 法院之友（amicus briefs）制度
英美法系之司法制度尚有一特色，為大陸法系國家所無，即是法院之友制度。這是指在法院（尤其是上訴法院之法律審）審理階段中，兩造當事人以外之任何利害關係人，無論團體與個人，若有任何與該案有關之法律意見，或是預見該案判決將會影響某領域之法律秩序或其他族群之權益，這些人都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法院之友」訴狀，提供法官參考，藉此希望法官多方考量各界意見，再下判決，及形成周延的論理。同時，法院之友訴狀之法律意見，若經法院正式引用，作為判決之參考或引註，尤其是一經聯邦最高法院引用，不僅顧及具狀人代表之立場與專業意見，同時也是具狀人莫大之榮幸，可以在個人履歷上增添一筆。
這個制度同時也是擴大全民參與司法之重要工具，尤其是許多案件到了上訴審法院進行法律辯論時，未來無論是法官之判決結果、立場價值、證據取捨、推論過程，論理方法、學說見解之挑選採用，先前判例之選擇、修正或突破、新學說標準之提出等等，都會對政府、產業界、學界、國際上及任何組織產生一定的影響。這個制度，提供所有利害關係人表達意見、補充證據、提供建議、甚至是純粹發表自己學術造詣之機會，因不具拘束力，對法院或自己彼此都有好處，可謂創造雙贏及多贏局面，何樂不為？（參照附錄文件F最高法院法院之友書狀）
其實，在其他許多政府機關決策的場合，也常用類似法院之友制度，讓許多專家或團體提供意見，俾決策時納入考量。常見場合如：國會立法過程，委員會聽證會，行政機關之聽證、獨立機關及其他準司法機關之調查程序等等。（參照附錄文件G法學院教師致參議院之類似法院之友書狀）
七、嚴格的事實審

眾所熟知，英美法院尤其是事實審法院，高度重視言詞審理與直接審理，法院不太接受純粹之書面陳述或文書證據，縱使提出，也必須由某證人以言詞作證之方式，將該書面資料呈現與法官或陪審團。法庭上重視、依賴口語表達，固然可能有歷史的因素，如：早期陪審團是平民組成，許多人不認識字等，但是此種以證人為橋樑，始得將證據帶進法院之傳統，配合偽證罪或妨礙司法罪、藐視法庭罪之機制，確實高度貫徹法院是個講理之地，不容輕忽怠慢，也使得上法庭是一項嚴肅之事，必須精神良好、衣著適當，專注、專心、認真，俾能集中審理，一次解決複雜之問題。
就訴訟代理方面，英美法院幾乎全都是強制律師代理，很少法官容許案件沒有律師代理或當事人（即便當事人自己是律師）自行辯論。此也呼應前述，法院是高度講理、高度仰賴專業的地方，司法資源寶貴，必須有效運用分配，才能應付龐大的案件需求，因此，不容許任何人情緒發言、拖延訴訟，如此長期、整體而言，才是尊重每個案件及每位真正的當事人。早期台灣司法以法官為中心，秉持包青天精神，由法官自行蒐集任何資訊，而下判決，對法庭秩序、代理人資格、發言程序、證據提出方式、律師倫理等並不重視，法官亦無足夠權限有效指揮、善加管理訴訟流程。這些鬆散之程序文化，結果使得訴訟延宕、案件堆積、案件結了又生，紛爭層出不窮、永無止息，這些苦果相信法官都能感受。
還有一個強烈的對比，也是筆者時常納悶的，即是英美法院之程序對於「人」之資格要求嚴，對於「事」之審查範圍寬。亦即，訴訟上，必須律師強制代理，甚至在英國尚有出庭律師（barrist）與顧問律師(solicitor)之分，而以出庭律師為更慎重、榮譽之角色，必需由資深律師擔任。可知法庭是重要場合、訴訟代理是重大職責。而英美法文化，如前所述，卻對於成為訴訟標的之法律議題並無嚴格設限，只要法官關心，什麼事都可能成為審理的對象，並能獲得法院相對之命令或裁判，以資回應。相反地，大陸法系以台灣的法院為例，正好相反，對於「人」的資格要求鬆，但對於「事」之要求又特別嚴格與侷限。簡言之，訴訟不以律師代理為必要，法庭發言尺度、辯論程序、與證據提出格式等，向來也不如英美法院一般講究。但是對於「事」之要求又特別僵化，必須依照實定法所用之名稱及允許之範圍提起訴訟。例如：民事法院從早期採用舊訴訟標的理論時，法官不斷要求當事人（許多是一般民眾）原告表明「請求權基礎」，或請問原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所本之請求權為何？是侵權行為或契約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若是原告誤選了時效較短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法官還可立即以時效消滅駁回訴訟，迅速結案。）又如前已述，保護令事件之適用範圍受限於法條所定必須具有「家庭成員」關係，排除了許多實質上因一定生活工作圈內，受到騷擾而更有保護必要之潛在被害人。禁制令之運用不全面、假處分功能受到侷限，凡此等等，不僅無法擴大解決紛爭功能，且因必須期待不具律師資格之民眾，表明嚴格制式之法律概念，法官也時常耗費時間在闡明當事人，及容忍雞同鴨講。
歸納而言，英美法院對訴訟代理「人」之資格要求嚴，對於可構成訴訟標的之「事」之範圍較不設限，在此情形下，由專業的律師與法官共同討論，在普通法與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寬廣無邊之議題範圍下，由三方法曹人士共同決定該案有意義之訴訟標的審理事項，因此形成之審理結構，勢必較具代表性，訴訟也比較有效率。相反地，台灣法院系統，對訴訟代理「人」之資格鬆，不以律師代理為必要，對於訴訟標的之「事」之容許範圍則較為嚴格拘謹。在此情形下，等於期待法律外行人說出法律內行話，或是要求法官必須花時間與法律外行人討論，在各項專業法典所定義之框架範圍內，決定適當的訴訟標的審理對象，共同形成未來訴訟程序之走向。如此制度，似乎強人所難，增加許多溝通成本，也常因理解之困難與對立，徒然製造法官與當事人間之緊張關係，更犧牲了不少效率、資源、司法威信、及民眾之信賴。
八、憲法日常化、基本化
最後值得注意的，英美法律體系之最大一個特色，就是憲法的生活化。英美國家憲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角色與位置，有別於大陸法系國家憲法之高高在上、難以親近。這項憲法文化可以貫穿解釋許多英美法制度之特色，包括如：為何禁制令適用範圍如此廣、效果如此強；為何所有法官均有違憲審查權、為何法官多依憲法原理原則作為判決論據、何以執法人員也多以憲法之認知，決定案件之優先順序及法律之解釋（如：檢察官起訴裁量權、警察微罪處理權均較大）、及政府行為之準繩、與各機關互動之界線等等，也都以憲法原理原則，為討論之基礎。
以憲法貫徹在審判實務為例，美國法官皆有違憲審查權，法官在個案中可以解釋憲法、必要時也必須運用憲法，作為裁判之基礎。更進一步說，憲法也是法律，都是法官應適用之法，任何事情違法，也就等於違憲，違憲是一種「根本」的違法。美國憲法是法律之基石，是法律之構成基礎，並非法律之上級，若將法律比喻作樹木、房屋，憲法猶如樹根、地基，法律違憲審查，猶如檢視其基礎是否穩固，能否站得住腳。若根基不穩，則會由下而上，動搖整個樹木、房屋，法律也因此會被推翻，構成所謂違憲，亦即實質違法。憲法是所有法律、命令、制度之權力根源與存在基礎，法官隨時可以透過憲法的論理，解釋法律、正確適用法律、某程度凍結法律、及影響法律之運作方向。法律的改變，是一種從中破壞的過程，而非由上而下之片面宣告。這就是英美國家的憲法之所以非常生活化、日常化之哲學基礎。
    以憲法貫徹在執法機關與社會生活而言，因為法官以憲法為判決準據，而憲法大體上不外乎權力分立與人權保障，這些基本思維，連帶會影響檢察官、所有執法機關、當事人之言行舉止，及一般社會輿論關心的方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的執法決定，最終必須受到司法審查，因此不得不以憲法的思維、法院之憲法解釋，檢視相關法令與工作上遇到之問題。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因業務活動必需不斷應付相關訴訟，因此其對內之管理與對外之主張，往往也必須考慮到法官會怎麼想，所作所為是否在憲法上站得住腳等。民間企業、產業界、及社會團體，因持續在各種司法程序、及與政府打交道之場合，接觸到憲法思維，隨而也會知道官方之行為準據與思考立場大致為何。憲政主義就是這樣經由法官、執法單位、政府機關之逐漸傳遞，影響全國各界，並延伸至下一代。長久以來，形成生活化之憲法文化。
    憲法之生活化，與法官族群經常運用憲法解釋，亦是英美法院時常介入公共政策、影響政府行為之主要原因。法院判決如何影響政府決策，理由如前所述。筆者最近也觀察到許多年輕法官，勇於運用憲法相關原則，在判決書上詳盡說理，並能附帶指出一些法律之漏洞與政策之缺失，判決後，透過媒體報導，形成一定之輿論，促使有關部門檢討改善。台灣司法系統如此發展，值得期待。不過以下想再說明的是，英美法院之所以能經常影響公共政策，原因不僅是判決文字充滿實質說理而已，訴訟程序、審判流程、法院以禁制令提早介入案件之時機，、法庭秩序之維護、對訴訟當事人之拘束、與利害關係人之參與、互動等，都是不可或缺之機制。
舉例而言，美國無論是聯邦或是州的政府機關，所有業務活動之中，有很大的比例，就是打官司，無論是起訴或被訴，皆然。機關首長在推動施政或發揮領導能力時，相關訴訟是否順利，通常是主要的因素。因為，政府作為訴訟當事人，在司法權下，必須維持一致且無矛盾之立場及說詞，才能獲取有利之結果，否則會有藐視法庭之問題，也難以對外界社會妥善交代。如此，身為訴訟一造之政府，即必需謹慎應對，對外維持一貫的說詞，隨而有關政策也會考量法官的想法，作相應之調整、修正。因此，英美法院對政府體制、各部門活動、公共政策、社會議題、及國家發展各面向，都比大陸法系國家的法院，具有更高之影響力。
第四章  參訪交流—考察政府律師制度
一、邀約緣起

出國之前顏檢察長到辦公室與同仁閒聊時曾說過：到外國進修，應該多交朋友，別一直待在圖書館內。我覺得這句話一語道出訪問學者不能忘記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拜訪各執法部門，結識各類專業人士，作深度之經驗交換，這也是訪問學者有別於全職留學生之最大差異。
偶然之機會在校園內，認識了在司法部民事司服務之律師Gail Johnson，她在民事司服務近20年，可謂資深的政府律師，目前帶領侵權行為小組。Gail於春季初經法學院生涯規劃室之聯繫，到學校為學生介紹司法部之組織與工作概況，藉以吸引學生在暑假時選擇到司法部實習，聽完她的簡報後，我上前交談，取得相關資料及她的聯絡方式後，得到參訪司法部的入門鑰匙，卻也開啟了一項意外的任務，算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挑戰—在司法部本部裡為民事司的律師同仁進行演講。
聯繫經過是這樣的：幾天後Gail返回華盛頓特區之司法部辦公室，收到我的電郵，知道我想參訪司法部之來意後，立即熱心地回復稱：沒問題，可代為安排，並附帶問我是否願意對民事司的同仁作個演講，因為她剛好在民事司裡負責邀請外賓來演說之業務，雖然大多是請學校教授或民事法領域之實務界人士，且講題多半是有關侵權類型之訴訟，但Gail說：「如果有個台灣的檢察官來演講，談談其工作環境與內容，相信一定很令人興奮的。」
我完全無法婉拒這番好意。因為，一方面美國人本來就喜歡對話，喜歡知道新鮮的事物，這種邀請很正常，一點也不唐突；二來Gail幫忙安排我們參訪行程（詳如下述），等於是增加她額外的工作，我想總是應該貢獻或回饋一些服務，與他們作點交換，才說得過去。再加上，這正是推銷台灣的好機會，人在外國，多為台灣作點事，往往是最後抉擇的基準。
算算日子，我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於是我開始思考主題、準備內容，並與司法部保持聯繫，確認聽眾人數、會場情形及適當之題目，後來與我聯繫的人增加至3人，包括人事管理員Megan，及行政秘書Mary。後來得知民事司之首長，即助理檢察總長Peter Keiseler也有興趣來聽，增加我們全家更多緊張與壓力。題目後來經對方挑選，確定為「台灣的法律制度與司法改革之介紹」。於是我趕緊擬定幾項準備工作：（一）英文部分：（二）模擬部分：（三）禮儀部分，以求達到最大的效果。分述如下：

（一）英文部分：首先面臨的挑戰是，英文並非我的母語，縱使都準備好說詞講稿，縱使每個字你都能清楚唸出，但如要形成良好的口語表達，在言談上之用字、發音、旋律、語調等，都必須盡量符合美國人的習慣，他們才聽得進去，才能有效溝通，甚至才覺得你夠專業、有說服力。由於這件事短時間不易練就，我於是請聯邦檢察官Bill幫我潤稿，校稿過程本身就收穫很多，例如，他說我寫的「Late justice is not justice」（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雖然他懂意思，但專業人士乃至一般美國人有一固定的說法：「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即為一例。講稿定案後，更重要的是：由他在辦公室從頭到尾念一遍，現場並予錄音。我每天在睡覺前播放反覆聽，以快速學習正確的口音。
（二）模擬部分：一場成功的演講，最困難、刺激、難以掌握及準備的部分，就在於報告完畢後之聽眾發問階段。這部分不僅是前述單純的英文程度問題，尤其是提問者之背景與興趣無法預測，如何理解問題含意，恰當回應，或利用機會再加強論點，與臨場應變的能力有關。為了克服這一點，我想到應舉辦類似演奏會或辯論賽之預演模擬。出發前我共舉辦二場，第一場先對耶魯台灣同學會之同學進行，約十多位各科系之台灣同學到場，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如增加圖片解說，如何介紹台灣等。但我的熟練度仍很不足，再來第二場我即邀請法學院碩士班之同學，借用第128教室設備進行，因是外國人，聽眾性質更接近司法部現場情形，所以我更加注意他們的提問與有興趣之話題，也儘量徵詢、探知各種可能被提出之問題。
後來得知司法部安排之報告時間為一小時，我決定分成三十分鐘演說，三十分鐘提供現場發問。（雖然有博士班同學建議應該二十分鐘演講，四十分鐘發問，以符常態，但我還是不敢置身如此之境地）
（三）禮儀部分：社交禮儀是成功參訪之重要關鍵，良好的第一印象，可奠定日後穩固的友誼，其重要性不低於報告的內容。何況此次到訪，對方已熱心安排許多行程，除了有專人解說導覽司法部本部（Main Justice Building）以外，又包括參訪國會及會見參議員（見下述），及深度導覽聯邦最高法院（Curator’s Tour，詳見下述）。對方既安排三天豐富的行程，相對於我的「對待給付義務」只有演講報告一小時，其實已很划算，因此，我想應該在外交禮儀及應對進退上更予加強，加深主人的印象才是。

我首先打電話回家請老爸郵寄幾盒上等茶葉來，以供不時之需，另外請法務部幫忙提供對外文宣，例如機關簡介、業務說明等。這部分要歸功於檢察司黃元冠檢察官之費心幫忙，在部裡業務繁忙之情況下，仍能及時在我們南下華府之前，寄送三本英文版法務部簡介到家裡，使我能當面送給該助理檢察總長，及其他民事司主管。另外也感謝北檢黃紋綦檢察官幫忙至法務部及司法院大廈等正門取景拍照，郵寄電子檔加入我的電腦簡報，使這場演講報告增色不少。
此外，也應注意預先告知我方到場之人數與身份。由於聯邦政府機關會實施嚴格的安全檢查，特別是這幾年美國國土安全意識提高，所以必須正確掌握何人會來，以及記錄相關的身分資料（安全檢查部分詳見下述）。不過，司法部早已知道我們是全家三人到場，小孩尚需坐嬰兒車，加上先前我已提供家庭照片，開玩笑稱：若我迷路可供辨認使用，所以對方早有準備。我在準備提供個人資料時，聽說台灣有四種人不能進入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即：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與外交部長，聽說這係不成文慣例，不知道是否真實（並未查證，反正與我無關）。
另外，有關小孩陪同參訪是否適宜，及如何調整或妥善運用小孩柔性力量的部分，這一年我們全家到處征戰的經驗是：要看該機關文化與業務之性質而定。一般而言，政府機構、學校團體或有小孩的家庭等，都是對家庭很友善的組織；與私人機構或商務人士會面，就不一定適合帶小孩在身邊，因為私人營利組織比較重視時間與效率，小孩對他們的吸引力不強；但政府機構或公益部門著重人的品行與價值觀，也比較照顧員工家庭，所以小孩是受歡迎的。因此此行帶著小女到司法部參訪，是有加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營造出訪客是來自溫馨家庭、文明社會、及穩定國家的感覺，又可增加與「政府律師阿姨們」聊天互動的話題，專業之外亦有人情，可謂外交小尖兵。至少，帶著自己小孩四處跑不可能是恐怖份子吧！
二、行抵華府
行李準備妥，一早出發，開車八小時，通過四個州（紐約、賓州、德拉瓦、馬里蘭），經過無數收費站和休息站，傍晚總算抵達華盛頓特區，立刻感覺到這個城市兼具優美與大器之特質，不傀為泱泱大國首府，及著名觀光聖地。下榻之旅館住著各地前來之美國人，觀光、開會、洽公、應徵、度假、考察等都是在DC常見的行程。
聯邦政府各部會雖然群集比鄰，但往往一個機關就佔據整個街區，徒步行走仍然辛苦費時，加上停車位有限，如有正式行程，需準時赴約的話，計程車是最好的選擇。我發現許多司機是黑人或拉丁裔之移民階層，其中一位還身兼兩職，上午開計程車（通勤尖峰時段），下午擔任飯店門僮服務員（住宿入房時段），閒聊之間，得知計程車司機必須通過執照考試，之後再至特約之大學受訓數個月，課程結束並需考試，畢業後，才能取得駕駛執照。我見到司機排檔旁邊有一本表格記錄，上面夾著原子筆，一問之下，原來，計程車司機執業上路後，負有登簿紀錄之義務，每天之載客次數、載運區間、收費情形（費率是按區段計費，而非跳表，排除繞路敲詐等問題）都必須紀錄，並定期回報，供主管機關瞭解此城市之人口擴張、通勤交通或觀光客流動等情形，俾利政府調整發照比率或其他管制政策。
我頓時體會，良好的制度可以擔保服務的品質，這說明了為何在此國際型首都及觀光重地之城市，縱使計程車司機多是中下移民階層，也不會產生服務弊端或安全顧慮等問題。更且，良善之管理可以化解紛爭與對立於無形。筆者聯想到大法官釋字第584號解釋，關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禁止曾犯特定暴力型犯罪者駕駛計程車之合憲性，該號解釋裡，肯定與否定兩派見解爭論，固均有理，但也稍嫌浪費力氣，因為單靠排除特定前科者營業一項法律，無法檢討制度全貌。問題之根源，還是在於主管機關對計程車業並無如上述良善、動態式的管理制度，才會導致相關弊端或不幸事件發生時，衍生之訴訟上，只能找尋現有零星單薄之個別法律，作為檢討與攻擊防禦之焦點，並在訴訟標的之侷限性下，失去檢討該產業整體制度之機會。
三、司法部
    司法部起源於1789年，由第一屆國會通過之司法法，創立檢察總長一職，但也僅此一人，並無其他職員、預算、辦公室支撐此職，一直到1853年華盛頓總統帶其任命之檢察總長Edmund Randolph進入內閣會議，共商國政，自此檢察總長才開始算入內閣之一員。1860年初，增設助理檢察總長（相當於司長級之一級主管），1870年又立法撥出預算，籌建司法部主體辦公室，同時設置司法部之第二號人物Solicitor General（姑且稱之法律總長，負責聯邦最高法院之上訴決定、訴訟主張、辯論或其他訴訟事務，可理解為法律審案件最高指揮官），法律總長辦公室之前身為財政部所轄，因訴訟決定需要考量預算成本之故，據解說員說，從辦公室設置可知，檢察總長與法律總長可謂平行獨立之兩大首長，各自位處建築物之二側，遙相對立，且走道中間有一扇門，常年關閉，以示隔離。直到1952年才設有副檢察總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一職，與檢察總長與法律總長並列為前三大。在1895年時，司法部在全國下屬員工約1560人。今日司法部全國員工總數已達12萬5000人，年度預算超過約200億美金。
司法部是全世界最大的律師事務所，聘僱超過9000名律師，民事司是最大的一級單位，業務量也最龐大，所屬律師超過600位，我們耳熟能詳之「政府律師」一詞，就是指司法部民事司的律師，他們代表美國聯邦所有政府機構及官員，就各類施政包括總統、國安、社福、能源、契約爭議、銀行保險、專利、詐欺、收債、侵權、消保、移民等每年達數十億元金額以上的案件，站在維護、執行聯邦法律的立場，被動或主動地進行訴訟（刑事案件以外的所有訴訟，相當於包括我們的公法案件和民事案件）。
民事司底下又分成商務訴訟、聯邦政府、消費訴訟、移民、侵權、及專責上訴等六個分組，各組編制龐大且不斷擴充，辦公室也分散四處，原本以為只要找到本部，就會有人來帶，後來才知Gail所屬之侵權小組辦公室與司法部本部仍有一段距離，走路約15分鐘，人事專員Meagen和Mary也在本部以外之辦公室，事先聯繫的人都不在本部，雖然簡報地點是在本部，但Gail辦公室已事先安排中餐聚會，打算午餐後再一起從侵權組辦公室出發至本部聽簡報。我們一行人按地圖推著嬰兒車，先到本部主建築物之訪客登記處休息等待，算是撲了個空，但也趁機觀察到一些細微但具啟發性的管理制度。分述如下：

（一）雙層警衛及安檢查驗

司法部主建築物之入口處有二層警衛線，在門外的人行道上有兩位，負責查看有照片之證件，門內即訪客登記處另有警衛及安檢設備，這套設備我只在電影中看過，值得一述：任何訪客在窗台查驗證件後，行李即放X光機輸送帶，人則需通過一個圓形中空室，裡面只容一人，依警衛指示進入後，站立幾秒鐘，等掃瞄機器確認安全無虞，轉換燈號，對門會自動開啟，才能進入。配上機器運作與電子開門的聲音，感覺好像進入一個很難得、很了不起的地方。後來想想，司法部為全國最高執法部門，大概也是恐怖份子的主要目標吧。
（二）教育訓練嚴謹周密

訪客登記處旁之警衛雖然看著我們許久，明知我們在等人前來迎接，但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座椅上接到Gail來電詢問我們在何處時，我回答是南側大門之訪客登記處，但唯恐所述不夠精確，因此我問Gail可否請我身旁之警衛代為回答我們的確切位置，Gail稱可以，但當我把手機轉給警衛，同時告稱電話裡為貴單位的官員，想與你確認我們目前的方位，以便迎接時，沒想到該警衛嘴巴緊閉，並搖著頭，不理我，也未碰我手機，一點忙也不肯幫。起先我驚訝且楞在那邊，心想「電話裡是你們單位的官員耶！」但馬上有所頓悟，趕緊再接回電話對Gail說不行，警衛不答話，只好再繼續描述這裡的景物方位等，自行努力。我當時的頓悟是，警衛這麼做是對的，誰知道電話裡的人是誰？如對方說出姓名職稱（如我是某某檢察官）又能證明什麼？警衛何必對著陌生人及在不詳的手機裡回答該人現在的方位，冒著被錄音或被轉接、或自暴方位目標等等可能遭不法利用之風險。
我們這一群推著嬰兒車、與司法部律師約見、並用電話交談之外國訪客，所營造出來之形象，竟無法動搖一名大門警衛之心房，可見其平日安全訓練之徹底與嚴格。
（三）制度大於人
得知Gail辦公室確切位置，我們走過去，終於見面，並與該組律師與實習生約10多位，為簡單座談後，我們再度前往司法部本部，這次與Gail及Meagen等人一起回到同一訪客登記處，心想這次應可快速通過吧！事實不然，所有程序均照走，所有人都需通過同樣安檢。首先，在門外人行道上的警衛，仍須查驗護照身份，即便一小時前、同一批警衛，已經看過推著嬰兒車之我們的身分證件，且一定認得我們，也不能免除，Gail等人也需出示證件。其次，進入大門來到訪客登記處，櫃臺換證取得訪問卡後，行李、物件和嬰兒車全部需送X光輸送帶，包括Gail等所有人也都需通過該圓形中空室，經電子檢測無誤，再進去。我不解，為何Gail等資深司法部律師、職員竟與訪客之待遇一般，需要經過同樣安檢。她回答稱：她們的辦公室不在此，並不常來，每次來洽公時也都最好有人帶路，且司法部編制太大，單位增減改編事屬常有，人與人之間難以互相認識，不可能要求警衛或職員記得單位與人別。我想的確，凡是規模大到一定程度的組織，安全管理只能仰賴制度，而非靠人的記憶與情感，無形中亦會形成眾生平等之文化。
（四）分等級之訪客證

演講地點在民事司首長即助理總檢察長之辦公會議室，助理總檢察長Peter之辦公室如同先前我介紹之聯邦法官Burn一樣，分成三段，第一區段是秘書室，第二區段是會議室，最裡面之第三區段才是個人書房辦公室。我們在第二區段會議室舉行，我得知報告者是坐在中間會議桌旁，一同看前方大螢幕之投影片，對坐在四周牆壁邊之聽眾簡報，算是喘一口氣，至少不用如站在講台上演講一般正式與令人緊張。

我家的御安坐在嬰兒車上，與其他聽眾並列，原本因新鮮好奇而安靜乖巧，但演講到中間仍可能坐不住，叫了幾聲，月君暫時將之推到門外走廊，我看Gail亦隨之跟出去，心想她真是熱心周到。事後，經月君告知我才知道，Gail出去陪伴月君並非基於禮貌熱心，而是制度上必須。原來，我們身上配掛之紅色訪客證，依規定不能單獨一人出現在司法部本部建築物裡，配掛紅色訪客證者不能落單，身旁必須要有司法部裡之職員陪同，直到離開為止。因此，當月君在走廊上向 Gail表示謝意，稱御安已獲控制，無須陪伴時，才知道Gail出來陪同是為了制度，不是為了御安。
（五）機關導遊、典章文物與禮品店
聯邦政府機關均配有專門導遊，為外賓訪客解說機關之古今歷史及典章文物故事，依各部門之可看性與講究程度，導遊也有不同的專業等級。司法部的導覽專員，依其名片上記載，仍係司法部之行政職員，但最高法院之解說員則是更有制度的一群人，如同博物館員一般，能對各個文物如數家珍，及對各個典故瞭若指掌。幫我們導覽最高法院之解說員是一位有氣質的老太太，先前在史密斯博物館機構工作多年，本身就是博物館管理員出身，解說服務品質很高（詳下述），由此可見最高法院之知名度與重視行銷之程度，不同於一般聯邦機構。另外，各機關之名氣與行銷的重視度，也可從附設之禮品店的精美程度窺知一二。
機關設置固定之解說員有諸多好處，一是專業分工，二是參訪行程靈活化，三是提升機關整體之形象。詳述之，首先，願意擔任解說員者，通常是機關內對此工作有特別熱忱之員工，如讓適合的人專任或兼任此職，必可結合其專業與興趣，提高工作熱忱與成就感，擴大外賓接觸對象，加深參訪印象。其次，外賓來訪多以公務行程為主，如能在枯燥之公務行程中，靈活安插解說員陪同，注入本地歷史文化成分，必能使行程活潑化，亦使機關更能靈活調度有限的接待資源。
舉例來說，法務部調派檢察官接待外賓進行公務會議與參訪時，雖然來訪主題或檢察官聊天的話題多以司法制度為主，但此時如果另有專職解說員參與陪同，安排專業導覽，介紹各機關雨景點，一則可以增加活動內容與話題，檢察官也可在旁，與外賓一同聆聽解說員之導遊解說，促進深度對話；二則可使檢察官不必扮演全知、全能、及全時無休之接待員，節省檢察官的時間精力，將之專門用以處理更重要、更深度之司法制度或公務會議之議題
。三則讓初訪外賓清楚行程內容，每日行程結束後，檢察官又能像下班後的好朋友一般，與之輕鬆交往，將工作與交友的感覺予以區分，才會發揮最大的效益，如將工作與交友的任務同時由同一人進行，勢必混淆，難以討好。況每個人的細心與認真程度不同，將外賓零散地交給不同人「認領」，所得到的服務必有差異，對於只來台灣一次的人，誤解台灣的風險太高。最後，專業解說員可以擴大外賓之接觸、學習與參與面，讓外賓在公務主題以外，也增加對本地歷史或機關文化之瞭解，增添行程之充實豐富，同時對外營造我們是一群重視專業、分工、多元又有趣之司法工作者形象。
（六）建築、圖騰、設計、精神
    聯邦政府機關之建造過程，大都與美國當代政府史、建築藝術史、與人物史之發展相結合。司法部本部之主建築工程始於1930年代，當時正值經濟大蕭條，藝術工作者面臨空前困境，當時一位藝術家Biddle，其曾曾祖父是華盛頓總統之檢察總長，Biddle雖然接受法學教育，有律師資格，但熱衷於藝術，並決定改行從事藝術工作，他在1933年 5月9日寫一封信給其同班同學即當時之羅斯福總統，建議聯邦政府推動補助，協助藝術家度過大蕭條，提昇國民之藝術鑑賞力，羅斯福總統因在擔任紐約州長時即已雇用藝術家在州政府任職，認同此種理念，即鼓勵Biddle聯絡財政部官員，Biddle最後說服財政部成立一個繪畫雕刻部門，
推動在所有聯邦機關之建築，工程總價之百分之一必須用於藝術作品，目標是讓所有聯邦機關擁有最高品質的藝術裝飾。被說服的財政部官員中有一位貨幣政策專家Bruce亦認同此理念，連續邀請各界人士在家中組成工作晚餐會，短短數年期間由3749個藝術家完成15663藝術作品，用在大小聯邦機關工程。過去傳統慣例上，一個工程之建築師可以選定藝術家擔任裝飾工程，但當時在裝飾司法部本部與聯邦郵局時，Bruce改變作法，組成一個22人的委員會，成員包括藝術家、博物館董事、最高法院法官Harlan Stone，和檢察總長Homer S. Cummings，但委員之間彼此不知道其他成員是誰，以避免形成小團體，結黨徇私。每個委員各自列出32位藝術家，名單中多次被提名之藝術家即可能獲選來裝飾司法部本部，裝飾工程款分三階段給付，每階段均仔細驗收，其中壁畫部分費時最久，從1935至1941年始完成，花了6年時間。
司法部本部採用新古典主義（Classic Revival）之設計
，走在建築物裡面，如同先前去過的聯邦法院一般，像是在逛教堂或博物館一樣安靜，且心情沈澱，感覺不到有人在忙碌辦公之景象。五樓是圖書館，圖書館外排列著四大生命元素人像石雕，分別代表地球、火、水、空氣，由雕刻家Jennewein模仿義大利石雕大師Morigi作成，後者曾負責裝飾最高法院，裝飾物使用大量的鋁金屬，是為了節省維修成本之故，所有裝飾以壁畫最多，也佔據最大面積，有單一主題之壁畫（如Law Versus Mob Violence這一幅，描繪司法官員趕走黑道份子、保護百姓），也有連續圖說式之壁畫（如Society Freed through Justice這一幅，左右兩邊對比，分別代表在公義社會與不公義社會下，工人生活的景狀），壁畫主題都與社會生活、司法形象或美國歷史有關，很可惜建築物內部不准照相，否則就可以作出系列整理，更直接體會前人如何將建築、藝術融合入司法、專業，構造不朽的圖騰與精神象徵，凝聚國民社會之正義感情。（參照附錄文件H司法部圖書館簡介）
四、簡報成果

   第一天到司法部的第一站，是到本部以外之民事司侵權小組辦公室與Gail見面，當天中午許多同仁和實習律師已在會議室用餐等我們，桌上備有每個人的簡歷，互相介紹認識後，馬上發生很有趣的制度差異的現象。首先，當他們知道月君也是檢察官且在北檢婦幼小組（Woman and Child Group）服務時，就先請教她一個問題：「婦幼小組的主要業務為何？你們如何處理跨國認養的問題？
」乍聽之下實難以回答，因為這是基於設有政府律師制度的角度下提出的問題，我們檢察官主要業務在刑法及刑事訴訟，根本不處理公共政策與行政法規之檢討。但當場又不能率性回答稱：台灣檢察官不管這個！徒增對方心中之問號。因此，我們周延地解釋稱：「在收養議題方面，婦幼檢察官主要在於打擊跨國人口走私，並在有犯罪發生時才介入偵查。」同時心中不斷在想：台灣究竟是誰在負責這類的管制議題？內政部吧！
接著，我看履歷上每個人各自歸屬不同小組，有疫苗訴訟組、Katrina風災善後組、FBI執法辯護組、911收容事件訴訟組、領導行政組及其他等等，可知司法部訓練政府律師係以「議題導向」為分組標準，在該議題範圍內（如風災重建）涉及的所有法律問題（不管民事、刑事或行政法議題），同一小組或律師都必須一併分析、研究、處理，並在訴訟上為聯邦政府辯護，或建議政府如何調整政策，把事情做對。這個制度如果搬到台灣來，不妨設想，幾年前的921大地震也是空前的災害，甚至頒佈緊急命令，地震後，不少賑災救濟、行政補助、資源配置、人口遷移、災後重建、與新社區規劃等各式各樣之法律問題不斷發生，相關官員有遭懲處、也有經地檢署起訴者，如果台灣設有政府律師制度，且相關法律訓練採取如美國「議題導向」式的作法的話，應該會從各地學校及政府機關的法律圈內人，組成正式的律師團或法律服務組，專責處理災後重建問題，該法律小組必可代表該災區，與行政、立法、及司法各部門作充分連線，隨時調整行政政策、反應立法制度缺陷，或在司法程序上保障災區民眾參與，將實際況狀帶進法院及各機關，俾相關的決策不致於「狀況外」，或至少吸引社會各界關注，讓法律人獲得支持與好感，直到災後工作達到預設之目標為止（也許持續好幾年，實習生或政府律師也持續更迭，但不妨礙該專組之存在與功能）。
疫苗訴訟組的Katie負責處理全國疫苗接種受害人之訴訟、補償及與之相關的福利照護案件，這個小組的成立，是因為美國是全世界大型製藥廠之中心，每年或每天研發上市的新藥數以千百計，但任何新藥品必定有不安全之機率，縱使危險機率低，但消費市場龐大，相關的訴訟仍層出不窮。且醫學常伴隨風險與機率，一般民眾欲證明大藥廠有故意過失，本就困難重重（民、刑訴訟無法回應），且民眾在施打疫苗前也都知道有極低機率之危險，理性評估可獲得之好處後，多數人還是選擇施打，大部分的小孩或接種者都確實因此政策獲益，也很難說政府核准上市之政策有何過失（國賠訴訟或行政訴訟也難以回應），有時也涉及特殊體質問題，那麼受害者就只能自認倒楣嗎？基於國家不能僅以「不違法」而滿足，而應有照顧義務，對政策負責，精益求精，對於因施打疫苗而產生問題者，採合理之損害填補制度，並設定要件，俾受害者合理受償。疫苗訴訟組主要就是在協助受害者獲償，並隨時檢討補償政策，向政府及上游產業反應市場之需求與問題。同樣的，反觀台灣檢察官目前在相驗案件中，遇到無過失之致死案件（如小兒疫苗、視線不佳逆向行駛致死之駕駛）或無人可直接負責之社會悲劇（如家人集體自殺、不可歸責之感染疾病者，天災人禍與衍生性之意外事件），縱使公共政策上確有一定的改善空間，但並無相關法制持續追蹤、處理類似之事件，檢察官此時除了發函促請有關機關注意，並結案以外，並無固定之管道發揮其法律專業，積極介入政策檢討。
恐怖份子嫌犯收容訴訟組，是緣於911事件後，許多外國人或美國人被聯邦政府認為涉嫌恐怖活動，遭逮捕羈押於古巴的海軍基地等地，引發出這些收容人是否適用於普通法院提審令，與可否上訴救濟等之正當法律程序之問題。因為涉案人數不斷增加、對伊拉克戰爭之延續、加上美國之國際人權形象等因素，加上涉及總統行政權與司法權就有關戰犯處置方面之權限爭執，構成了這幾年來美國朝野時常辯論之重大議題。這個訴訟組現階段的重要性即不言可喻。假如台灣有政府律師或議題導向式之司法訓練制度，不難想像許多社會上關切且具有持續發展性質的議題，如教科書指定、古蹟文物保存、城鄉發展規劃（蘇花高速公路）、弱勢團體保障等，都可以考慮在政府法律部門，或至少在學校或一些法律訓練所內，設立專組，列入課程選項與實習計畫，讓法律人直接關心社會，以實地走訪方式取代書桌上閱讀之方法，相信更能深入問題實際，妥善運用法律知識。
總之，美國是個講究實務能力，而非抽象理論的國家，此種「議題導向模式」以實務角度出發之法學方法，可謂貫穿整個法律系統，及所有法律人的思維。所以，不僅在法學院校園（如法律服務社團）、在實務訓練單位、律師實習處所、及在政府部門裡到處可見，包括在軟體教學上（課程多以專題為名）、考試制度上（角色扮演及任務達成型的考題）、法院系統規劃上（民、刑不嚴格區分）等，其實也都是以議題模式從事規劃設計，這是真正全方位訓練法律人的制度與作法，因此培養出的法律人才，也自然會以全方位的角度看待、處理事情。 

台灣繼受大陸法系嚴謹的法體系區分論，將六法全書上的法典分類（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總則、分則等區塊）推展到極致，並認真地應用在所有法律系統，無論是教學、考試、訓練、法院、及法曹人員等，都是以法典性質作歸類劃分，彷彿民法課遇到的案例就不用思考刑法的面向，民法科目考試時遇到實務案例也毋庸分析常見的公司法、證券法的議題，法院也嚴謹地區分成民事、刑事、行政系統並製造出許多管轄權的技術理論、讓老百姓永遠搞不太清楚其發生的法律事件究竟應如何求助或使用哪個法院，及司法官職位的僵化定性、法制人員的業務過於靜態、文書性質等，在在侷限我們法律人視野及思維角度等等，這都是美國法律人難以理解的，也是台灣法律界應該多加思考的問題。
   我的講題雖然是「台灣法律制度與司法改革之簡介」，但我緊記著前二次預演的經驗及同學們提供的建議，避免長篇大論，多舉出案例，以故事型態，採取對比的方式，讓聽眾瞭解我們工作的模式與制度的特色，與美國有何不同。同時準備多種圖片與圖說，吸引聽眾興趣並加深印象。例如：

（一）在介紹我國大法官制度與解釋風格時，提供法庭構造與大法官討論決議時之照片（由司法院網站上下載），並指出當美國最高法院目前正在熱烈爭辯是否應該引用外國法作為憲法解釋之基礎時，台灣的大法官解釋一直以來就已經是各國比較法的論壇，因為大法官留學背景及成長環境不同之故。結果在提問階段時，馬上就有人好奇問到：那麼不同法系背景之大法官們是如何達成解釋的？
（二）在提到我國為何沒有發展出如司法部民事司之政府律師制度時，指出因為早期戒嚴時限制律師人數、律師不若醫師界一般發達、訴訟兩造非以律師代理為必要、公益律師制度缺乏、民不與官鬥、及以刑法作為統治工具之傳統文化等等歷史背景，加以說明，也獲得許多驚訝與好奇的表情（尤其聽到我說早期曾經有一年只錄取3名律師之限制時）。
（三）再被問到：既然我國沒有政府律師，那麼政府法律事務及相關訴訟由誰負責？此問題直接觸及此行考察之重點。我回應稱：台灣不是如美國般之律師國家，政府法律事務是由各機關的法制人員來處理，這些人不是律師，是公務員考試，業務上也以文書工作為主，如果涉及較複雜或跨國之合約或訴訟事件，機關無能力處理時，就招標雇用外界的律師來因應（如海軍的武器購案多找大型的律師事務所），檢察官亦不處理這些政府訴訟。但腦筋動得快的同仁又追問：「政府並無常駐、專責之律師，而用外包的方式，如何管控品質、或防範弊端？」又有人問道：「政府的法律業務或訴訟事宜，由各個機關各自處理，情資欠缺整合，是否會處於劣勢？」坦白說，對於這些問題，我覺得真難以回答。一方面自己沒有處理政府對外合約的經驗，另方面對政府法律案件外包的實際流程也不清楚，最重要的是，我們本來就沒有這個制度，典型案例也少，大家根本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但從比較法的角度，這的確是大哉問，回答之前，我們不妨瞭解一下美國人不解與好奇的原因。
美國政府律師採取一元化系統，司法部統籌涉及聯邦政府利益之所有國內或國外之訴訟與談判事宜，而非由各機關自行派遣不具律師資格的人進行訴訟。此制度形成的原因，部分是基於法院程序上，非律師不得出庭訴訟，且在當事人主義下，訴訟之勝敗，高度講求表達策略與臨場辯才，政府作為武器對等的一造，必須擁有不輸私人律師一般堅強的法律陣容，才能在法庭上捍衛政府政策代表的公共利益（否則就會一直輸）。又因為這個國家的形成史，是人民不信賴（英國）政府及抵抗公權力的系列過程，個人權利與政府權力拔河下，有輸有贏，法官在此過程中是絕對的中立，長久以來贏得所有的尊重與支持。而大部分的國家和歐洲大陸德、法等國一樣，發展過程中敵國環伺左右，主權和領土的爭奪不斷，為了生存競爭，國家必須集權、必須強大，國民必須效忠、必須服從政府，因而所演化出來的司法系統，其獨立性和強大性，便不如美國。
因此，國家歷史影響司法體系，司法體系又型塑律師結構，所以，一個常設、專責、強大的政府律師制度便應運而生，乃理所當然。有這層認識之後，我們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法務體系，就不難想像民事司同仁會提出的上述問題。詳言之，台灣採取分散化、各自為政型的政府法律事務體系，固有其歷史因素，但也很容易產生諸如機關本位思維、資訊不整合、及政策不連貫等等缺點。例如：

1. 國防部與對造律師在訴訟時，所採取的立場或辯論主張，很可能與交通部的立場發生衝突而不自知，縱使勝訴，短暫維護了國防部的利益，但相關判決理由，未來可能被用來對付交通部或其他部會，徒損政府形象。
2. 又，有公訴經驗的人都知道，在訴訟策略上，共同被告彼此間之利益相互衝突的時候，往往是公訴人可以從中挑撥、運用、以增加我方談判籌碼的機會。同樣的道理，原告非不可能將有潛在利益衝突的兩個機關共同列為被告，並吃定共同被告機關各自為政、為求自保的弱點，從中挑撥分化，以獲取原告方面最大的利益。這在欠缺如司法部一元化的政府律師指揮系統下，機關彼此間的腳步不一，力量抵銷，甚至互相指責等醜態情形，並不難想像。
3. 再，因缺乏常設專責的政府律師系統，故某些法律案件採外包方式，聘僱外界律師來因應，短時間雖能解決問題，但畢竟僅係臨時人力而已，特殊的操作技術、法律經驗、及文件紀錄等並不留存在機關內，或容易散失，長期下來，相關的公務經驗必然缺乏傳承，機關組織也失去學習與成長的機會，這毋寧是政府最大的損失。
（四）職業法官制也是美國人難以理解的，對一個美國人從小到大來說，法官係一群白髮、很有智慧、在社區享有威望、受尊敬之法律家。因此，展示公訴法庭結構、法袍制度與顏色之照片、司法官期別、檢察官角色變化、及大學法學院改革等話題，比較可以讓人身歷其境，理解在東亞國家日、韓、台等國家共同發生的司法改革議題。我的報告結論是：法律人才之培育重於訴訟制度之翻新，一昧追求訴訟制度之進口移植，其實是司法改革的偏差，更是法曹領導階層推卸責任之遁詞。
    報告座談完畢後，很榮幸和助理檢察總長Peter Keisler會面交談（參照參考文件I司法部演講現場照片），也正好把帶來的茶葉與黃元冠檢察官提供之法務部簡介贈送，作為見面禮，Keisler先生恰好也是耶魯校友，1985年耶魯法學院畢業，他問我在學校跟誰上課，我挑一個資深、研究英美法歷史及年金法的教授（John Langbein）回答，試試看是否有共同之上課經驗，但他稱Langbein教授在他畢業後才入校任教。不過，民事司有些訴訟案件會請Langbein教授擔任專家證人，就社會福利及老人年金制度提供鑑定之意見。法學教授時常必須在法院訴訟或國會聽證程序上出庭表示見解，又再次為美國法律學界與司法實務界之緊密結合提供一個適例。
最後，聽說曾有一位日本法官經日本外交部，派到司法部民事司訪問實習一年，現場學習、並參與各類政府法律業務，回國後仍不時與民事司等人保持聯絡，想必收穫更加豐富。我追問相關細節，Gail表示應該是經由國務院外交系統與日本的合作計畫，但詳情可直接請教當事人，我馬上取得該日本法官的聯絡方式，希望日後有機會可直接請教其考察實習的經驗。
五、國會山莊
第一天在司法部民事司演講並座談完畢後，我此行主要的給付義務已算履行完畢，接下來的行程都可抱著輕鬆的心情。第二天民事司幫我們安排與實習律師一同參訪國會山莊，由一位參議員之主秘Matt接待，Matt先前擔任過民事司之政府律師，離開司法部後即進入國會，擔任共和黨參議員John Thune之主秘，為該參議員所有幕僚之主管。這次我們到訪，因為係參議員之核心幕僚直接出面導覽，相信應比一般遊客參訪更為深度（雖然我也不知道一般訪客之待遇如何）。首先在國會餐廳吃自助沙拉式西餐，實習律師們總喜歡指認出哪個參議員正在哪個桌上用餐，我安頓好御安，一人去拿菜時，恰巧地遇見當時的駐美代表李大維，我才想起今天是來到一個外交的主戰場，李代表應該是來穿梭尋找機會。交談一兩句，告別後，我看他話不多、眉頭鎖、一人用餐的樣子，相對於現場餐桌走廊間人們熱絡交談、對話的場景，又讓我對台灣外交處境及外交工作的困難有更深的體會。
相對於司法部之沈靜與莊嚴，國會山莊猶如熙熙攘攘的廟會，尤其是遇上會期加上暑假期間，全國各地及國外各式的學生組織、青年訪問團、領袖顧問團（leadership program）、國際組織、各國使節、外交人員、及國內各式參訪團、遊說團體、請願團、各州選民、遊客、及媒體等，都匯集到國會山莊，進行各式活動計畫，加上在會期中參議員及所雇幕僚全部在辦公室，應對接洽來自四面八方之賓客，整個國會山莊可以「沸騰」一詞形容，令人大開眼界。
Matt直接帶我們進參議員幕僚辦公室，舉行簡單座談，主要是聊聊他身為參議員主秘之工作內容與挑戰，提到其工作忙碌的程度，曾有過一天接到1000封電郵，以及手機設定技巧，即在與賓客交談時，讓手機定時響起，俾能假裝接電話，禮貌地控制時間，與對方結束會談。Matt與許多美國年輕人一樣，10多年前曾到台灣打工，教英文，法學院畢業後考上律師，在民事司擔任多年的政府律師，現在又轉戰至國會擔任參議員的主秘，可見參議員主秘的地位與發展，高於一般司法部的律師。我亦帶來一箱茶葉當場贈送給他，作為見面禮。
國會議員辦公室之幕僚分為四個等級，最高是主秘（Chief of Staff），年薪約12萬美金，平均年齡43歲，再來依序是法務主管（Legislative Direct）及法務助理（Legislative Assistant），年薪約分別為8萬及5萬美金，平均年齡36歲和31歲，最後是法務員（Legislative Correspondent），年薪約2萬5000至3萬美金，平均年齡25歲。這些正式職位尚不包括各類實習生、暑期工讀生、及參議員的侍從（Pages，詳下述）等人。國會幕僚人員流動性高，一名參議員在一年內雇用的實習生可達45名，議員的幕僚多半係該議員所代表州的州民或與該州有所關連，才能瞭解、服務該州的利益。Matt派遣一位實習生與一位參議員的隨從，帶領大家導遊國會，全程超過4小時，充實而疲憊，最後安排大老闆即參議員John Thune抽空與大家握手合照。
此行國會的深度考察心得太多，無法一一盡述，僅就律師工作有關的角度，簡述如下：
（1） 法律政治家開創美國：
如果說孫中山先生代表近代中國的知識菁英兼政治家是行醫出身的話，那麼美國開國時代的菁英政治家則大多是執業的律師（如約翰亞當斯總統、傑佛遜總統、麥迪遜總統、林肯總統等），也多做過州議員或聯邦國會議員，當時的共和國體制、聯邦政府的創立，南北戰爭與重建等大時代議題，都在國會議場與國會議員的發言與辯論之間，獲得解決、開創與展望。所以聯邦體制、國會與律師界的關係淵遠流長，融合難分。
兩院制的由來，是基於1787年舉行憲法會議下政治協商的產物，為了讓面積人口不一的各州之間在國會具有平等的代表權。眾議院的席位，依州的人數決定，大州的眾議員席位多，小州的眾議員席位少，參議員則是各州不管大小，一律兩個席位（通常一位共和黨、一位民主黨）。參、眾議院在憲法上職權如宣戰、軍事、財稅、舉債、商業、聯邦政府組織等所有立法權限相同，不分大小，但參議員在審議條約及人事提名這二項，有專屬同意權。因此，在美國進修的這一年，適逢二位大法官人事異動（甫過世的William Rehnquist首席大法官由John Roberts接任，年老自行請辭之大法官O’Connor由Samuel Alito接任），新大法官提名後之人事審議重頭戲，均在參議院的司法委員會精彩舉行。
來華府之前，對國會的印象，就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對二位大法官人事同意權之聽證質詢程序。專門委員會或次委員會所舉行之大小聽證程序，一律全程錄影，由電視台即時播放，或事後重播，並上網公開。以Alito大法官的聽證質詢為例，全程三天，每天上、下午安排各界的證人或專家到場作證，並讓參議員輪流詰問。休息時段時，同步播放的媒體並非進廣告，而是開放民眾電話Call in，針對剛才發生的質詢過程與提出的問題，表達意見。螢幕上提供二個專線，分別是共和黨及民主黨的專線，供民眾撥打，以深化問題討論。透過全程公開、同步公開之媒體平台，不僅是關心時政，亦是監督國會議員的機制。（議員知道選民、小孩、及全世界都在觀看，還敢亂來或搞低俗動作嗎？）。這是真正參與民主、思辯民主、及全民國會的展現
。台灣的立法院活動何時才有全程放映頻道、或影音公開上網的措施呢？
（2） 琳瑯滿目的法律職位：
從法律人的角度，國會法律工作的架構，可劃分為政治性職位與事務性職位二大塊，均有多名律師任職其內。政治性職位，分為議員個人辦公室（如上述四等級的參議員幕僚）、專門委員會工作（如受雇於教育委員會、司法委員會）、及政黨職位（受雇於政黨）三種。事務性職位，主要是服務於國會的行政單位，包括立法顧問辦公室、參、眾議院的機構法律顧問，及國會圖書館的法律研究員三者。
以事務性職位的律師為例，首先，立法顧問辦公室是非政黨性的職位，負責提供立法技術服務予參議員個人或專門委員會，他們不介入政治議題，不作政策決定，只純粹就立法技術的角度，審查系爭草案，應以如何的文字、體例與編排方式，如何與現存法律系統調和，如何預留、建議日後的增修方法，俾切實、有效地反映該法案想要達到的政策目標。別誤會的是，這些律師的工作並非靜態的文書，而是和政治性職位的律師一樣，從起草階段到法案通過程序之期間，必須不停地奔忙於聽證會、整理會議記錄、尋找法律沿革資料、並與議員幕僚隨時保持溝通聯繫等
。其次，參、眾議院之機構法律顧問，則相當於參議員、專門委員會及國會這個憲法機關的「政府律師」，負責接收傳票、對外訴訟，主張及維護國會、委員會、或議員本身在憲法上享有的特權。至於國會圖書館則是國會的研究單位，雇用許多律師作為公共政策研究員，與其他職位不同的是，國會圖書館的研究律師是公務員身份，不隨著選舉及議員更迭而影響其職位。
（3） 精挑細選的幕僚人員：
帶領我們導遊國會的參議員辦公室實習生與參議員侍從二人，應對進退成熟得當，導覽工作做得很稱職，尤其我們帶著御安及嬰兒車，樓層轉換必須搭乘電梯，再趕上同仁，參訪動線也需另作安排，但她與該名侍從分工處理得當，且處處體貼，展現細心，我和月君完全能跟上民事司同仁的行程，絲毫不受小孩拖累。更令人驚訝的是，一問之下，這位實習生才大一，來國會工作才滿2週，但依其對環境的熟悉與服務表現，完全看不出是菜鳥的樣子，另名侍從應該是高中生而已，但也是表現沈穩，不斷來回於參議員本人與我們這票參訪團之間。且其穿著正式得體，實習生著女套裝，男侍從著西裝。行程尾聲，我和月君深刻地感覺，台灣大概很少找得到如同這二位般之成熟穩重的大一生及高中生吧。

參議員侍從（Senator Pages）是個有趣的制度，他們是國中時期提出申請、經評估而挑選出的學生，必須至距離國會山莊幾條街以外的一所侍從專門學校（Page School）上課受訓，每天很早必須到校，鍛鍊體魄意志，訓練合格後，才能擔任參議員的侍從。侍從的工作，是在國會一天的行程中，幫忙參議員在會議中傳遞訊息、作筆記、攜帶法案文件、搬演講台、準備看板圖說，接聽電話，倒茶水等等，相當於參議員在國會裡履行一切職務的「工友」或「小妹」。對於中學生而言，被挑選、訓練成為參議員侍從，是一種殊榮，也是未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資歷。

由此可知，國會議員幕僚的素質如此精湛，原因在於培訓制度完備，又每年應徵者眾，競爭激烈，不具相當條件，也難脫穎而出。國會工作的接觸面廣，每天都會見到國內、國外的各式團體、知名人物、領袖等，視野開闊，機會無窮，終生受益（日後帶著履歷或參議員老闆的推薦信謀職，其優勢可想而知），也難怪年輕人趨之若鶩
。其實，另從機關的角度，國會山莊已屬世界級的機構，若不精挑細選、善加培訓其幕僚也不行，所以，雙方互相成就，必然造就出蓬勃的人才供需市場。
六、最高法院

    第三天上午參訪聯邦最高法院，當天訪客只剩我們一家三人和民事司一位實習律師Jenny，大概因為最高法院的知名度及其業務相關性，司法部同仁大多早已參訪、甚至都旁聽過了。一早我們從旅館出發，再度推著嬰兒車，步行至最高法院，比預計時間早到，因正門石階過多，抬嬰兒車不易，決定從側門進去，到走廊中庭之約翰馬歇爾大法官銅像處集合。此次導覽，亦是司法部預約，由專業解說員提供，名為館長之旅（Curator’s Tour，顧名思義是博物館館長級的行程），待遇層次與一般訪客大不相同，甚為難得、感動。
聯邦最高法院，美國最高的法律機構，全球法律人知名聖地，多少學者研究最高法院，出版了數不清的憲法書籍、論文研究、判例解析、及關於最高法院法官（下稱大法官）的風格、學養、事蹟、及法律哲學觀等之著作，事前抱持這個認知，興奮期待，但實際到場走訪後，意外發覺最高法院的氣氛，既無司法部之戒備深嚴，也無國會山莊之熱鬧喧騰，整體予人的感覺，像個博物館及藝廊，高貴典雅、親切宜人，建築精巧而不奢華，文藝書香氣息濃厚，讓人忘記其地位的崇高與重要性。導覽行程心得，簡述如下：
（1） 法庭設計與案件管理
如前所述，導覽解說員是一位有氣質的老太太，博物館員出身，知識淵博，她帶我們直接進入憲法法庭，花了20分鐘講述該法庭的建築史、雕刻裝飾、圖騰意義、席位安排等。有趣的是席位安排，9名大法官的位置固定，繼任大法官必須坐在前任大法官留下的位置，不得移動，律師必須具有相當資歷並取得法定資格，始能到庭辯論，法官席台下中間有一方形地板，是起立辯論場地，兩側由裡向外一排排的座位，依序是律師席、證人席、關係人席、大法官邀請的來賓席、及最外圍的記者席，後排以後到門邊則是旁聽席。
至最高法院旁聽，是學生或實務界律師很喜歡的充電之旅，有時也是必要的進修，在耶魯當地的聯邦檢察官Bill有時也會休假，到最高法院旁聽。每年從10月第一個星期一開始，到星期三，每週固定前三天，每天開四件言詞辯論庭，每件1小時，自上午10點到下午約2、3點，中午休息1小時，直到每年四月底結束（所以這次我們錯過旁聽的機會）。在一小時的開庭期間，兩造律師各有30分鐘時間發言，及回答大法官提出的問題。四月底結束庭期，從五月中旬開始，大法官綜合言辯意旨完畢，會固定在每週一上午10時宣布判決及相關意見，通常持續到六月底，案件才全部宣判完畢。宣判後約30分鐘，民眾就可在一樓服務台，取得印製好的判決書。
我們站在法庭內一邊聽著解說，同時看到大門安全線以外的一般訪客，站在欄杆繩索外，望著法庭裡面看，外面有法警維持秩序，法庭內只有我們幾人加上一台嬰兒車在輕聲交談，裡外形成強烈對照，我頓時才感受到館長之旅的高規格待遇及其難得性，心中對司法部的安排感激不盡。
（二）大法官的生活面

接著來到大法官的辦公室、會議室、休息室、餐廳廂房等生活作息面的解說，這都是一般訪問團不得進去的空間，幸好，御安在法庭內睡著，我們才能進入下個行程，因為接下來是關於大法官生活面的空間解說，需要絕對安靜，否則會浪費了難得的機會。我推著嬰兒車，走在大法官辦公區走廊間，第一次覺得想要感謝小孩的配合。當時會議室正好Scalia大法官在會客使用中，不方便進入，但辦公室、餐廳、廂房等解說員都一一導覽。
餐廳是個溫馨典雅之房間，中間有一長方形餐桌，也是9張椅子，首席坐在前方，兩側各4個位置，每位大法官位置仍是固定，繼任者亦必須坐前任者的位置。但聽說有位女大法官質疑此項傳統是否有必要維持，因為餐廳非公開場合，用餐時並非都是坐滿，如果只有兩人在餐桌上，坐固定位置，可能坐在對角或相距甚遠處，講話很不方便，且空蕩的餐桌上，兩人用餐，相互遙望，也很奇怪。但聽解說員說，多數大法官認為，這是百年來的傳統，並不想改變。
解說員又帶我們進入內廂房，應該是餐後休息室，或小廚房，聽說O’connor大法官喜歡下廚，幫大家準備餐點，以溫馨的手藝，促進同仁間的對話（因為9位大法官均位高權重，意見不一時，難免影響私誼，又須一輩子相處，最好保持和諧、相互尊重的氣氛）。聽到這裡，也許質疑餐桌位置傳統，就是O’connor大法官了，只是解說員注意倫理分寸，不予明說而已。
（三）大法官的幕僚
美國法律學生與律師界最有興趣的，難度也最高的，莫過於擔任大法官的書記（Clerk）。大法官書記的資歷，幾乎擔保日後在法學界的發展
。介紹大法官書記之前，應先瞭解美國法官書記制度的全貌。
簡言之，台灣院檢的書記官工作，在美國是由法院書記（Judicial Clerks）及檢察署實習律師(Interns或associates)擔任，或者更精確地說，後者包含且超過前者的業務範圍（除了筆錄工作在美國是雇用打字員擔任以外），這些人都是臨時職，不是公務員，法官書記任職約一、二年，司法部或地檢署的實習律師任期更短，多以寒暑假或幾個月為單位。因為法律畢業生供給面大，每年固定季節的應徵人數，就足夠支應司法機關的需求，故不需要採用考試及公務員制度。另關於職務定位與生涯發展，與台灣書記官不同的是，美國書記或實習生的工作，與現任法官及檢察官並無不同，都是在從事司法判斷，因為這些人就是未來的法官或檢察官或政府律師，因此與現任法官老闆的工作關係密切，共同研究法律，討論議題，作出決定。而台灣的書記官是一套行政系統，主要業務是法庭紀錄員與行政秘書，不具太多司法或法律色彩，書記官工作上甚至講究與司法的判斷劃清界線，保持距離、以示「尊重」檢察官法官的判斷
。而其升遷的盡頭為行政主管，與法官檢察官及律師業務永遠無關（那又何必念法律？）。相對地，美國的書記和法官的關係像師徒，師傅的學養、思考、判斷、指揮、領導能力等一切個人條件，對徒弟未來的法律生涯有深遠的影響，所以，對法律學生申請擔任書記而言，選擇心目中的法官師傅，比起案件性質、法院環境、或待遇等等，都重要太多。
大法官書記通常任職一年，配合最高法院每年十月開始至六月底的庭期，一任書記通常從七月開始，工作至次年七月，重疊期間用來辦理業務交接。一位大法官可雇用4名書記，書記的資格多半必須在聯邦下級審法院，或至少州最高法院做過書記，或其他顯著的資歷，原則上不接受法學院剛畢業的學生。申請人須備有三封推薦信，直接由推薦人寄給大法官，不經過申請人，推薦信必須詳載推薦人全名、全銜、詳細聯絡方式及與申請人的關連性，供隨時訪查。應徵者經過初步篩選過濾後，可能留下10至20名人選，安排進一步面試。不同大法官面試的重點不同，有著重申請人的寫作能力，有著重表達能力、說服能力，有著重法律觀或議論能力等，不一而足。相較於司法部與國會，最高法院此行最可惜的是，沒有認識任何大法官書記或與大法官碰面。其實，要與大法官見面座談並不難，如同其他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法官一樣，大法官只要有空就會接見外界團體，舉行座談討論，一方面吸收新知、保持社區意識，另方面也是對民眾進行法治教育，推銷自已的理念與形象。只是訪問團體必須夠大，且最好設定主題，吸引大法官，並事先預約，才有機會。下次應該朝此方向努力。
導覽結束，解說員好奇問我們在哪服務，為何對最高法院有興趣，在得知我們的工作及業務重點後，表示肯定，並珍重再見。我趕緊追問她，如果台灣的大法官，也是我的法學院老師等人，有興趣來此參訪，可否享有一樣的館長之旅的高規格待遇，她答稱恐怕不行，因為這個接待，只接受來自聯邦政府機構的預約，最大量的訂單是國務院與司法部，此導覽行程並不對外提供。聽到這裡，我和月君再度表達感謝，決定回國後好好思考，如何善加運用這次的收穫，讓更多台灣法律人享受到一樣難得的人生經驗。
七、小結

出國前長官建議筆者多交朋友，回國後，同事建議將參訪學習的經驗分享傳承，讓未來的訪問學者、留學群族參考運用，再接再力。此次連續三天，拜訪聯邦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權力部門，行程滿檔，帶著妻小闖蕩，疲憊不已，行前數月的準備工夫，也耗費不少時間，但挑戰自我（台灣第一位在美國司法部演講的司法官？）、實踐過後，收穫極大，又係全家出訪，經驗特殊，實際的接觸面更深且廣，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謂綜合利多（參照參考文件J司法部致作者感謝狀）。回國沈澱深思後，歸結的心得是，訪問學者真正重要的任務不在閱讀，而在訪問。走、訪、學、問的動態學習，絕對比靜態的書本閱讀還重要。因為書隨時可讀，但機會稍縱即逝，且實地走訪考察所得的資訊，是最新、最真切、實用的，有書本無法取代的功能。

美國也是講究關係的社會，此行若非司法部安排，不可能有豪華導覽；若非民事司往昔同事在國會擔任參議員主秘，不可能深入國會，會見參議員；若無演講、座談、交流，也不會熟識許多政府律師朋友。如果參訪只是到各辦公室觀光巡蒞、走馬看花，對方也不會感謝你或對你有印象。更重要的，這些在聯邦機關的朋友，未來前途無限，與之深度交往，必然對台灣有幫助（據外交部官員說，駐外單位努力培養良好關係的目標，是幕僚人員，而非國會議員，因為幕僚掌握議員行程、安排會客、排列議程順序等），訪問學者的時間、資源有限，必須妥善運用於刀口。

    法務部檢察司業務侷限於刑事案件，向來以司法互助協定的機制，與美國司法部的刑事司來往，同仁參訪也以司法部刑事司為聯絡窗口，不知其他法律司處的國際活躍度如何？此趟華府之行，已另創新局，建立與民事司（政府律師）部門的交流管道，雖有成果，但不滿足，未來的目標，應朝向訂定合作計畫，將政府律師、政府法律事務的交流予以固定、常態化，定期派檢察官或法務主管造訪，擴大參與人數與接觸面，最好連我們的法律思維都變得「政府律師化」。並進而思考增設訪問學者至合作機關短期或長期實習的可行性，猶如該日本法官或先前韓國檢察官到台灣一般，也派檢察官到司法部訪問實習一年，奠定司法改革的國際基礎，並讓台灣的觸角不斷向外延伸。

第五章  檢討與建議

一、教育訓練部分

<< 對外要交國際朋友、對內要培養人才！>>
    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勢下，犯罪集團一如企業之經營，早已跨越國界，佈局海外，在許多面向，危害環境、經濟、國防、人身安全及社會福祉，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如：智慧財產保護、洗錢防制、毒品走私、人口販運、政府貪污（尤其是受援助之開發中國家）、恐怖主義等。各國政府、執法部門、國際組織、及非營利組織，在關切全球議題之同時，也展開各種活動，透過談判協商，人員互訪交流、締結聯盟合約，謀求互助合作，共同圍堵犯罪，維護安全、秩序。

法律人才培育，必須切合國際的需求。檢察官之進修制度、及教育訓練機構提供之教學內容，不宜過度偏重在單純法律條文之整理、記憶與考試，應多著重在介紹國際局勢、各國執法文化、國外組織之運作、國際機構之實務，各國關注的議題，面臨的挑戰，想達成的目標、國外如何看待臺灣，臺灣如何融入國際、國外執法部門重視之領域，對臺灣可能提出之問題與要求，臺灣主管部門應增加瞭解之背景知識、應即早準備之調查、與回應…等，並鼓勵對外交友，增加情誼互信、培養國際人脈，作長遠投資與規劃。
    基於以上認知，本文對教育進修制度具體之建議為：

（一）擴大司法交流項目，除近年來遴派檢察官至國外大學進修、國外執法機關短期參訪、及參與國際會議以外，亦可考慮增派檢察官至國外執法機構長期實習（如半年、一年），實地作業、與國外執法人員共事，增加彼此互惠合作之機會。
（二）在既有或未來擬新簽訂之司法互助協定內，增訂「互惠交流實習條款」，將前述提案條文化、固定化。爭取與各國長期、不間斷之合作交流。

（三）司法官訓練所學院化、學員分組化、課程多樣化，提供選修機會，培養自主、自我規劃能力。增加國際事務、司法涉外事務之課程比重，將先進國家關注之話題與重點，納入教育訓練內容。
（四）設定專題，邀集全國訪問學者、參訪進修人員定期聚會、座談，針對專題提供意見。隨著每年檢察官進修族群之擴增，建立固定的交流平台，善加運用此批人力資源，形成法務智囊、種子教官、教育訓練團、或文化外交團等，舉辦活動回饋檢察法務同仁，提供機關各類施政之建議。

（五）研擬計畫、依教育部或各大學師生之需求，遴派檢察官至各大學法學院或相關學院短期任教、指導實習課程、招募潛在人才、補強教授之實務研究資源，強化官方與學界合作，幫助學生生涯規劃。

二、檢察制度部分

<< 除偵辦犯罪外，重點是要減少犯罪，不要讓犯罪發生！
檢察官應多投入犯罪預防、施政監督、及法制規劃之領域。>>
    本文參考：（一）英美法院運用禁制令提早介入社會紛爭、掌握司法之主控權。（二） 運用法院之友制度廣納社會參與，提昇裁判之周延性。（三）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有權代表公益、政府與弱勢族群，質疑立法政策，監督行政行為，針對重大之違法活動（如反拖拉斯、環境污染、醫藥衛生安全、婦幼兒童保護等），以司法部名義提起各類訴訟，或撰寫法院之友書狀，監督最高法院判決。（四）各部門設置政府律師，協助法制政策規劃，確保施政品質與合法性。（五）政府律師作為機關法務長，除了擔任法律顧問、提供諮詢以外，也適時起訴、監控訴訟、參加訴訟，或就上級（司法部）交辦之具有普遍共公共重要性之案件，以司法部長名義對適當之被告、企業、團體，進行訴訟，保障公益與人權。希望藉由他國制度之考察，檢討、精進現行檢察制度，鼓勵檢察投入犯罪預防、公益維護、施政監督、弱勢保護、與法治建設之領域。
    事實上，我國現行法制早有許多規定，明確授權檢察官得以代表公益，提起訴訟、參加訴訟、或介入訴訟。除了一般較熟知之失蹤人死亡宣告、禁制產宣告、或監護親權案件以外，尚有諸如：（一）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3項規定：「因裁定而公益受侵害者，檢察官得為抗告。」（二）預算法第25條：「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處分公有財物或為投資之行為（第1項）。違背前項規定之支出，應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返還（第2項）。」，同法第95條規定：「監察委員、主計官、審計官、檢察官就預算事件，得為機關或附屬單位起訴、上訴或參加其訴訟。」（三）民法第58條規定：「社團之事務，無從依章程所定進行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解散之。」，民法第62條：「財團…捐助章程或遺囑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民法第63條：「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捐助人、董事、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變更其組織。」，民法第64條：「財團董事，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行為為無效。」（四）針對立法新引進之集團訴訟部分，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3規定：「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對侵害多數人利益之行為人，提起不作為之訴（第1項）。前項許可及監督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第2項）。」據知，本條立法草案，原訂檢察官得代表該公益團體提起不作為之訴（相當於本文介紹之永久型禁制令），但草案於跨部會協商當時，似遭法務部以人力不足等理由，表示反對，致最後條文並未列入檢察官之原告適格。惟既有相關之提案，表示檢察官應有之職責角色本不受限於刑事訴訟業務，立法上或社會上對檢察官亦多所期許，因此本文仍予引用，作為制度檢討之例。
    上述現行法令存在已久，代表檢察官之角色原不限於刑事訴訟，但實務上檢察官精力幾乎都耗在刑事業務，較少運用、發揮上述政府律師、公益律師職能。導致長期以來，檢察官對於許多社會事件之處理，明知不一定構成犯罪，但仍有一些不法之處之中間地帶，仍因結案壓力，只能被迫在起訴與不起訴兩極端之間作選擇，無法靈活使用其他足以制止不法行為、規制事件發展、幫助案件相關人之措施。當然法院此處之功能、效率不彰、缺乏靈活的權限（如廣泛之禁制令權限）等，也是造成政府律師制度難以發揮之原因。
    基於上述，本文提出初步之建議為：
（一）立法引進禁制令制度，爭取檢察官具有核發刑事禁制令之權限，俾有效控制、處理許多尚未構成犯罪、但再不處理即將發生危險之社會糾紛與潛在違法事件。如：未婚少女懷孕待產，可能發生之嬰兒棄養問題、惡鄰居經常酗酒、吸毒、鬧事，可能產生之妨害自由或公共安全問題。公共場所或文化機構，如醫院、診所、校園、圖書館、博物館等，安全秩序受到威脅，可能發生之公共秩序問題等等。
（二）有系統整理現行法制上檢察官在偵查公訴執行以外之法律權限，檢討其實施運用情形，並調查外界社會民眾之需求（如公益財團、社團、鄉鎮市居民之困難等），若有權限、功能不足之處，研修法令，改善制度，擴大檢察職能。
（三）調整獎懲、考績、分案制度，提高誘因，鼓勵檢察官擴展法律服務領域，積極從事司法保護、犯罪預防、社區規劃、弱勢關懷、金融監理、法制革新、法治教育、與國際合作等事務。
（四）增派檢察官擔任政府律師，派駐政府部門，擔任法務主管，監督施政合法、協助犯罪預防。研究規劃派任政府律師之檢察官之權利義務、倫理規範、行為準則等，例如：派駐檢察官應向部門首長提供法律意見、訴訟規劃，擔任機關訴訟代理人，參與部門對外有關之談判協商，擔任部門法令聽證程序之主持人，定期向法務部長報告業務執行狀況、提出法務政策檢討…等。

（五）爭取檢察官派駐國外之機會。過去僅調查局與警察機關設置外派人員，檢察官幾乎只管內政而無外交，但這幾年來許多涉外之法律事務，諸如：引渡、蒐證、人員監控、財產追查、執行、參與跨國訴訟、及相關之諮商談判等，都需要具備法律專業之人員，在當地即時的協調、聯繫、處理。基於這些需求，及參考先進國家早已實施多年之政府律師外派制度，應考慮檢察官派至外館擔任法務長之必要。
三、政府法制部分

<< 健全的法令制度，才是最好的經濟政策，

最好的經濟政策，才是最佳的刑事政策！>>
    美國進修一年，改變了作者許多觀念，從政府法務部門、執法機關存在之目的、奮鬥的目標、到法律人之使命觀等，皆有更全面的體會。在美國，法律部門之運作，其實不僅僅是停留在追求正義等空泛之概念而已，而有更多關切國民福祉之整體務實的目標，如：改善投資環境、協助產業發展、促進經濟成長，實現福利社會、提昇生活品質等等。以美國檢察官為例，雖然在從事訴訟業務之外觀上，似與我們大同小異，但因其法學教育、司法制度、與寬廣生涯歷練之過程，使得他們即使在個別訴訟工作上，仍保有對未來整體的關懷，不會只掃門前雪地處理眼前固定之事務，更不會醉心於辦案權力（他們強制處分權小，但裁量權大）或神氣威風的形象。執法之目的，對一位刑事檢察官來說，可能是改善治安、使犯人回歸社區，提昇生活品質，促進經濟繁榮等。刑事檢察官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負責民事或其他法律事件之政府律師族群，其工作目標是多麼宏觀、整體、及切合國家發展需求了。
法律人的價值如此宏觀與整體，與本文觀察之法學教育、憲法文化、及法律人生涯多元化都有密切關連。美國司法機關如何維護憲政，政府律師如何改善法制環境，發展產業經濟、促進民間活力，執法官員如何關懷社會、保障弱勢、增益社區發展等，都值得我們多加揣摩、仿效。21世紀隨著全球化經濟局勢變遷，各國政府施政之目標，多擺在增加經貿金融實力，改善投資環境，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而這些直接、期望立竿見影的目標，有賴於法律人長期投入，協助建立一國具有經濟開放的環境、政府的清廉與透明度，健全而有利於產業發展的法令制度，及有效率之司法等。因此，作為政府法律事務之從業人員，自應隨時思考我們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刑事追訴或法政規劃，是否能有助於國家達成法制建設與經濟目標？法律人每天的工作，實質意義為何？與國家總體建設目標之關連性如何？業務檢討的方向應如何設定、扣緊上述目標？乃至具體的考績、獎懲、誘因制度如何設計？（檢察官是否一定要辦大案才容易升遷？）等等。
基於這些感觸與想法，對於檢察官及所有政府法律從業人員，如何更奉獻於政府法制規劃、從事法治建設部分，本文提出幾個具體建議：
（1） 蒐集、整理國際上具公信力的評價指標（如人權指數、透明度指數、政府效率指數、法令鬆綁指數、競爭力評比、企業發展、創新環境指數等），參考各項國際指標，作為施政依據與規劃方向，研究如何改善法制、經貿、教育環境、與生活品質。
（2） 統計方法之改善，是爭取國際正面評價，推銷台灣成功經驗之關鍵。由於統計數據是許多場合的證據與說服工具，因此統計方法、統計之標準與格式，必須與國際主流價值、國際上使用之評價指數相通。如：法令完備性、執法效率、進度等，應採用國外通行之分類方法，不宜以內國機關本位之角度及格式，增加對外溝通之困難。建議統計部門隨時參照國際標準，隨時更新作業流程、增加臺灣透明度，使各國更加瞭解臺灣、便利國際組織研究臺灣、進而關心臺灣、提昇臺灣的形象。
（3） 參考英美國家憲法生活化之系列作法，研究加強法官在審判中以憲法為論理依據，依憲法原則解釋法規、指揮訴訟、進行訴訟、核發命令、及規制當事人（尤其是政府或公益團體）行為。配合對未來司法院與最高法院一元化、上訴審建構為法律審之司法改革目標，預作準備。
（4） 整合法務部各單位如法制、政風、保護、矯正、檢察、行政執行系統之人才，提出跨部門共同的施政目標，如社區發展、生活品質、弱勢保護、婦幼關懷、校園安全、教育推廣等等，並在此共通的政策目標下，舉辦研討座談會，邀集各單位人員參與，增進相互瞭解，經常討論分工、合作模式，藉此交流過程，逐漸消除機關本位化思維，培養人員對整體施政之認識，檢討自身業務與主題目標之關連性，思考未來更有效的努力方向。
（5） 進一步，合理增加各系統人才之交流互調、定期派駐，培養人才全方位歷練，消除不同專業族群過度區隔、各行其事之現象，例如：地檢署觀護人與婦幼專組檢察官互不認識；性侵害或社區保護會議場合，檢察、觀護、矯正團隊不能共同研討；偵查、公訴、執行檢察官聯繫不足；檢察官與法制人員業務區隔、互不熟悉…等等。為未來勝任政府律師預作暖身。
（6） 各機關應將自身對於整體施政目標之貢獻度，列為業務重點，有效運用資源。例如：檢察署雖以辦案為主，但仍可定期分析個案犯罪之通案檢討（如所在轄區之犯罪特色及防範方法，相驗經常遇到某類意外死亡事件之分析與預防建議、地檢署協助社區發展之作法等）；法院亦可定期整理分析經常遇到之投資爭議、不動產交易爭議、非訟事件如親權、監護、破產或重整案例之趨勢與建議等，對外界勤作溝通，並均上網公布結果數據，作為法治教育、學者研究或公共政策之參考。
附錄：
給北檢書信之一           
大學城市之興起
各位長官、學長、同學、同事及其他我手中沒有email的檢察同仁們

“家裡終於可以連上網路了…”
「終於可以…」這種話大概可以說明一些異國安頓者的心情。

由於訪問學者原則上不分配學校宿舍，必須自己在外租房子，安裝一切生活設施用具，因此大小安頓事宜都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其中壞處當然是辛苦、費時且花錢，好處則是可以學到不少經驗與觀察美國人的行事作風，也有助於思考許多文化和制度的差異。

到美國已一個半月，首先介紹一下這裡的人文地理，耶魯大學所在地New Haven市（除音譯有稱紐哈芬外，也有人稱新港市）算是個歷史名城，人口約12萬、13萬人，東北方距離Boston市約車程2小時，西南方距離紐約市車程也將近2小時，等於位處二地的中間。三個城市分屬不同的州。New Haven的歷史，也可以說是耶魯的歷史，追溯到1640年代，當時殖民地當局的教士們想要在此地開辦一所大學，以便在美國這個新大陸保持古典歐洲的通才教育的傳統，後來在1701年經地方當局特許才成立。當時，一位威爾斯商人Elihu Yale將九大包貨物變賣後的全部所得，連同417本書和英王喬治二世的一幅肖像一併捐給學校，到了1718年，為了表示對他的感激，學校就改名為Yale College。建校後的一百年間，耶魯不斷擴張發展，1810創辦了醫學院，1822年創立神學院(Ｄivinity School )，1824年成立了法學院，1847年文理研究學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以後陸續成立藝術(1869)、音樂(1894)、森林環境(1900)、護理(1923)、戲劇(1955)、建築(1972)、及管理學院（1974）等。各學院散落在New Haven市內各個街區，與城市內的店家居民們融合在一起，建築風格多樣，從新英格蘭殖民式到維多利亞時期流行的哥德式，及當代的模式，房屋、塔樓、草坪、庭院、綠蔭、步道、大門、拱廊等，共同形成一種我們在台灣不曾見到的「城市校園」風貌。（或許我們南部的軍校與當地居民有類似的融合，但畢竟不能與一種大學城市的人文氣氛相提並論）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其他美國大學，耶魯與中國的關係相當深遠。大家知道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容閎，就是到耶魯大學來，耶魯也是第一個決定收外國學生的美國大學。容閎於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來大家熟悉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也來耶魯留學。150年前容閎在耶魯讀書時，當時耶魯學院只有10個外國學生，但今天耶魯已有1500個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其中從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就有3百多人。現任校長Richard C. Levin相當熱衷於與中國建立廣泛的聯繫，部份因為耶魯和中國有長遠的關係。原來，Levin校長在2001年（耶魯三百周年）到大陸訪問時強調，早在1886年耶魯學生就發起了一個學生自願服務的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由學生們到世界各地去作文化傳播和傳教的工作。1901年（耶魯兩百週年那年）正式成立了“雅禮協會，並於1906年在湖南長沙設立了雅禮中學，之後又在中國建立了一連串的教育機構，包括著名的湘雅醫院。（據這裡一位從北京協和醫院來訪問的學者稱：中國最大的二家醫院，一為北京的協和醫院，另一即為湖南的湘雅醫院。）由於耶魯很早就派學生、教師、傳教士到中國服務工作，幾年前曾經發生，在神學院的地下室倉庫陳舊的紙堆中，被打掃的工友無意中發現，當時耶魯派往中國的傳教士的日記手札裡，有著關於南京大屠殺時期所見所聞的記載，後來成為寶貴的歷史資料與中國方面強力的證據。

雷文校長今天（9月19日）又啟程到中國，推動耶魯與中國幾家醫學院與理工學院的合作事宜，原本九月八日耶魯預計邀請胡錦濤來演講，後來臨時取消延期。看來，有著與中國久遠的關係及這位積極推動全球化、國際合作的校長（除了原有的“耶魯國際和地區研究中心” (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之外，2002又創立了一個“耶魯全球化中心” ( Ya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由墨西哥的前任總統也是耶魯經濟系博士的Ernesto Zedillo擔任該中心的主任。法學院則在1998年柯林頓與江澤民互訪之後的1999年創立中國法律中心），耶魯這幾年可謂處於「中國熱」階段，難怪昨天報導有平衡地提到在耶魯國際化、大量吸收外國學生同時，也不應犧牲美國本國學生的培育與資源投入。
越寫越嚴肅了。趕快回到人文地理。

大學、城市、國際化之外，接下來輕鬆談一談耶魯及New Haven所處的康乃狄克州好了。Connecticut這個字來自於印地安話，意思是「豐沛的水量」，原來，本州有條大河經過，名稱也是Connecticut River，這條河就是印地安人倚賴的水源，所以本州州名取自於此河流對當地的意義。康州其他的特色，據一位司機說，是全美國的居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州，第二名是New Jersey新澤西州，第三高收入的州是Ｍassachusetts。但耶魯所在的New Haven市，大概是康州裡最窮的城市，因為住在這裡的以學生為主。所以有錢人大概都住在其他郊區吧。此外，本州的別名為憲法州constitution state，大概這裡的人認為自己是美國法律的發源地，所以有其自負吧。講到州的別名，反映出該州的特色，我在住處門後的停車場，同時看到數輛到來自不同州的車，各州的監理所核發的車牌，就有該州的別號，覺得頗為有趣，特地拍下來讓大家參考。看看各位能否從各州的別稱，看出該州的自負呢？

紐約—帝國州

依利諾—林肯的故鄉

佛羅里達—陽光之州
新澤西—庭園之州…等等
你看，麻州的人也很囂張吧，竟然自稱為「美國的精神」！ 台北的人敢這樣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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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北檢書信之二

                            法學院之歷史與發展
各位長官同仁

上次簡介了耶魯大學的現況與發展，這次我想帶各位進入法學院的系統。在此之前，還有一點可以補充的是，許多西方國家一流的大學，如劍橋、牛津、哈佛、耶魯及一些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通常都是早在近代國家成立之前，就已經形成了。由於這些名校的歷史都是先於國家的，故學校制度與當地的起源與人文發展都密切相關。例如，三百年前，耶魯之所以能成立，乃是由於一群哈佛的校友因不滿母校的神學教育，才在康乃狄克州另外找地方建校的。（劍橋與牛津好像也有類似的關係）。而耶魯所在地的New Haven市，則是在更早的十七世紀，由一群與波士頓主流派清教徒不合的其他清教徒，往南方遷徙到130英哩外的海邊定居建立的。不合的原因也是宗教，大致上是有些波士頓較溫和的清教徒，覺得主流派清教徒的紀律過於嚴苛，沒有人性或彈性，受不了才決定遷離，找尋新世界定居。移民群中也包括一些被英格蘭國王通緝的知識份子。在此可見，大學與城市的形成有相同的軌跡。例如，哈佛的校訓是”Veritas”（拉丁文”真理”）；而耶魯的校訓為 “Lux et Veritas”（“光明和真理”），不知道是不是後來的人覺得在波士頓或哈佛沒有光明，生活在黑暗中？藉題發揮一下。還有，New Haven這個地名，好像也反映出當時移民者一種被迫遠走他鄉，產生對新土地、新生活的憧憬期待？（Haven原意是指避難所、避風港、水手靠岸棲息之處)。

接下來介紹法學院。十九世紀初期以前，大學系統中並無法學教育這一塊，法律的學習是師徒制，地點在律師的辦公室，學法律就是向某位律師學習如何執業、如何幫當事人進行訴訟而已，學徒資格必須是大學本科生畢業，才能上門跟著某律師，學了足夠時間後就畢業，律師通常會寫一封信，說明學生學習的起迄日，讓畢業生帶回家鄉向當地的律師團體提出，以便取得律師資格。這種法學教育主要是沿採殖民地母國英國的制度，而當時在英國無論是劍橋或牛津大學裡都沒有在教法律，也沒有法學院。因此，今日英美法系國家在大學組織裡建立法學院，教學生Common Law，算起來是新大陸美國所發明的產物。

學徒制下的學生，常被勞力剝削，作各種行政雜事，十八世紀下半一位英國律師William Blackstone（現在Blackstone好像是英國規模最大的法律書店！ )就批評學徒制的法學教育說：「學生多在模仿，少有論理訓練。」原來，Blackstone早期接受羅馬法的教育，他提倡實體法的重要性，他鼓吹應該教導學生學習法條背後裡的論理法則，他想要把普通法理論化、法則化，但在英國不成文法的傳統下，並未受到重視，英國人認為實體法只不過是「隱藏在程序之間的縫隙裡」，沒有理論化的必要。所以Blackstone嘗試在大學系統內建立獨立的法學院教育的想法，在英國終究沒有實現，英國仍然維持師徒制的法學教育。但是他的想法飄洋過海到了新大陸，剛好是美國獨立革命的前夕，美國人不斷質疑，為何要繼續接受英國國王管轄下的法官所建立的法則，此時Blackstone強調普通法背後存有恆久的實體價值，剛好滿足美國人對尋求正義的渴望。因此，他的想法在美國受到推廣，促成美國的法學教育從英國的師徒制走向大學系統內的學院制。

回到耶魯法學院的起源，從1780年代到1833年，長達半世紀，在康州西北部Litchfield地區的幾家事務所，用師徒制方式，訓練了約一千名來自全美各地的法律學生。當時康州的律師不過120位。接著New Haven市一位圖書館的老闆Staples也用師徒制方式收學生（因當時法律書籍很罕見，圖書館的老闆自然可以吸引學法的人)，並與學生合夥開律師事務所，一位繼任Staples的學生Samuel Hitchcock與一位康州的參議員David Daggett合夥，創設了New Haven法學院，並漸漸與當時的耶魯學院（Yale College)合作，由耶魯學院找律師到大學裡去教法律，1824年耶魯學院正式聘Daggett當教授開設法律課程，算是耶魯法學院的前身起源，但此時仍無獨立的法學院之校園空間，大學也不管法學院的營運，而是讓原來的合夥律師繼續負責法學院即律師辦公室的經營，後來有幾十年的時間法學院二度面臨倒閉的危機，必須仰賴當地律師團體及其他慈善機關的贊助支援，始撐過財務危機。這裡重要的訊息是，耶魯大學是不管法學院的死活的，因為之前大學系統內本來就不曾有法學院這一團體，法學院能存續要感謝的是律師團體及其他慈善捐贈。現在法學院的所在地，是佔用一間法律圖書館（Sterling Law Library)。所以法學院的建築外觀或內裝看來古色古香，是因為是一間圖書館的關係。現今，法學院是相當獨立於耶魯大學系統，自己自足，有自己的校車、行事曆，有自己的宿舍與一切營運及財務的機制。相對於大學各學院，法學院的學生比較成熟且顯得有內涵許多，這可以從學生的結構去解釋，我在跟不同學院的人對話中也感受得到他們對法學院的推崇。

下一封信我會介紹學生結構與校園生活。

以下照片是耶魯校訓、法學院中庭、外牆、外觀、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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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北檢書信之三

                          校園生活與學術環境
各位長官同仁
今天打算介紹一些校園生活與學術環境，大部分是我個人的觀察與感想，比起前些文章來說，可能有些主觀，且對一些留學過的前輩而言，不無班門弄斧之虞，但我總是喜歡思考這些人文現象背後的意義。

首先從成員結構著手，上封信提到，美國法學院是從早期的師徒制方式演變而來，法學教育某程度來說就是一種實習與就業的行為，以致法學院主要招收的是一群所謂JD（Juris Doctor)的本國學生，課程的設計也以這些人為重心，為了將來執業的需求，法學院相當重視實習（legal clinic）課，他們相信Great lawyers are made, not born。無論是在校或是在寒暑假期間，學校都鼓勵學生去各種有律師存在的組織機構裡實習，這些地方可以是律師事務所、政府部門、法院、非營利機構、或海外人道救援組織等，並給予補助。以我這學期上的檢察實習課Prosecution Externship為例，課堂上都是JD二、三年級的學生，只有我一個外國人，這門課主要是由一位當地的聯邦檢察官Bill負責，學生可以選擇到當地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US Attorney´s Office或是州檢察官辦公室Connecticut State´s Attorney´s Office實習，實習內容跟我們的實習司法官或實習檢察事務官做的事差不多，選擇一學期實習112小時者給予2學分，一學期168小時者給予三學分，然後固定每星期二晚上到法學院的教室集合、上課，就是我會見到大家的時間，課程由Bill安排，大致上每週會邀請實務界人士到場跟學生講課座談，講者無論是檢察官、辯護人、矯正人員、或法官，多會丟出實務上碰到的問題給學生思考如何解決，或由學生針對實習內容不懂的地方發問。座談內容非常的實際，包括起訴的決定、證人的訊問、案件的管理、工作心態的平衡等等，可以讓學生直接感受實務界的問題與挑戰，對未來生涯規劃與執業環境也多一分了解。在見過許多聯邦檢察官以後，我發現他們共同的特色，就是所謂的WASP，正統央格魯薩克遜清教徒白人的模子，且相貌氣質都不差，我想大概因為這裡白人多，而檢察官屬於公眾人物，自然必須挑選一些讓大眾感到放心的樣子。講到學校成員的結構，我還發現一點，就是許多教授和博士班學生都是猶太人，會配合猶太人的新年Rosh Hashanah而停課(每年大約九月底十月初)，據這裡一位華人教授說，猶太人在金融界、學術界的勢力非常強，有一段時期還幾乎達到壟斷的程度，猶太人非常團結且互助，這位教授感嘆：其實論聰明才智，中國人根本不輸猶太人，但很奇怪，中國人不容易團結，常常見不得別人好，整個民族的力量就無法凝聚。我回想一下，確實華人學者常在美國的科學界大放異彩，也有一些文學藝術的教授，但好像在法政領域的著名學者較少，反而，我在這裡見到較多韓國籍的法政教授，且校園內時常見到韓國學生，現任法學院院長就是韓國籍。據一位韓國教授說，每年來美國留學的國家的學生數量，印度人最多，再來是中國大陸，第三名就是韓國人，如果考量人口比例的話，韓國的勢力就不得不引人注目了。

第二想提的校園現象是，這裡充斥著一種鼓勵對話的氣氛，這感覺來自於課堂上、文章裡、師生的對話、同學間的交談、學術活動的設計、以及學校行政的服務上。例如這裡的國際學生，只要不是二個人私下交談的情形，就會用在場人都懂的語言，而非自己的母語，當你靠近二個在講西班牙話的人，他們發現你靠近後就會改用英文，即使你和他們並不認識，他們還是會這麼做。有次在野餐時，我問奧地利的同學Helmut為何連和他太太講話都用英文而非德語（他太太英文較差)，他說他覺得到這來就應說英文。就這一點而言，我發現歐洲學生做得比較好，相對的，中國學生就不太重視，時常一夥人講中文講得很高興，在社交場合上，形成一個特別顯眼的族群。其次，這裡相當講究安排對話的空間，除了在課堂上我們常見的講授Lecture與研討會seminar二種形式的教學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種類的聚會。例如，教授們固定每週一中午有午餐型的研究發表會workshop，一位主持人，一位報告人及其他師生聽眾，報告多在一週前公佈，現場主要供發問與討論，由主持人決定發問的順序，報告人一個接一個負責回答所提的問題。Workshop也常用在某一種長期的固定研究領域，如法律與經濟workshop，讓該領域的學者專家前來發表討論。另還有一種我稱為議題討論會的penal discussion，這個場合主要用在針對一項議題（如法國暴動)，由一位主持人邀請幾位發言人，到場組成小組，對所有前來的聽眾輪流發言報告，並針對所有問題予以回答，常見的安排是小組發言人坐成一排，面對聽眾，但也必須能看得到主持人及成員彼此，因為有時提問人是小組成員本身。而如果是較大型的研討會，多人分批報告，為期一整天或二、三天，這裡常稱之為symposium，其實就是一種大型的會議。我好奇既然是會議，為何不用conference，而要用symposium這個字？原來，字典裡說symposium來自希臘文「飲酒的聚會」，是指古時希臘知識份子一邊享受美酒佳餚一邊討論知性話題的一種聚會，對我來說，重點就是有吃的。我後來觀察的結果，果然如此，這種研討會都備有食物飲料，且還都直接擺在會議室或討論場所內，而非擺在門外或隔壁間，意思就是要你邊吃邊進行啦。所以，symposium比起單純的conference更有一種知性與享樂的意味在內，我終於可以體會為何這個字會比較吸引人。有了共同的語言與良好的場所後，再來，無論在課堂或各種學術平台上，對話如何有效地展開、進行，並讓每個人都能獲益，就是最後一個關鍵問題，我姑且稱之為平行、尊重、有效、且同向式的討論文化。這幾乎是整個學術風氣的問題，或甚至是和美國強調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及自由主義的文化有關，一時間也不容易捕捉或解釋，只能慢慢思考，等我觀察整理清楚再說好了。
接著校園氣氛之後，接下來想分享的，是大學或一個組織能夠永續的因素。大家知道，世界級的大學，通常要具備大師級的師資、優秀的學生、充沛的學習資源與良好的行政管理，且各個要素通常都是連動的，相輔相成，很難說哪一個最重要，或一定是誰帶動了誰。但除了這些體制因素以外，現實上最想問的是：錢從哪裡來？在美國，答案很簡單，主要是靠校友的捐贈，雷文校長說耶魯大學三分之一的財源是靠捐贈。今年大學接受捐款的金額達到歷來最高，已超過一百五十億美元（15. 2 billion)，可怕吧！巧的是，法學院和音樂學院在今年也都接到有史以來最大的捐款，分別是三千萬美元和一億美元，法學院所接受的遺贈，來自去年剛過世的九十二歲校友，前紐約市律師公會的主席Oscar M. Ruebhausen，為此法學院將遺贈生效之九月二十一日訂為Ruebhausen學術獎紀念日。音樂學院的捐款額已足以涵蓋所有學生一整年的學費及其他各項活動。在油價上漲、生活困難及一些災難發生後，最近美國人突然警覺他們也有貧窮的問題，因此報紙迭有討論，許多大額的捐款應該捐給最迫切需要的人與地方，而非大學，雖有如此平衡檢討，但訪問過後許多校友仍然會想捐給母校。為何有這麼多人願意捐輸財產，且有時還是終生的積蓄？觀察的結果，我覺得除了人才與管理以外，一個很重要的機制，是大學能夠培養出可以永遠維繫群已的一種精神，這種力量使得校友願意回饋、社會願意支持。「母校改變了他們的一生」，這個感覺是最主要的原因。對校友與師生感情的維繫上，學校也發展出很固定的模式，這裡每位學生都能直接收到大學校長或各個院長的來信，宣佈或傳達各種訊息。以每年一度的校友週為例，法學院會擇定主題，以每五年為單位，邀請各畢業班的校友回母校，由院長向各位校友報告校務，並參與系列的學術或娛樂活動，今年是邀請1940、45、50以此類推到2000年畢業的校友回學校共聚一堂。另外一個重點，在對社會的回饋服務方面，以今年的Katrina風災為例，學校莫不積極主動地籌劃各項公益活動，包括捐款、接收無家可歸的學生（這個Katrina颶風摧毀了紐奧爾良當地二所法學院，這裡就主動安排接收二名「被迫轉學」的學生）、及投入各種人力與物資。講到捐款，我發現他們有一種作法很有創意，就是學校對所有師生職員宣布：凡是任何人捐出100元，學校就會跟著捐出100元，用以鼓勵大家捐款。因為從個人的角度，當你捐出一筆錢，就會發生二倍的效果，使得個人的慈善力量加倍；從大學的角度，藉由這種激勵，無論對內對外，都可提升大學的形象，創造一種個人、組織與社會三贏的效果，相信這個作法，也受到企業界的廣泛使用。的確，過了不到一個月，我又收到校長用電子郵件宣佈，將金額提高到美金1000元。總之，一所大學或組織要能夠永續，就必須有精神上維繫的機制力量，讓人感恩、懷念、想要奉獻，社會也普遍地予以支持。美國名校大學在這方面的處理真是很高竿。你看，哈佛大學法學院當年不讓現在的最高法院法官Ginsberg第三年在紐約完成學業，一旦當Ginsberg擔任大法官後，法學院院長趕緊代表學校道歉，想要將她算入哈佛攻佔最高法院的一員，校園氣氛與校友維繫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黃兆揚  敬上
Jaw Yang Huang 
Yale Law School
Mail Box 106 
後記
要謝謝讀者來信關心與指教，的確，暖氣費不能省，在美國生病更是花錢，我和月君之前真是錯誤示範。為表感謝，以下針對讀者提問做些回應：
1.      林肯總統的出生地確實是肯塔基州，依利諾州的別號稱為Land of Lincoln，我想是因為1844年到1861年期間林肯住在依利諾州，從事律師業務，他的遺物也放在該州首都Springfield，大概是他一生主要活動在此的緣故。
2.      「實體法只不過藏在程序法的縫隙間」的具體例子。我目前能想到，就是所羅門王智慧之故事，兄弟分產談不攏涉訟到所羅門王面前，所羅門王最後裁決，一個負責分，另一個優先選。完全不涉及實體問題，就圓滿解決紛爭。算是實體法不重要的一例。我記得北院之前針對曾文惠自訴立委毀謗案的判決，法官的裁決好像也含有這份心意，只是台灣法制能承認到什麼程度，就不清楚了。
 

照片乃校園內幾棟建物，依序是大學總圖、地標鐘樓、體育館、文理學院
給北檢書信之四
上訴巡迴法院考察                 北檢  黃兆揚

星期四上午十點和聯邦檢察官Bill約在美國聯邦上訴第二巡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見面，地點在紐約，這天他會帶法學院檢察實習課的學生Ａndrew到庭，讓Andrew為檢方發言。

Ｂill的辦公室位在市中心公園旁邊的聯邦大樓第十七樓（如照片），他負責上訴業務，主要任務是審查辦公室內所有的上訴書狀，即檢察官的上訴書狀必須經過他審閱定稿後才能出門。為求機關形象與文件美觀，檔案會先傳送到他們在紐約的特約裝訂店，排版打印後，才寄送到管轄的上訴第二巡迴法院。言詞準備部分，在開庭前，他常須幫同仁安排模擬法庭，由他扮演法官，或其他人扮演律師，問重要的問題，讓該同仁開庭前有充足的準備，以免當庭答不出話來。

為什麼上訴的準備這麼繁重？因為在判例法國家，上訴法院的裁決與法律意見日後就是判例，會適用到類似的案情，拘束未來政府的相關活動，所以檢察官辦公室在此處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做某種看守工作，持續觀察任何個案可能引起的法律發展，避免出現政府所不樂見的判例及法律意見。所以，儘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刑事案件上訴都是被告提起，檢方只是防禦
；且縱使案情看來簡單，上訴工作還是不可掉以輕心。因為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會浮現你事前完全想不到的法律爭點。

我聽從Bill的建議，搭七點多的火車，到紐約中央車站後轉搭地鐵，往聯邦法院大廈，通過大門的安檢門及行李掃瞄器，手機、電子器材一律交付法警保管後，才能搭電梯到十七樓的第五法庭。整棟大廈的氣氛像是進到國家音樂廳，連腳步聲都嫌吵。第五法庭門外緊鄰掛衣間及沙發休息室。推門進去，長方形挑高法庭像一座小型音樂廳，弔燈、地毯、沙發、木椅、牆壁雕刻等，所有人都穿西裝，包括庭務員也是。我身上整套西裝，原本是刻意穿來展現形象之用，沒想到只不過是一般起碼的要求。在此我深刻感到，空間對人的言行有很大的影響。

我看到Bill和Andrew坐在第一排，我就往前走到第二排坐在他們後面。前十排的座位空盪，看來似乎是給律師等相關人的座位。大部分旁聽者坐在中間十排。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管轄包括康州在內的六個聯邦地方法院，受理轄區地院的民、刑事、破產案件的上訴，特別法庭如租稅法院、移民歸化法院、勞工法院等的上訴、及其他如特別禁令、解除管制等之請願案。常務法官十三名（前前任耶魯法學院院長及法學教授Guido Calabresi於1994年獲任命為本院的法官），資深法官十名，資深法官案件很少，常務法官六十五歲以上並服務滿一定年資始能轉任資深法官。比較有趣且印象深刻的是我當天開庭時看到的「訪問法官」，這個制度值得介紹一下。

訪問法官多來自於所轄的聯邦地方法院或平行的其他巡迴上訴法院，包括現任或已退休的法官，為期一週或數週不等，訪問法官可與承辦法官一同開庭、訊問、組合議庭，並進行評議，只是不做終局決定，終局決定仍屬本案法官權責。當然，訪問法官也須避開自己處理過的案件。這個制度是基於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規定的精神，所有法官經憲法程序任命後，本質上的司法權能均相同，只是分派在不同審級或轄區而已，這些職務分派並不影響作為一個法官的本質。對於我的好奇提問，Bill簡單回答說，訪問法官短暫停留，見習，參與，增益，互惠，就跟我來耶魯訪問一樣，是很正常的事。

當天受理法官Straub坐中間，訪問法官坐兩側，法官席桌是半橢圓形，兩側連牆，三人連線形成一扁三角形，律師的發言台在正中間，台前有計時器及紅綠燈警示，限定每次發言時間，八到十二分鐘不等，律師陳述意見時，面向法官，背對觀眾，但律師正面影像會由兩側視訊同時播放，給觀眾看；發言時，法官會不時打斷，問各種問題，有時還會舉反例，攻擊你的論點，或請你比較說明，想像你同時必須面對來自三方向的詰問，可知上訴法院的言詞辯論不是很簡單的事。

因為是法律審，純粹法律辯論，只有律師到場，沒看到任何當事人。Bill的案件排第三順位，前二件都和非法移民有關，上訴方的律師講完後，佛羅里達州和另一州的檢察官都用視訊方式陳述意見，移民案件主要集中在審查移民法官的審理有無踐行正當程序，有無完備應調查的事項等。輪到Bill的案件，上訴律師先陳述，主張被告有精神上障礙，量刑有應減而未減之情事，換檢方時，Bill取得法官同意後，就讓實習生Andrew上台陳述，三位法官也照樣問Andrew問題，只是本案另涉及一個最新量刑判例Booker案前後的新舊法適用問題，Bill見狀，湊前提醒Andrew一些新議題及政府立場後，Andrew仍然未回答法官的疑惑。就當場換Bill上陣，論述一陣子後發現時間不足，法官於是建議Bill再補提意見書，再另訂庭期。我看螢幕鏡頭上的Bill辯論時自信十足，頗為熟練，但很驚訝一起走出法庭外後，我看到他一臉緊張心虛，連吐苦水地和律師交換意見，前後神態判若二人。原來在法庭上的自信是職業性的反應，這讓我更感到上訴法院那個辯論台前所帶給人的壓力，實在不輕。

給北檢書信之五

                         與聯邦觀護人與法官有約

人在國外，有時候事情的發展，不是讓你措手不及，就是讓你疲於奔命，往好的方面想，生活充滿刺激磨練，但刺激太多的代價，就是多了許多白頭髮。

 

星期四早上預計和聯邦法院的量刑官Ray 約見一起去見聯邦法官Burns 並參與其主持的量刑庭，但星期三晚上接近半夜時，我家的御安突然口吐白沫，全身抽蓄，月君發現後大叫，接下來更可怕的景象是，御安兩眼翻白、昏迷不醒，嘴唇發紫，看起來已像是沒有救了，驚嚇驚慌之際，亂做一通人工呼吸，卻也慢慢醒來，有點起色 (後來才知道這是沒用的，這個稱為Seizure的症狀，小孩自己會恢復，無須做任何急救處理)，醫院緊急專線電話裡的人一直要我們報警叫救護車，我們知道美國的救護車貴得離譜，坐一趟可能要美金好幾千元，且我們也不想等，想要自己立刻出門送醫，我一直問醫院地址，對方一直問我地址，雙方互爭，時間不容蹉跎，我報出地址後，只聽到電話裡說：「救護車已在路上了」。結果我還是不知道醫院地址 (後來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如果自己送醫，可能路不熟，車上也沒設備，徒增混亂風險)，一會兒消防車先來，幾位警察進來家裡，隨後救護車出現，御安最後還是搭救護車去小兒急診部。沒多久後就知道，我們白緊張一頓了，醫生說這是Febrile Seizures(熱筋孿)，發生在五歲以前的幼兒，發燒引起的是無害的，症狀自己會消失，無須做何處理，只要避免小孩筋攣時跌撞受傷即可...，說得簡單，但凌晨三時回家，腦袋空空，只是在想接下來如何處理救護車費，不知幾時睡著。

 

隔天早上起床，毫無精神，但想一想已經和對方約好，八點半在聯邦辦公大樓見面，且又是實務界人士，還是不想失約，只好硬撐起精神，穿起西裝，準時赴約，後來覺得這一趟參訪仍是不虛此行。

 

先介紹這位聯邦法院量刑官U.S. Probation Officer，Ray 是隸屬於聯邦法院的官員，其老闆不是政府部門而是聯邦法院，他承法官之命，專門處理有罪被告量刑之調查、分析與建議，因為聯邦法院的量刑是另一個獨立、複雜的程序，所以他必須對任何有罪的被告，作詳細的背景調查，暸解這個人的歷史及一切經歷，並做出最適當的量刑建議，然後事前私下或事後在法庭上提出給法官參考。據他說法官多會依他的量刑意見下判決，惟並非每個州都如此，例如加州的量刑建議仍是由檢察官提出（和台灣一樣）。量刑官的學歷要求甚高，許多人有碩士學歷。他說量刑如藝術，目的是讓被告可以回歸社會生活。感覺得到他對這份工作的熱愛。
 

今天是開一個量刑庭，九點時我們一起先到聯邦法官的辦公室，等Burns法官來，這位女法官是1923年在本市出生，1978年被卡特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擔任聯邦地方法院審判長，後來變成資深法官，直到現在。先介紹一大家可能感興趣的辦公室，她的辦公室共分三段空間，全部 用地毯及深色木製家具，進門第一間是主辦公室，寬長的辦公桌上擺滿家族照片及檔案夾，兩側均是裝潢家具，辦公桌前擺放七、八人座的沙發及茶几，沙發前矮長桌上擺放三大疊雜誌，數量之多我懷疑一個人怎麼看得完，可能有助理及書記官處理或給客人閱覽，主辦公室大小相當於我們檢察長辦公室。接著，往左邊進入第二間，面積和第一間相同，四周整面連接天花板的書櫃上，擺滿書籍法典，這一間的桌上有一切電腦設備及軟椅，看來應該是個人圖書館或書房，我們三人就坐在這一間討論案情及聊天，進入第二間後，她養的一隻獵犬知道不能跟著進來書房，就乖乖坐在主辦公室地毯上望著我們。再往裡面第三段房間，遠看有一長型會議桌及軟椅，感覺應該是會議室及其他設施。
開庭前我們三人坐在書房，量刑官Ray向法官報告本案的調查情形或注意事項，法官也問及許多被告的身家經歷情形，最讓我驚訝的是，這位頭髮全白、83歲的女法官，討論案情的細膩、談話思考的速度及體力精神，幾乎跟台灣我認識的許多女主任檢察官一樣，完全沒有「老人」的感覺。案情討論完後，我利用閒聊時間提到台灣刑事訴訟的轉型及量刑議題最近很熱門等，她點頭同意說自從04年最高法院Booker案件判決後，她們的量刑程序也是在混屯轉型中。後來三人就一起從法官門進入法庭。

法庭是十九世紀的木製建築，挑高約二至三層樓高，後面牆上掛著法官的照像，兩造律師及家屬均已在場，量刑庭算是三造陳述的程序：辯護人、檢察官及量刑官。法官聽完各造陳述後也會直接問被告問題，或讓家屬表示意見。整個程序很像在灣每天看到的法庭活動。我想量刑程序之所以加入第三者較中立的量刑官，而不採徹底二造攻防式的當事人主義，可能是希望量刑決定儘量能貼切妥適，而不要僅因兩造律師辯論實力的差距而產生過度傾斜。被告本案犯持槍、轉讓毒品、及一些脫逃罪，最後法官判168個月。開完庭後和檢察官及辯護律師短暫交換意見，我和Ray即一起步出法院，一看手錶十一點多，離昨晚剛好十二小時，從大學醫院到聯邦法院，難忘的十二小時。
給北檢書信之六
中國話題                 黃兆揚  寫于耶魯

                                                             05/05/06

如果這三年來是耶魯大學的中國熱潮期，那麼最近(四月下旬)這一星期大概可稱為中國週了。雷文校長這幾年來走訪世界各地，積極佈局大學全球化策略時，可謂對中國特別用心。這次胡錦濤的來訪演說，讓耶魯的中國熱達到最高峰，算是一個小成果展。當天，胡的短暫到訪，除了支持的同鄉與抗議的群眾以外，校園各處也舉辦了多場研討座談，話題圍繞著中國的發展與影響。

以下結合個人的觀察與體驗，粗略整理一下近年來的中國話題：

1、 商業經濟
商學院的話題，關注在如何投資，與大陸作生意。講者多半是企業的執行長，報告該公司在大陸投資、設廠的經驗。分析中國的債券、股票、房地產、電腦科技、醫療、汽車、網路、媒體、娛樂等市場與產業，地方政府文化、銀行財務改革、國營企業問題等。聽眾多元，包括經濟、財務、法律學門的教授、實務家與學生。歸結來說，商學院是屬於比較銅臭味的場合，不太關心大陸的生活品質與社會發展進步等議題，現況描述、經驗分享與市場預測是主要關注點。

2、 人權法治
相反的，論及法制、社會與人民生活時，就會出現較多的批評。在一場小組座談裡，韓裔的法學院院長評論，這次胡錦濤來訪，主要只是告訴美國，中國已經可以和你平起平坐了，如此而已，布希總統沒作何事，美國也無實質收穫。院長接著說，但是中國想要領導全球，就應按照全球的標準行事，不能停留在用十九世紀的態度，領導二十一世紀。大陸人欠缺自由、基本權，無法按自己之意，決定想要的生活。

說到此時，有些中國學生不滿，發言辯論稱：中國鎮壓法輪功、及西藏領袖達賴喇嘛是對的，因為有組織力量的人都是危險，任何國家包括西方的政府都會想要壓制的…等。(中國學生群拍手應合)。院長簡單回應：達賴喇嘛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沒人覺得有任何危險及鎮壓的必要，政府才是主要的危險源，應受監督控制，這是美國人很基本的觀念…。(美國學生群拍手應合)。中國學生仍舊不滿，認為身為亞洲人的院長怎麼幫美國講話云云。氣氛詭異，不知道院長及教授們會不會感嘆，耶魯大量招收的中國學生，似乎仍抱持既有的想法，不了解美國。

3、 區域關係
研究日本的教授稱，在區域穩定上，鄰國日本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歷史的態度。日本是香港、韓國之後，投資中國的第三大國，貿易關係密切。但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事，在日本的看法兩極，基本上，日本人的心態是：我們無論怎麼道歉，好像都不被中國接受，日本不想再低聲、彎腰下去了。中國、韓國則是認為日本根本沒有任何道歉之意。現在日本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新一代年輕人，越來越支持首相拜靖國神社，好像有一股國家主義的氣氛上揚。這個問題很大，將成為導火線，尤其中國內政問題多端，政府亟思控制，民眾的不滿，很容易會被政府轉移到對外的關係上，尤其日本問題。美國能扮演的角色，只能盡量降低這種潛在衝突。這位教授被中國學生問到關於日本何以發展攻擊性武器時，回答稱，就她所知，日本並無如二次大戰時那種軍事的企圖了，外交政策也是和平取向，亞洲鄰國不必擔心日本會搞軍事擴張。不知道這樣能否說服大陸學生？

4、 文化教育
耶魯是全美國，或許是全世界，對中國大陸最友善的大學。過去二十年來已經招生四千名中國學生，目前大約有六百個大陸學生及眷屬在耶魯求學。如我之前文章所述，二十年前美國大學的留學生最多是來自台灣，但今天則是大陸、印度及南韓為前三名，台灣排在之後。這個現象告訴我們什麼？

1. 質方面，現在平均而言，台灣學生的素質還是比大陸好一些。但我發現大陸學生的自信比較強，台灣學生則較謙沖，這應該跟國家的大小有關，不一定與能力成正比。

2. 兩岸未來菁英的數量，會有顯著消長。我感覺大陸學科學的人，來自全國各省，各鄉鎮都有，數量龐大；文法商類組的學生較少，但都集中來自於上海、北京。

3. 數量增加很快的話，相互交流下，會導致質變。這是指歷練的問題。越來越多大陸學生暑假並不是回老家休息，而是到處跑，各個城市待個幾天，會面朋友，接見外商，接待外國教授到大陸參訪等，所以回老家的時間很少。這個高移動性，將帶來可觀的歷練與成長機會。

4. 上一代台灣的留學生，並沒有太多機會認識大陸人或與之打交道，當時大陸還在封鎖。但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陸學生成為多數，以耶魯大學最明顯，大陸未來的精英有很高的比率會從耶魯畢業。這一代台灣留學生要面臨的挑戰和機會，尤其是與大陸有關的部份，遠比上一代的台灣人要多很多。

5、 台灣的啟示

對大陸認知太少，絕對不是一件好事，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們。

台灣無法與大陸拼「數量」的前提下，如何運用質的優勢，是應努力的方向。大陸的「數量」在外國人眼裡看來有時是壓迫、質疑、或焦慮，不一定是正面的。素質極高的少數個人，才容易獲得欣賞、接納、與認同。

給北檢書信之七
                         舊金山檢察長
舊金山檢察長Kamala Harris前幾天來校園與學生座談，聊到一些革新的執法作為與她個人的施政理念，我想特地整理一下，與各位長官同仁一起分享。

她2003年12月當選舊金山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檢察長，就任後鎖定幾項業務重點如：遏止謀殺、槍枝濫用等重大暴力犯罪、加強保護此類犯罪之證人被害人、追蹤控制此類犯罪受刑人出獄後回歸社會的狀況、隔絕再犯族群、有效處理毒品與危害生活品質類型的犯罪、成立社區法院、社區法律服務…等。2004年3月，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的歷史協會推崇她為「第一女法律人」，全國都市聯盟會議推舉她是「女性力量的代表」，最近，加州最大的法律報紙The Daily Journal把她列為全加州前75名女律師及前100名最強的律師。

短短不到一小時的座談，我大致整理她提到的幾項理念如下：

1、 資源配置：

    一個個別犯罪發生後，對整體社會造成許多成本，例如：被害人身心的損害、醫院救護與社會扶助的資源、被害人家庭親友的牽累、警察機關的動員追緝（還不一定抓得到犯人）、逮捕後的司法處理成本，包括訴訟費用、審判的耗費、執行程序、及後續的觀護、更生保護等等。她相信經濟學家精算過的結論，犯罪後的成本花費遠多於犯罪預防的成本，錢應該花在刀口上。所以，她認為有限的資源，應先投入犯罪的預防，而非犯罪的偵辦。

二、社區經營：

    她花許多時間與社區建立溝通管道，她認為要整治公共安全，社區扮演許多重要角色，如：回饋意見、提供資訊、偵測問題。例如，她帶著即席翻譯到中國城舉行座談，直接認識、聽取居民的困難或最急迫關心的問題，並建立或找尋各類機構、組織，讓當地居民可以直接利用、上門求助或反應問題。背後的理念，就是在建立與社區的互信。這個互信關係，可以使檢察長辦公室有足夠實力，對抗聯邦司法單位積極的搶攻或市警局單位有時消極的不配合。

（聽到這段時，我想到不久前的張錫銘藏匿再犯案，可能社區力量佔有關鍵的地位，足以把警察與歹徒雙方的勢力大為扭轉）
三、雙重隔絕：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犯罪都是再犯者所為」，基於這個想法，她發展出一套追蹤監控受刑人的政策，並設定一些情況指數，一有異狀，立即隔絕於社會，避免再犯危害。這是更生方面的隔絕。另外一個是對初犯者的隔絕，隔絕於刑事審判或執行程序。這方面她大量運用緩起訴及緩執行，要求失學者、初犯者必須完成12到18個月的補習教育或去上特殊學程的課，畢業後，才給予不起訴處分，或決定不予執行。她認為緩起訴或緩執行措施最重要的價值，是賦予被告一個機會，使自己對社會負責，不是「出錢出力」多寡的問題。

四、首長任務

    被問到首長任務或主要困難為何，她說當檢察長(DA)最大的挑戰就是要找資源，並加以善用。檢察長不是警察，也不是社工，檢察長要做的事是結合各處資源，偵測各類問題，活動各項計畫，並使社會轉向，朝向選民期望的生活，這才符合責任政治。

五、公共安全

    治安要好，必須讓每個人擁有一種文化的自信（這部分她講得有點快，或是我聽得不是很完整，以下是一些個人解讀），使每人活得自在，有貢獻感，進而喜歡、認同、願意服務、照顧、改善自己所在的社區。要成就這些，就必須回到社區的耕耘，執法部門應該盡量瞭解舊金山的歷史、結構、族群分布、經濟發展需求與特色等等，從而才能挖掘資源，建立組織及服務網絡，把資源力量帶給弱勢和急需幫助的人。                                   
兆揚  敬上

半年報告

檢察官赴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進修學習心得

（半年報告：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
報告人：北檢  黃兆揚

一、前言

時序進入西元2006年1月，到耶魯大學進修也滿5個月了，法務部來信建議我們提出這半年來的學習報告，這個新年問候，剛好讓我有機會回顧、檢討及整理過去幾個月來的見聞心得。

我想儘可能擴大面向，多觀察這裡的環境體制、社會結構及法律文化。唯有先暸解美國法所依存的「基本體制」，才有助於我們學習美國法。「知彼」之後，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需求。

從法學教育的角度，我一直在思考，新一代台灣法律人來到美國這個超級強權國家及世界一流的學府作研究之時，應如何認識這裡？應抱持如何的學習心態與任務觀？如何思考台灣的立足點並理出未來值得關注及資源投入的方向？

我希望這份簡報可以帶給未來的訪問學者以及其他關心台灣法制發展的人在設定研究議題或角色時，有一些啟發幫助。

二、教育體制

比較東、西方國家文化的差異時，教育，通常是被討論最多的一點。

1.  這幾年來，亞洲國家有越來越多的學生，提早在中學階段就選擇到美國就讀，一直讀到研究所畢業。據這些年輕留學生事後所述，美國中學多是小班制，因為人數少，每個人都必須參與並貢獻於教學活動，因為教學內容不拘於一。必然的，每位學生的想法都重要、能發揮、且有落實。久而久之，自信大方、主動參與和討論批判的習慣就會形成。

2.  美國在高中的課程就有一些選修課，專門教導學生將來如何報稅、如何租屋簽約、買股票及不動產等基本投資觀念。學校認為教育最起碼應作到的，要讓學生未來在社會上容易生活，才能發展自我。相對的，過去台灣中學的教育多偏向四維八德、或理論教條的記憶背誦，沒有社會實用性，以致畢業工作後多須重新學習。我第一天出外勤時唯一的依靠是學長的叮嚀，而非任何書本的知識。

3.  記得從小每次看武俠影片，行俠仗義且品操高尚的男主角，在客棧用餐完後，永遠可以拿出銀兩放在桌上付款，但從來不知道他的銀兩從何而來。好像現實的經濟生活，從來不是問題，沒人討論，沒人處理。類似這種不實際、不實用、不重視實務世界的文化，充斥在許多教育機構並深植在社會觀念裡，不容易培養我們解釋、分析現象或解決問題的能力。未來如何能行俠仗義？

4.  美國教育重視清晰明確的表達說服。各種論著及研究，多重視實證觀察，統計數字、圖像呈現。法學院教授John教導學生考試及寫作技巧時，強調不能抽象地談理論與原則，必須落實到事實的歸納與比較，再據以支持自己的見解。不是理論支持你的論述，而是事實（實證現象）支持你的論述。
三、法學院

1. 實務課比例：美國各級學校均強調實務實習的歷練，法學院也不例外。寬廣的世界才是真正的教室，學校只是集合討論的地方。稍加比較一下台灣與耶魯法學院的課程大綱，可以清楚發現，這裡的實務或實習課程佔很高的比例，如社區法律服務、廣播電台法律教育服務、檢察實務、刑事辯護實務、移民法律服務、法律助理實習、立法實務、公益組織法律服務、法律倫理實務…等。上述只是例舉出內容專門是實務或實習的課程，如果加上許多教授開的課都掺有實習或實務研討的成分，那整個實務課程佔法學教育的比例將更高。

2. 除檢察實務已介紹過以外
，再以立法實務為例，這堂課的學生必須直接參與州議會的立法程序，學生會選擇並以某特定公益團體的角度出發，協助提出法案，草擬立法說明，準備聽證程序，過程中必須與反對該法案的團體（有時就會遇到同班同學剛好是反對團體的顧問）溝通與協商，最後再回報給各自所屬的國會議員，以便在即將舉行的立法聽證會上進行攻防調查、訊問敵我方的證人等。實習過程中會請立法委員、專業遊說者、各組織代表及國會律師等人舉行坐談，與學生討論實務問題。

3. 課堂案例與考題，也是與台灣的法學院很不同的地方。我遇到的案例題目，都是給予每人特定的角色，如你是某公司的執行長、某企業的律師、某公益團體代表、某人的老闆、某法案的立法委員、或者在本案你是法官、檢察官、辯護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律師等等。你必須從該角色出發，作最適當的法律服務或目標規劃。不同的角色意味著沒有標準答案，沒有單一觀點，法律的世界本來就不是在解數學題。

4. 這裡考題另外的特色就是：篇幅長、內容生動、有趣、實際、含有許多市場資訊、周遭人事性格環境、情緒與時間控制、與你負責的範圍與對象等資訊，如同實務工作者會面臨的情況一般，讓人身歷其境，感到一股決策的壓力與責任感。

5. 本國學生結構：這裡喜歡及鼓勵學生具有多元歷練背景。

˙ 有一定比例的JD學生（以Dai為例），在入學前有工作經驗（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且已在國外待過一年（盧安達），入學後甚至還繼續在原本所屬組織工作（福特基金會），關注一些非洲及亞洲國家愛滋病的防治，算是兼職學生。

˙ 一位三年級學生Leah對我說，她畢業後會先參加和平部隊Peace Corp，到拉丁美洲服務一、二年，回國後再申請擔任聯邦檢察官，處理婦幼人權議題。

˙ 法學院這兩年關於校友活動的主題為全球化與進取精神。前者可謂是討論法律人未來所處的世界，是個怎麼樣的環境，後者可謂是討論未來法律人應該具有什麼樣的胸懷與特質。

6. 國際學生背景：這裡的研究所學生遍及各洲各國，像一個小聯合國，在許多討論聚會裡，可以發現各國人不同的專長特色與思維模式。一般而言：

˙ 拉丁美洲的學生英語能力強，因為近，且美國影響力強，很多人從小就有來過美國就讀，他們和善、熱情、隨性、喜愛聚會、聊天。可能國力還不夠強，他們多主修一些商業、工業、經濟發展方面的課。

˙ 歐陸學生英語能力等於或稍次於南美洲，但具備多語能力，尤其小國比利時、荷蘭、瑞士等。他們學養高，氣質好，求學態度認真，喜愛閱讀思考，未來工作市場遍及全歐洲。或許因為已開發國家的關係，公民意識高，比較多人修一些法理學、法制史、憲法、比較法方面的課。

˙ 非洲國家的學生很少，我只認識一人，她主修商業法。有一個感覺是，美國在全球佈局上，比較重視亞洲，相對而言，歐洲在對外政策上，因為很多殖民地且地理位置也較近的關係，比較重視非洲。

˙ 中東國家以以色列的學生最多，以色列人的母語是希伯來文，但從很小的時候就都接觸美語及阿拉伯語，電視節目多來自美國，一律美語發音，頂多打上希伯來文或阿拉伯文字幕，所以以色列學生說英語幾乎跟美國人一樣。他們勤儉、用功、積極、重視自身文化，所以也很多人修一些法理學與法律思想史的課。

˙ 南亞國家學生多半來自英美殖民地國，或是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修課喜好不一，我的感覺是，他們有一點偏向喜好國際法或國際貿易談判等領域。

˙ 最後來到東亞，包括日、韓、台、大陸等地，生活方式與西方文化差異最大，英語能力也最差，但在美國人眼裡是很值得重視的地區。最近幾年，中國大陸和韓國崛起的現象特別明顯，這二國的國族主義及民族自尊心較強，這種心態盲點有時會導致發生出糗的事。例如大陸學生在公眾生活上一些不夠成熟的表現以及最近南韓的複製細胞科學家的醜聞等。東亞地區非常複雜有趣，值得另闢專章介紹，希望我能再多加考察。
˙ 台灣法律人，你想學什麼？

7. 不僅耶魯，許多一流大學都很講究區域研究，如東亞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非洲研究，耶魯法學院的中國法中心
等。許多課程、學術活動及資金的投入也都鼓勵及補助學生到各地去交換考察學習，藉以擴大本地學術市場與腹地，展現一種全球視野與企圖。

四、組織

1. 美國各類組織，無論是學校、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公司企業行號等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會組成許多的功能委員會，負責推展各項活動或作成各類型的決定。各委員會依事務的性質，由組織內的職員及一些公益代表、社會人士組成，或經由某種選舉方式選出，定期開會作決議，並定期作成報告，對外公開其業務推動情形。例如，當地市政府的參事會，全體參事30人，包括各種年齡層、性別和種族，這些參事的地址和連絡電話均公開，且定期在每月第一和第三個星期一晚上七時在定點開會，商討各類市政議題，民眾可以隨時參與，掌握最新的資訊。

2.  透過各種功能性委員會，組織的決策模式是扁平、網狀式的，而非高權指令、上下傳輸式的。這種決策模式還有幾項特色：

˙ 決策的基礎較穩固。委員會的組成份子多元，可提供更多資訊及意見。

˙ 程序、資訊均公開，有助於民眾關心、掌握公共事務。

˙ 首長的功能，不在作細部指令，而是協調、掌控各事務的進度及潛在問題。

˙ 委員會的裁決多被尊重，反對意見必須對委員會提出，而非找首長。

˙ 委員會容易與社會各界結合，形成一種資訊網，有助於推展各項業務。

3. 有堅強的功能性決策委員會後，首長的角色也會轉變。我發現這裡的院長校長或各類首長，都在國內外各處走透透，推銷組織價值，擴大活動腹地，建立全球連線。

4. 多次去中國後，耶魯校長在去年底又帶著一批學術主管教授們到日本，與各大學校長及日本首相等人會面，並又搬出一段耶魯和日本的關聯歷史，就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接觸西方勢力的時刻，即1853年七月美國艦長派里Perry率領所謂的「黑船」艦隊駛到東京灣，打開鎖國長達200多年的日本，當時艦隊上的翻譯官George Jones及牧師Samuel Wells Wiliams就是耶魯的畢業生及後來耶魯的教授，並參與日本第一次和西方協商締結的不平等的Kanagawa通商條約（這些人很會扯吧!）。可見耶魯對外建立網絡的用心。

5. 台灣過去幾年陸續出現過許多「中心」目標，建立包括亞太金融中心、亞太營運中心、亞太會議中心等，後來不知道有無繼續推動。其實，這裡重要的啟發是，不管要推展什麼中心，最主要仍是要建立網絡連線及作行銷，耶魯這個全球學府的一連串作法，值得任何組織參考。

五、司法

1. 我認識的幾位聯邦司法人員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矯正人員U.S. Probation Officer，他專門處理量刑的調查、分析與建議，據他說康州的聯邦法官多會依他的量刑意見下判決。惟並非每個州都如此，例如加州的量刑建議仍是由檢察官提出（和台灣一樣）。

2. 聯邦檢察官的職能和台灣的檢察官比較接近，有時也包括偵查業務，州的檢察官就比較單純是公訴人，每天處理大量的認罪協商。聯邦法官兼辦各類訴訟案件，民事案件佔大部份，刑事案件類型固定、案量較少，每人手中在處理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的比例約5：1，並須核發令狀。

3. 程序法是英美法制的一大特色，無論是家庭、學校、職場、或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等，一種相約成俗的程序文化，從小就深植在每個美國人心中，並習以為常。這半年來聯邦最高法院人事大幅異動，九位大法官中首席大法官過逝，另一位女法官準備退休，布希總統分別提名二個五十歲出頭的人接任，第一個接任首席大法官位置的John Roberts在去年十、十一月間經國會同意並已就職，第二個被提名人Samuel Alito是現任聯邦第三上訴巡迴法院法官，耶魯法學院畢業，明天1月24日參議院將確認是否通過其人事案。

4. 參議院行使同意權的聽證程序共計五個整天：

˙ 第一天是開場白，先由各參議員致詞歡迎及預告關心的議題，再由二位推薦人（參議員及前新澤西州州長）做介紹證詞，最後由被提名人公開作證，自我介紹。

˙ 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是詰問階段，由各個參議員輪流詰問，Alito分別回答。
˙ 第四天下午開始到第五天結束，是其他正反方的證人作證發言及接受訊問的階段，這些證人包括Alito的同事、長官、老師、同學及各民權團體、組織及各州國會議員等人。

˙ 全程實況錄影且持續重播，讓全國人民都能觀看討論，每一階段結束，中午或傍晚休息時，電視台即開放現場call in，三支不同的電話專線，分別讓支持民主黨、共和黨及無黨籍的人撥打。

˙ 意見的歸類為，共和黨支持Alito主要的理由是其資歷完整，服務績效良好（擔任過聯邦檢察官、州檢察長、上訴法院法官等），民主黨則攻擊其法律觀過於偏向支持政府，犧牲個人基本權的比例甚高。在長達五個整天持續不斷的聽證中，Alito過去所有寫過的判決、訴狀、法律意見及求職履歷等都是討論的焦點。

六、文化

1.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文化多元，所以必須強調平等，尊重差異，台灣不見得很重要的議題，如兒少權、婦女權、墮胎權、同性戀權、種族或兩性平等、反歧視等，在美國是很重要且敏感的公共議題。

2.  基督教對美國人影響很大，可謂是形成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的思想根源，聖經教導大家：信我者得永生（或被拯救），而信不信這件事，端賴於個人決定。個人主義推展出著重自我發展、自我冒險、自己判斷，並自負其責。美國家庭的小孩離家外出發展的年齡，或是父母自覺對小孩責任已了的年齡較早，台灣父母或許必須等到小孩結婚後才覺得責任已了。

3. 個人主義下的冒險負責習慣，美國人繼承父業的比例較低，這種不走前人路的想法，有利於創投公司、創業精神的孕育。相對的，在於歐洲或其他國家，你可以發現一間小店商行，常常是好幾代的同一家人在經營，社會流動性低。想想看，十、二十年前矽谷的科技創業投資現象為何發生在美國，而不是先發生在歐洲或其他國家？

4.  很弔詭的，宣揚個人主義的結果，並非不利於公益或公共文化，我的感覺是，美國根深蒂固的重視個人發展後，反而有利於培養每個人形成一種自發性的公益文化，許多人心中存有資源分配的正義觀。舉例，有位老婦人Anne很慷慨，大方贈送月君二張音樂票，是票價很貴的前排座，但她一再叮嚀：如果你沒辦法去，一定要再轉給想去聽的人，一定要用掉該音樂票。報紙上社論也常有檢討許多捐款是否應該轉向，捐給更直接需要的人。

5. 衣食足，才知榮辱。在發展自我後，反而容易有大我，而想回饋。這是一種很符合人性的管理學與心理策略。相反的，一直強調集體主義，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文化下所培養的公民，是否比較情操高尚，具有公益文化，反而令人質疑。

6. 成熟的公共文化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就是賞罰觀念與側重的價值不同。以道路法令的考題為例，請問：以下何者會馬上面臨吊銷駕照的處罰：(一)隨性駕駛。(二)違規上路。(三)肇事致死。(四)逃避責任。

   猜對了嗎？答案是第四，逃避責任！此種行為態樣諸如：肇事逃逸、隱藏身分、妨礙調查、拒絕酒測等等，此種不配合的態度，在行政管制上最不能容忍，所以直接會被取消駕駛資格，其他違規態樣還不一定會馬上吊銷執照。其道理在於，一個人逃避公共責任，就是自絕於公共規範，就沒有資格在屬於公共的空間裡從事危險的行為。其實，妨礙司法或渺視法庭罪的處罰，也是基於相同的道理。

七、小結：台灣法律人的省思

去年十月耶魯憲法教授Ackerman第一次來台演講，事後我採訪他台灣之行有何啟發，他說只記得去了故宮、圓山飯店，見了總統並與大法官等人座談，因為行程緊湊，並無特別的感想。這段談話使我想起了接待外賓的經驗。不同學養背景的人，對一個社會可能會有不同的關心或考察面，一位科學家和一位文學教授來台，可能科學家想看實驗室，文學家卻想看菜市場。各位覺得法學家會喜歡看什麼呢？

我覺得不同世代的法學者的任務應該有所不同。二十年前美國的研究所外國學生最大的族群是台灣，據說現在則是印度、中國及韓國。上一代台灣法律留學生可能多是有志於學術研究及從事教職的，這一代進修者的身分則較多元，出現了筆者這種實務界出身之所謂的訪問學者。上一代留學內容可能主要是學習契約、侵權行為、商法、行政法、程序法等屬於發展中國家需要的基礎建設型的科目，但這一代留學內容可能更為多元或更深廣，如發展法、法律思想、法制史及比較法學等，我稱之為「反省科目」。

或許，學什麼科目也不是最重要，研究的心態、觀察的角度及培養判斷力才更重要。來到美國總是發現，美國人常常不滿意自己的制度，許多外國人拼命想要學習引進的美國法制，美國人自己反而總是對之批評、質疑或不斷檢討。第一天在英美法史教授John Langbein的課下課後，我請他簽名同意我上課，順便提到台灣刑事訴訟正在改向當事人進行主義方向修法，我當時只是想找與他授課主題有關的話題作為對話的開場，沒想到他一聽到就說：Oh, I’m sorry to hear that。我當場不知道要怎麼接，只好笑笑說：有一些人也是不贊成云云。事後我得知，他是對英美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法庭規則，提出最多批評的教授之一。

對未來訪問學者的幾點建議：

1.  作好外交：來到這裡會感到全世界的知識份子都在作交流，搞網絡，建立連線與合作關係。法學院是全球法律對話中心，法律人交換思想的平台。許多社交聚會及學術場合，應該要盡全力投入，表現學養，提升形象。在此，訪問學者宜自我定位為某種大使，推銷台灣。

2.  研究範圍不要過於侷限：這不是說不要作深入研究，而是指一種視野、心態的開放性，即便研究題目窄小，也可儘量擴大牽涉的層面，這樣會有助於完整詳實地處理一個議題。過去以來台灣的法學教育，習於按照六法全書上的分類順序，像機器般切割式的教學、研究與考試的方法，在耶魯這裡比較不採用。
3. 積極參與：可能因為文化差異，東方人在課堂上或許多討論聚會裡傾向不表意見，然而這裡非常重視發言，某位教授曾說：「律師的一生就是在發言」。我相信多發言絕對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因為美國人個性上就喜歡多聽不同的想法，發言容易吸引別人的興趣。更何況，不打不相識，我的經驗是，意見交鋒後的友誼才是長久穩固。

4.  時間安排：建議不要整天待（呆）在書桌前，應花點時間接觸美國社會民眾，至少在校園生活上，千萬不要作獨行俠。一定要花時間參加社交、聚會，增進交流，認識彼此。因為這裡是國際社群，大家會把對某人的觀感，投射到他的國家。

後記：
過去半年來要感謝月君不斷和我分享心得，這篇報告內含許多家庭討論的痕跡。也要感謝法務部給我機會，尤其對於初次來到美國的我而言，更覺得孤陋寡聞恰好可以換得更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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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take our stories and pictures back to wherever we came from, and we can give a
living testament to what it’s really like down here because so many people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and we can help to keep the Gulf Coast in the forefront of their
minds.” —Erin Hittinger,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 Legal Aides: Law Students Travel a Long Way to Lend Legal Skills, The Sun Herald, March 18, 2006, a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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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year ago, hurricane Katrina hit New Orleans and the Mississippi Gulf' Coast. As the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engulfed the region, the nation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the storm’s immediate
aftermath. However, a year later, the crisis continues.

Today, lass than half of pre-Katrina New Orleans residents have been able to return home; over 70,000 of
them are living in 240-square foot FEMA trailer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during the hurricane
season) and many people are still waiting for trailers to be delivered; the state’s charity hospital system is
in shambles and psychiatric care is non-existent; most of the Lower 9" Ward is still without potable
water; 6,000 criminal defendants await trial, many of whom do not have attorneys; 60 percent of the
businesses within the city limits have probably not reopened; federal officials have doled out only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110 billion promised to the Gulf Coast; not a single dollar of federal funds to rebuild
houses has made it to Louisiana homeowners; and renters have been virtually left to fend for themselves.

But the numbers do not tell the whole story. The pain, the frustration, the anger, the desperation and the
mxuishmsﬁl]asxnllothyaslheyw«eintheday«nﬁnrmmedyﬁmuntold& The Gulf Coast
residents have not forgotten — they are still living the tragedy. And we cannot forget, either.

We are calling on students at every law school in the country to watch Spike Lee's epic Katrina
documentary, “When the Levees Broke: A Requiem in Four Acts.” Spike Lee's film captures the
uncertainty in the region that is felt deeply in people’s lives. The documentary explores the range of
emotions, even a bit of humor. Many of the scenes are painful to watch, but as a country we must bear
witness to the ongoing crisis that faces our fellow Americans.

Law students possess a unique set of skills that are in dire need throughout the hurricane-affected region.
The Student Hurricane Network (SHN) was created to link these skills with the pressing need that
persists. Sinee last fall, over 1,000 law students have been involved in pro bono trips to the region,
research projects, and educational efforts, but the legal needs are so massive that we are calling upon
others to join us. Your work can immediately address the pressing legal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Gulf
Coast region.

SHN is working on four program areas: 1) coordinating pro bono trips to the region, 2) drafting research
to address the present novel legal issues in the region, 3) planning a federal lobbying effort, and 4)
‘matching law students with displaced residents on a one-on-one basis. ‘We are calling on law students to
get involved in each of these projects, and we are also eager to support any hurricane-related work that
you are planning or coordinating at your school.

Please watch the film “When the Levees Broke” on HBO on Tuesday, August 29, 2006 starting at 8:00
pm EDST. lfyuumnolablewm!dlthudmummyatthhﬁms.miderﬁndingsomomwim
HBO “On Demand,” and watch it at will, Then please visit www.StudentHurricaneNetwork.org to learn
how you can bring your skills to bear on the ongoing crisis, and contact

tud icaneNet @gmail.com to get involved.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Joseph M. Bruno, Bruno & Bruno, LLP

Mike DePetrillo, Chair, ABA Law Student Division

Louella Givens, .D., member of LA Bd.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Vanita Gupta, Civil and Human Rights Attorney

‘Damon Hewitt, NAACP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 Inc.

Morgan Williams, Student Hurricane Network Co-Founder, Tulane University 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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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obert Gordon, Daniel Markovits, Judith Resnik, Reva Siegel, Kenji Yoshino
To: Members of the Legal Theory Workshop
Date: May 12, 2006

With help from many of you who proposed invitees, we have assembled the following group
to present Legal Theory Workshops over the coming year. Here is the complete schedule for
the 2006-07 series --

Fall 2006
Date Speaker
21 September Kim Lane Scheppele, Princeton (Law & Public Affairs)
28 September David Barron, Harvard (Law)
12 October George Fisher, Stanford (Law)
2 November Sam Bowles, Santa Fe Institute (Economics)
16 November Otto Pfersmann, Universite de Paris | Pantheon-Sorbonne (Law)
14 December Julia Adams, Yale (Sociology)

Spring 2007

Date Speaker
1 February Virginia Held, City Univ. of New York (Philosophy)
15 February Joan Scot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Social Science)
1 March Kerry Rittich, Univ. of Toronto (Law)
15 March David Wilkins, Harvard (Law)
5 April Howard Bloch, Yale (French)
19 April Karen Knop, Univ. of Toronto (Law)
3 May Thomas Sugrue, Univ. of Pennsylvania (History, Sociology)

As you know, we also ask different faculty to convene each session.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work of those within this group, either so that you can serve
as a convener or be at the dinner that follows the session. And thanks for all th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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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OF CONNECTICUT
LAW STUDENT INTERNSHIP PROGRAM

The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 for the District of Connecticut accepts applications for law
student internships/externships that take place during the Fall, Spring and Summer of each year.
Law student intern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 range of tasks including:

1) Legal and Investigative Research - perform substantial legal research on a variety of topics
utilizing legal on-line libraries, the internet and government databases.

2) Legal Writing - prepare motions, memoranda, and other documents for trials and hearings,
draft plea agreements and search, seizure and arrest warrants, assist in the preparation of
appellate briefs to the Second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3) Agency Interaction - attend briefings with 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d relevant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review evidence and assist in trial preparation.

4) Courtroom Participation - attend trials, bond, detention and suppression hearings, assist in
arraignments, arguing motions and jury selections.

5) Immediate Feedback/Attorney Mentoring - 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will provide
constructive feedback and assist interns to master the lawyering process.

The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d the attorneys who work under them, serve as the nation’s
principal litigato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here are 93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Puerto Rico, the Virgin Islands, Guam and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re appointed by, and serve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The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have three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 the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cases brough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 the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of civil cases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arty; and
» the collection of debts ow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ich are administratively
uncollectible.

The caseload varies between the districts. The Bridgeport, Hartford and New Haven offices each
handle a wide variety of cases, 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charges of narcotics trafficking,
terrorism, public corruption, mail, wire and bank fraud, RICO violations, money laundering,
other financial crimes, environmental crimes, asset forfeiture, civil rights violations, bankruptcy
and many others.

Intern Coordinators: Jonathan Biran (New Haven): 203-821-3700
Jonathan.Bi loj.gov
Steve Reynolds (Bridgeport): 203-696-3000
Stephen.Reynolds@usdoj.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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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nit
Fall 2005

Introduction: Th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Federal Investigations: Part 1 — Th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Federal-state cooperation: Project Safe Neighborhoods -- Offender
meeting in the community (location to be announced)

Federal Investigations: Part 2 — The Role of the Agents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nd the Charging Decision
Prosecutorial Ethics

Plea negotiations: The defense perspective

Criminal trials: Prosecutor's perspective

Criminal trials: Judge's perspective

Sentencing: Probation Officer’s perspective

Sentencing in the post-Booker world

Field Trips — To be Scheduled:

Ride Along with the New Haven Police Department
Danbury Federal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State of Connecticut Criminal Laboratory

Instructor: William Nardini -- (203) 821-3748
fliAr nArdiniad .
Faculty Supervisor: Jay Pottenger — (203) 432-4821

Lpottenger@yale.edu

Student Coordinator: Jorge Tenre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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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Federal Career Day at Yale University
Friday, October 28, 2005 ¢ Omni New Haven ¢ 11:00 AM — 3:00 PM

Participants List
(updated on 10/24/0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Council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Epidemiologists (CSTE)
CT Army National Guard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Emerging Leaders
Program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 Office of Evaluations & Inspections

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

Student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SCA)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PN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U.S. Peace 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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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5-416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 ♦---------------------------------

JEANNE S. WOODFORD, WARDEN, A.P. KANE,

Petitioners,

v.

VIET MIKE NGO,

Respondent.

--------------------------------- ♦---------------------------------

On Writ Of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 ♦---------------------------------

BRIEF FOR THE JEROME N. FRANK LEGAL

SERVICES ORGANIZATION OF THE YALE

LAW SCHOOL AS AMICUS CURIAE

IN SUPPORT OF RESPONDENT

--------------------------------- ♦---------------------------------

                                      GIOVANNA SHAY

                                      JEROME N. FRANK LEGAL

                                      SERVICES ORGANIZATION

                                      YALE LAW SCHOOL

                                      P.O. Box 209090

                                      New Haven, CT 06520-9090

                                      203-432-4800

                                      Counsel of Record for

                                      Amicus Curiae

================================================================

COCKLE LAW BRIEF PRINTING CO. (800) 225-6964

OR CALL COLLECT (402) 34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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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rable Arlen Specter -
Chairman,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224 Dirksen Senate Office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510

Dear Mr. Chairman:

We are law school deans and legal scholars whose areas of scholarship include
federal courts, administrative law, immigration law, and constitutional law. We write to
express our profound re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legislative proposal found in Section 701
of your draft bill entitled February 24, 2006, Chairman Mark. This provision would
plac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ver all future immigration appeals in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and eliminate the role of the regional courts of appeals in
such appeals. We urge that this proposal be withdrawn immediately, so that it can be
subjected to the careful study that such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our legal order warrants

Our concerns are based on: the strong, historically grounded presumption
favoring the use of Article 1Tl appellate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in our judicial
system; the important values underlying that tradition; and the often unforeseen negative
consequences that arise when specialized courts are established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established hastily, as this bill would do).

3 isingly, not of one view regard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specialized courtsBut we strongly share the view that transferring categories of cases
involyi s of personal liberty that are currently heard in the regional circuits to a

single, narrowly focused, specialized, commercially oriented court should not be done
precipitously, or without hearings in which experts on immigration, federal jurisdiction,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can be heard. We are fully mindful of
the caseload pressures that some circuits are presently facing, due in no small part to the
upsurge in immigration appeals. Nonetheless,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warrants the radical step of relegating all immigration appeals to the Federal Circuit, a
court of specialized jurisdiction that currently hears cases involving areas quite distant
from immigration law, such as patents and trademarks, veterans? claim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matters.

Legal scholars have in the past raised reservations about specialized courts on
numerous grounds. Generalist judges have the benefit of applying their broad judgment
and experience drawn from deciding cases across many and varied fields of law, while
specialist judges are exposed solely or mostly to a single narrow field of law. This can
generate not only tunnel vision but also an ossification of views in such judges.
Moreover, specialized courts are considerably more prone than generalist courts to being

aptured? by opposing interest groups or the agency they review. These are dangers that
should not be lightly undertaken when liberty is at 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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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rch for Truth

Murals Located in the Main Library Reading Room
Artist: Maurice Sterne (1877-1957)

Numbers begin with the panel o the left when entering the Library from the Main doors.

1. Brute Force shows the most primitive manner of settling disputes in which superior strength
replaces justice.

2 Greed portrays a group fighting over and casting dice for the garments of Christ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 oblivious of the drama which is taking place above.

3. Trial by Ordeal was prohibited by the Council of the Lateran in 1215. This mural generated
controversy. Some official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elt that the depiction of clerics in the
composition would associate the Church with the practice. The robed figure represents Pope
Innocent Il whose gesture is meant to convey a blessing upon the victim and a ban on the
barbaric practice.

4. Justice Tempered by Mercy, or, “He who is without sin should cast the first stone.” The
action is reflected in a mirror.

5. Intolerance is represented by a Roman scene in which Sybilline literature is being burned. In
the foreground a figure collapsed over books is being covered with tar. In the background a
dictator is surrounded by Roman soldiers.

6. Tradition depicts a woman holding two babies seated inside a skeleton of the past. To the left
are Hammurabi, Moses and Justinian; to the right are Roman, Medieval and Modern soldiers.
The composition contrasts the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elements of tradition.

7 Superstition portrays the Delphic Sybil in a trance and surrounded by attendants. In the
background is a human sacrifice.

8. The triptych over the Circulation Desk is titled Continuity of the Law. Included are The Past,
Continuity of the Law and The Future.

9 In Belief and Magic a magician pulls a rabbit from a hat. He is also shown swinging ticker tape
from which a Pied Piper entices people to follow him and bring their savings as a tribute.

10.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shows men in a tug-of-war. In the background two steers are
fighting, while in the foreground, a figure stifles his compet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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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ron, D.C. 20530

June 27, 2006

JawYang Huang
92 Bishop St.
New Haven CT 06511

Dear JawYa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informative presentation last week. We learned a lot
about your legal system and enjoyed seeing the photographs of your country. This was such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our law students. I hope you and your beautiful family enjoyed
Washington, DC, and [ know you were in good hands with Gail Johnson. Finall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beautiful picture. It will always remind me of your visit.

Personnel Management Branch

Civil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 至於學生族群，依不同學位計畫與培訓內容，也很多樣，如JD、LLM、JSD、MSL、Joint Degree等（參照附件心得報告）。





� Legal Origins, Edward L. Glaeaser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2002.


� 主要是指受訊問人在任何執法官員面前，包括法官、檢察官、司法警察、及其他有執法權力之公務員，為不實之陳述，將構成妨礙司法罪。


� 主要是指在法庭上違反秩序、延宕訴訟、不當發言、詰問、隱匿證據、及其他法官認為當事人違背訴訟程序情節重大者，將構成藐視法庭罪。


� 據報載，前一陣子某法官受理關於同居人施暴之案件，將家庭成員關係擴大解釋成包括同居人在內，判決一出廣受社會團體讚揚，法律界亦稱之為「正確填補法律漏洞」、「勇敢的法官造法」等，事後也促使立法者願意「撥冗」開會，順勢修改法律文字，將家庭成員定義增列同居人一項。其實，依本文之脈絡邏輯，禁制令事件為上述之實質解釋，在英美法國家根本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但在台灣法界卻是一種大膽之突破。這個例子也清楚顯示，台灣法官受到實定法侷限之嚴重性，及法官擺盪在實質正義與形式合法之間之辛苦，及其掙扎，凡此均值得司法改革當權者予以正視。


� 筆者曾聽聞一位美國汽車公司的業務員表示，日本企業員工在招待外賓，全程接待陪同，歡樂至晚上就寢時間，送外賓回飯店後，還必須回辦公室加班到午夜，完成日常之工作，此固屬拼命工作及敬業精神的表現，但不免也予人一種壓力。筆者亦有類似的經驗，即在某星期假日一大早6點，至飯店櫃臺等候，陪同一對英國夫婦至機場，該外賓返國後回信，除表示謝意外，另有一段話強調：希望沒有打擾、破壞我的星期假日云云。當時不以為意，只覺得對方太客氣，如今想起，那是高度尊重他人的文化表現，頗值思考，我的心得是，對先進國家的外賓而言，與其用辛勞、犧牲、拼命式的態度造成對方壓力，倒不如以真誠、自然、不過渡鋪張的方式接待之，才能予人舒服愉悅的回憶。


� 新古典主義是一種新的復古運動。興起於18世紀的羅馬，並迅速在歐美地區擴展的藝術運動，影響了裝飾藝術、建築、繪畫、文學、戲劇和音樂等眾多領域。新古典主義，一方面起於對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藝術的反動，另一方面則是希望以重振古希臘、古羅馬的藝術為信念(亦即反對華麗的裝飾，儘量以儉樸的風格為主)。新古典主義的藝術家刻意從風格與題材模仿古代藝術，並且知曉所模仿的內容為何。新古典主義在雕刻藝術上以淺浮雕（bas relief）圖式表現，因此截然不同於巴洛克風格的深度雕刻。代表藝術家有巴利（Barry）、卡諾瓦（Conova）、富拉克斯曼（Flaxman）、漢彌頓（Hamilton）、畢拉內及（Piranesi）、拖爾瓦森（Thorwaldsen）、維恩（Vien）等。詳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Classic_revival。





� 因為這位同仁負責相關業務，而跨國收養政策往往涉及人口管制、國際人權、社會福利、兒童教育、與行政程序等問題（如認領中國女棄嬰之要件門檻），政策法律稍有變更，將影響各層面乃至犯罪數量的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


� 國會的大小程序，都由一家非營利的衛星電台組織Cable 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C-SPAN）提供，因與赤道上的衛星作訊號連結，故全球各地，全年無休。


� 參議院的立法顧問辦公室網站：� HYPERLINK "http://www.senate.gov/learninglbrief_10c.html" ��www.senate.gov/learninglbrief_10c.html�。眾議院的立法顧問辦公室網站：� HYPERLINK "http://www.legcoun.house.gov" ��www.legcoun.house.gov�。 





� 據載新上任的聯合國秘書長Ben Ki-Moon（韓國人），在高中時期參加青年領袖團到華府參訪，見到當時的甘乃迪總統，眼界大開，從此之後，他就立志作個外交官。


� 現任耶魯法學院院長Harold Koh時常對學生提到做大法官助理的經驗與收穫。韓裔的Koh院長在學界與實務界歷練完整，與民主黨關係良好，本是民主黨預定的大法官候選人，若非這八年由布希選上總統並連任，他可能已是現任大法官。目前他仍是最被看好的大法官人選，未來如獲任命，將是首位亞洲籍的大法官。


� 台灣書記官的業務考核，以裝訂卷宗、打字速度、行政文書能力等項目為主，與「司法」無關，其設「官」的意義本來就不大。又其與法官檢察官一對一配屬，平日工作關係密切，但體制上卻無法共同討論法律、增加司法正確性，似乎是一種人力的浪費。雖然，司法官辦案夥伴，最近幾年因陸續引進法官助理及檢察事務官，而有所增進，但也恰好證明了台灣書記官的定位有問題，以致必須疊床架屋，一再補充人力。


� 聯邦政府提上訴的機會很少，且程序很嚴，上訴書狀出了該州的檢察長辦公室後，必須送到華府的檢察總長辦公室，由第三號人物，即掌管全國訴訟事務最高位的Solicitor General核定後，才能向聯邦上訴法院提出。


�  參考筆者於二００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寫給北檢及法務部同仁的第三篇心得介紹，標題為「校園結構與學術環境」。


� 參考筆者於二００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寫給北檢及法務部同仁的第一篇心得介紹，標題為「耶魯大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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